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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章
导言



  在前现代化（pre-modern）的农业社会里，农户有可能出于多种原因需要贷款。首先，农业产出具有季节性，在低收入和低储蓄水平下，在收获季节到来之前，农户很有可能需要贷款来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资金（credit for working capital）；其次，农户很有可能需要贷款，获得资金，以提高现有的农业生产技术、扩大生产规模或者进行农业生产以外的投资（credit for fixed capital）；最后，农户还很有可能需要贷款来均匀不同年间的收入和消费（smooth the consumption）。农业产出发生剧烈波动、销售价格出现大幅度下滑，或者某年的消费需求突然增长，如需要筹办婚丧嫁娶等仪式、家中有人生病需要医疗费用等，都可能导致农户当年的收入和消费之间出现暂时的赤字。农村信贷因此在组织农家生产、投资和消费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是，在前现代化农业社会里，在农村信贷市场中，两个突出的问题有可能使农村信贷不能充分和有效地发挥以上那些金融功能。第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一方面，农户偿贷能力具有高度不稳定性（uncertainty）1。在前现代化的农业社会里，落后的农业生产技术导致农业生产严重依赖天时，天气的好坏会造成土地产量、相应地农户的年际收入出现剧烈波动，在低收入和低储蓄水平下，这种收入波动会相应地导向农户每年的偿贷能力的剧烈波动。偿贷能力的高度不稳定性一方面增加了农户的借贷风险。在“安全第一”（safety first）的原则下，借贷风险（risk）有可能使农户放弃若干借贷和投资，这降低了农户的长期收入能力，增加了农户在未来的家计风险和信贷需求。当迫于生存压力，必须要诉诸借贷时，如当遭遇重大的荒歉年时，借贷风险有可能使农户在一次家计困难后，自此陷入“债滚债”的泥潭，最后甚至还有可能要走上卖地还债的境地。另一方面，很显然，偿贷能力的高度不稳定性也增加了贷主的信贷风险。当借贷农户的偿贷能力下降时，借主违约（default）的可能性提高了，贷主的信贷风险因而增加了。


  第二个突出的问题是，在前现代化的农业社会里，贷主不仅可能要面对高非意愿性违约（involuntary default）风险，而且还很有可能要面对较高的意愿性（voluntary）或策略性（strategic default）违约风险2。非意愿性违约风险，是指到期时借主没有能力履行契约（unable topay），因此只得违约。偿贷能力的不确定性和对贷款的不“适当”使用，如用贷款进行某种高利润但同时也具有高风险的投资，都有可能导致这种违约。策略性违约是指借主可以偿还贷款，但是他出于自身的某些利益，推诿按期归还贷款（unwilling topay）。信息约束（information constraints）是这两种违约风险可能滋生的第一个重要原因。在信贷活动中，为了降低或克服这两种潜在的违约风险，贷主需要掌握两方面的充分信息。第一方面的信息是有关贷款使用的信息；第二方面的信息是有关借主的偿贷决策（repayment decision）的信息，包括借主的人品（character），借主所做出的某一具体决策同借主的人品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内在联系，同时还需要借主在某一具体交易中的行为和经济动机方面（needs and activities）的信息。在现代社会，某些信息共享制度（information-sharing network）和健全的抵押（collateral）制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这些信息的获得并降低了获得这些信息的成本。在前现代化的农业社会，借贷农户常常不能提供可信赖的、价值稳定的和容易处置的抵押品；在缺乏现代化的通信技术手段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人际（interpersonal）的渠道获得、沟通和传递信息（information transmission）。在超越一定的空间和一定的人口密度的情况下，信息的获得会变得十分昂贵，甚至不可能。如在一个农业社区外的贷主，常常很难获得有关该社区内的农户借主的信息，或者获取信息的成本会十分高昂。同时即使是在一个狭小的社区内，信息的获得、传递和协调（coordination）也并非总是成本低廉的。


  缺乏有效的约束契约执行（enforcement）的手段是违约风险有可能滋生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在现代社会，国家权力和健全的法律制度的确立有效地发挥了约束契约执行的功能和在相当大程度上降低了契约执行的成本。在前现代化社会，国家权力和法律基本上没有渗透到地方社会，民间契约的执行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能通过各种非正式的机制或制度安排（informal mechanisms）加以保障。在这些非正式的机制或制度安排缺乏时，或者实施成本过高时，信贷违约和信贷风险就有可能发生，当信贷损失过大时（实际信贷收益低于资本的机会收益），贷主就有可能退出信贷市场。在农村信贷市场中，就有可能发生供给资金不足。那些握有各种非正式的约束契约执行手段的乡村信贷者还有可能进而利用其在信息获得和契约执行上的垄断地位，起而获取垄断利润（monopolyprofit）3。农村信贷市场因此不能为农户组织生产和消费提供有益的金融安排。


  农业商品化是前现代化的农业社会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商品化的发展对乡村信贷市场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一方面，农业商品化可提高农户的收入，这有助于降低农户的信贷风险；另一方面，商品化的发展又常常为农户带来了一些新的经济风险，如引进新的商品作物的风险、市场风险，等等。参与商品化，抓住商品化所提供的增加收入的机会还常常需要农户进行额外的生产投资，这有可能会增加农户的信贷需求；同样，商品化的发展通常意味着农户同社区外的各种经济交换和经济联系的增加，相应的社区内和社区外的信息往来（flow of information）的增强，这有可能增加社区外的贷主对乡村信贷市场的参与和社区外信贷资金的涌入，一方面，在缺乏正式的法律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信贷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有可能削弱了一些非正式的约束力量的控制力，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信贷来源有限时，日后拒绝再向违约的借主提供贷款便构成了对后者的一个严厉惩罚（punishment），但是，随着借贷来源的多元化，这一惩罚手段有可能失效。经济往来圈的扩大还有可能使传统的人际沟通方式不再能有效地发挥信息传递的功能，如随着贷主数目的增加和空间居属的分散化，在贷主和贷主之间可能难以再形成充分的信息共享。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还处于农业前现代化时期。中国农民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和一些简单的灌溉和排水设施进行农业生产。自然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产出有决定性的影响。直到20世纪早期，中国政府的最低一级行政机构只及到县，中央政府对地方农民的经济生活干预极少，政府介入农民经济生活的最主要的目的只在于收取赋税。中央政府虽然有制定一些涉关经济交换的法律条文，但是农民极少诉诸于官府和法庭的保护力量，民间的各种经济交换和契约交换基本上是依靠各种非正式的制度维持。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国内现代工业的兴起、城市的发展，带动了中国各地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商品化的发展增加了城镇和乡村的经济往来，增加了农户的收入，但同时抓住商品化所提供的收入机会往往需要增加生产投入，商品化的发展还为农户带来新的经济风险：在中国近代，几种主要的经济作物，如棉花、蚕桑、烟草等，都对自然生长条件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4，种植这些经济作物通常面临着更高的种植风险；参与农业商品化的农户还要面临市场风险。经验材料表明：在这一时期，爆发过短暂的，但是普遍和严重的市场衰退、某些经济作物发生了持续性的价格下跌和市场滑坡，年际间的市场波动一直存在。1911年，统治中国两百余年的清政府垮台。此后，一直到20年代末，中国一直没有统一的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各地军阀割据，战乱纷起，地方政府不但不能起到规范和保护民间各种经济交换的作用，反而战乱和重税恶化了交易环境，增添了各种人为的灾害。所有这些都暗示，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这一段历史时期，一方面农户的信贷需求有可能增加了，另一方面，农户的偿贷能力依旧十分不稳定，商品化虽然增加了农户同社区外的经济联系，但是在传统的信息沟通手段和约束契约执行手段下，贷主，尤其是社区外的贷主，在向农户发放贷款时，依旧面临着潜在的违约风险。在发挥有益的金融功能上，信贷市场依旧可能面临着严重的困境。


  根据中国近代的各种调查材料，典地信贷是在当时普遍存在于中国各地的一种农户获得大额贷款的方式5：在典地信贷中，农户向贷主出典土地，获得一定数量的贷款。在出典土地后，农户不必向贷主支付利息，贷主以使用典地的收益，充抵每年应得的利息。贷主可以将典进的土地出典，获取地租收益，也可以耕种典地，获取土地的耕作收益。


  对于这种信贷方式，在中国近代，对农家经济所发挥的功能，在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典地市场是一个垄断的市场，利用农家发生经济困难，需要大额贷款的机会，贷主凭借其在信贷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强迫农户接受典地信贷。典地信贷的利率很高。典地信贷进一步恶化了农户的家计，再稍一遇家计困难，农户便只得出卖土地。典地信贷因此是乡村中的垄断者获取垄断利润和掠夺农民土地的一种高利贷（usury）手段6。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前现代化社会，城镇贷主在向乡村发放贷款时面临很高的交易成本和信贷风险。在典地信贷中，通过一些制度安排，成功地降低了贷主的风险和交易成本，贷主在典地信贷中获得了更大的信贷保障。在乡村中，典地信贷因此活跃。典地信贷市场是一个竞争的市场，利率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农户能够偿还的水平。农户通过典地信贷获得各种生产和消费性资金，抓住商品化所提供的收入机会，或者克服暂时的家计困难。典地信贷因此构成了一项在中国农村，重要和有益的非正式金融制度安排7。


  第一种观点面对来自经验的质疑和挑战：有经验材料表明，在中国近代，出典的土地有大量被赎回8，那么是否所有这些被赎回的土地都可以被合理地归之为“侥幸”逃脱了信贷风险的打击下卖地的命运？第二种观点主张，在商品化发展的背景下，农户的收入水平和偿贷付息能力会超过典地信贷的利率水平。商品化的发展是农户有能力偿还贷款的重要保障。这种论断忽略了风险和收入波动对农户的偿贷能力的影响。同时，无论是第一种观点还是第二种观点，都没有深入和仔细地考察在一个以人际沟通（personalized exchange）为主要信息传递方式、缺乏正式的国家和法律制度保障的社会里，潜在的信贷风险和信息成本（information cost）、执行成本（enforcement cost）对交易安排的影响，相应的对借贷农户的经济利益及其他对农家经济所发挥的功能的影响。


  在本论文中，利用在中国近代有关典地信贷的各种零碎调查材料和两个详细的典地信贷的个案材料，我们尝试考察和分析：（1）在中国近代，典地信贷的实际利率水平；（2）决定典地信贷的实际利率水平的因素；（3）推断在此利率水平下，典地信贷对农家经济所发挥的实际功能；（4）考察和解释在中国近代典地信贷的实际活跃状况和决定典地信贷活跃的条件。我们的基本发现是，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维持在一个略低于当地其他信贷利率的水平。更重要的，在典地信贷中包含了一些制度安排，允许农户每年所实际缴纳的利息率随农户当年的实际收入和偿贷能力，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农民可以克服那些不太严重的信贷风险，支付利息和赎回土地。在典地信贷下，农户获得了一种相对低息的长期消费贷款，典地信贷还为农户提供了一种低息的长期生产投资贷款。通过典地信贷，农户可以均衡在不同年间的家计收入，度过暂时的家计困难，或者增加生产投资，抓住市场所提供的增加收入的机会。典地信贷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有益的金融功能。市场条件（market structure）、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和地方经济环境（economic environments）这三个因素共同决定了典地信贷的现行价格水平和各种制度安排。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中国近代，典地信贷既不是一个绝对垄断的市场，也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同时，契约制度并不能保障所有的契约条款均如约履行。在现实中，提高信贷价格和坚持契约按照原约定的条款（contract terms）执行会面临高信息成本和执行成本，贷主的实际收益因此不能增加。在典地信贷中，贷主确实经常获得超额收入，但是这既不是得之于垄断价格，也不是由于典地信贷向贷主提供了更大的信贷保障，我们的研究揭示出，在典地信贷中，贷主是通过整合（linked）典地信贷与其他经营活动，如商业投机、农场经营，或者某种风险分担的利息制度，获得的更优投资收益。在一个地区，贷主通过典地信贷，所能获得的整合投资收益的大小是根植于一个地方的经济环境所提供的机会。


  本书共分10章。在第2章，我们进一步介绍和分析有关典地信贷的两种主要观点。在第3章，利用四套规模较大的抽样调查数据，我们考察了在中国近代典地信贷市场的状况。我们发现，存在两种类型的典地市场：第一种市场，我们称之为“自耕型”的典地市场，在这一市场中，主要是农户在典地土地，他们典进土地后，通常亲自耕种典地；第二种市场，我们称之为“租佃型”典地市场。城镇贷主这时是典进土地的主体。他们在典进土地后，通常将典地出租。我们考察了在这两个市场，典地信贷的活跃程度。在这两个市场，出典土地的农户构成和典进土地的农户构成。在第4章，我们简要介绍了典地信贷的各种制度安排。区别于其他信贷方式，典地信贷制度的一些关键特征。从第5章开始，我们用四章的篇幅分析两个个案。第一个个案是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地区的典地信贷，第二个个案是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的典地信贷。在这两个地区，典地信贷均非常活跃，但是在这两个地区，当地农民具有不同的经济风险，两个地区的地方经济环境迥异。米脂县是一个自然生态环境十分恶劣、自给自足经济占主体的地区；栾城县一个农业商品化获得高度发展的地区。在第5章，我们介绍所使用的数据及这两个地区典地市场的基本情况，然后对比介绍和分析在这两个地区，农家所面临的主要经济风险。在第6章，我们同样比较介绍在两个地区，典地信贷的各种制度安排，然后计算在这个地区，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和实际利息率。第7章，我们讨论和分析在这两个地区典地赎回的规律和典地转为卖地的规律。结合第6章和第7章，我们就可以论断，在这两个地区，典地信贷所发挥的金融功能。在第8章，我们讨论地方经济环境为贷主整合典地信贷与其他经营方式所提供的经济机会。在第9章，我们讨论市场条件和交易成本对典地信贷的价格和各种制度安排的决定性影响。第10章，我们总结全文的讨论。


  第2章
文献回顾



  在经验观察中，常常发现，典地是农户在出卖土地前所诉之于的最后一项金融手段。当典地信贷失败时，农户便很可能要出卖土地。一种流行的观点因此认为，典地是乡村地主利用农家的经济风险，夺取农户土地的一种高利贷手段。这种观点大量散见在各种有关中国近代的调查报告和学术性论著里9。我们将在这一观点中所包含的一些基本假设总结如下：


  （一）高利贷的假设


  “高利贷”解释的最核心假设是“高利率”的假设。所谓“高利率”，第一，典地利率比其他信贷方式的利率要高，典地借贷的农户因此要承受更沉重的利息负担；第二，相对农户的偿贷付息能力，典地信贷利率明显过高。“高利贷”的解释假定支付典地利率构成了农户沉重的负担，这种利息支付即使在平年或年景好时，农户也只能勉强维济。支付典地利率耗尽了农户有限的全部的生产剩余，农户因此几乎没有可能储蓄家庭财富，偿还贷款本金，再稍一遇灾年，典地便难免最终转为卖地。


  （二）借贷农户的构成和其偿贷能力的假定


  “高利贷”的解释通常假定乡村中的贫困小农是出典土地的主体。这些农户出典土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消费。最常见的情况是当遭遇荒歉年时，为维持家庭次年的基本再生产而出典土地；或者当出现累积性入不敷出时，为偿还累积的旧债，需要出典土地；当家庭出现某些意外变故时，如家庭主要劳力死亡，也会需要出典土地。出于消费性目的而借贷，而非生产投资性借贷，这限制了农户未来的偿贷能力。


  商品化的发展为农户带来了增加收入的机会，但是在“高利贷”的解释看来，在中国近代，农家收入主要指贫困小农的收入，依旧仅处在维持基本生存的水平，商品化的发展又为这些农户带来了新的经济风险。低收入、低储蓄水平及低生产剩余决定了这些农户在面对各种经济风险时，具有更大的脆弱性。这些农户在出典土地后，因此具有低偿贷能力和要面对高信贷风险。


  （三）垄断市场的假设和贷主的垄断权力的假设


  “高利贷”解释的第三个重要假定是垄断市场（monopolistic market）的假设：农村信贷市场是一个垄断的市场，贷主因此可以凭借其垄断地位将典地利率提高到现有的高利率的水平。


  “高利贷”的解释同时假定，贷主的垄断权力赋予了贷主具有绝对的约束契约执行的能力。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贷主可以通过拒绝日后再提供新的贷款对违约的农户进行惩罚。贷主在信贷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这意味着除了现行贷主以外，农户不能够在当地的信贷市场上再找到其他的贷款来源。对于家境匮乏，难免需要借贷的农户来说，这意味着十分严厉的惩罚。借贷农户因此会尽力遵守契约。


  第二，除了垄断（信贷）市场的假设以外，“高利贷”的解释还常常假定，贷主还同时垄断了社区内或乡村中的其他各种经济资源，也即垄断了借贷农户的其他各种经济机会。如贷主同时还是乡村中的大土地所有者，贷主因此还同时垄断了农户租佃土地的机会和佣工机会；或者贷主同时还是购买农户农产品的商人或者供应农户各种生产和消费必需品的零售商。贷主因此还可以通过同时拒绝在日后提供其他各种经济机会，加重对违约借主的惩罚。


  第三，更有甚者，“高利贷”的解释还常常进一步假设，贷主同时持有乡村中的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如拥有家族势力、与官府的紧密联系或者实施暴力的能力（violence），等等。当借主违约时，贷主因此可以利用这些社会权力强制借主遵守契约，或者对借主进行严厉的惩罚。


  第四，除了自身所握有的各种惩罚手段以外，贷主还可以利用其在乡村中的影响权力（influence）号召乡村中其他握有重要经济资源者一起对违约农户进行惩罚。如有的学者分析指出，相比普通农户，拥有更多经济资源的贷主同地方零售商会有更密切的经济往来，后者是地方零售商更重要的顾客，贷主因此完全可能成功地劝说或影响乡村中的零售商拒绝向违约农户提供各种销售服务10。


  “高利贷”的解释因此同时相应地假设，典地信贷的贷主均是城镇或乡村中那些大量握有各种经济资源的富裕阶层，如居住在城镇中的大地主、商人、官吏或者乡村中的地主和富农。


  （四）贷主的投资利润构成的假设


  按照“高利贷”的解释，在典地信贷中，贷主的根本目的自然是抓住时机，获取农户土地。但是，由于在典地交易下，贷主就已经享有了与拥有完全产权的地主相同的对土地的使用收益权，而农户一旦出典土地，在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赎回土地，贷主因此也会愿意，有时甚至是有意延长土地在典地交易状态下的时间。在典地交易下，贷主只需支付部分地价，且无需负担在达成买地交易后，作为地主所应负担的各种赋税，这提高了贷主的土地投资收益率。允许农户欠租便是贷主所主要采取的一种延长典地交易状态的策略。


  最后，“高利贷”的解释对典地信贷的后果的判定：乡村中贫困小农的土地，通过典地信贷，流到城镇地主和乡村中的富户的手中。小农破产和土地日益集中。


  我们下面分析、介绍第二种观点。


  第二种观点，我们称之为“信贷保障论”和“金融有益论”的观点。马若孟是这一观点的主要倡导者和提出者11。我们总结在这一观点中所包含的一些基本假设：


  （1）合理利率的假设


  “金融有益论”的观点假定，典地信贷的信贷利率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农户有能力偿还的水平。这指，第一，除非发生一些十分恶性的风险事件，如战争、连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农户有能力负担典地利息；第二，支付典地利息不会穷竭农户的家庭收入和剩余，农户可以积蓄收入，最终偿还贷款，赎回土地。商品化发展及其为农户带来的增加收入的机会是农户有能力偿付贷款的保障。


  （2）完善的制度安排的假设


  “金融有益论”的观点假设，典地信贷中的一些制度安排，主要是中人制度（middleman or the thirdparty）和完善的书面契约制度，成功地降低了贷主，尤其是社区外的贷主在向乡村发放贷款时，所面临的潜在的高信息成本和信贷风险。其具体作用机制如下：


  第一，中人制度降低了社区外贷主在与农户建立信贷关系时所可能面对的高寻找成本（searching cost）、信息成本和交涉成本（negotiation cost）。在典地信贷中，通过中人交易双方建立交易关系，中人介绍原本很可能并不相识的交易双方结识，在交易双方之间做利益协调和沟通，中人同时向交易的一方保障另一方的人品（character）。


  第二，中人制度降低了在采用抵押制度时所可能卷入的高信息成本和执行成本。健全的抵押制度的发展会有效地降低在信贷交易中需要卷入的信息成本和执行成本。但是，在前现代化社会，产权制度和土地买卖市场的不完善、抵押品价值的不稳定都限制了抵押这一信贷制度的实行。中人制度安排中人担保抵押土地的可靠性，这降低了贷主的信息成本；中人同时还负责监督对典地的处置，避免农户偷偷将土地别卖，这降低了贷主的监督成本；最后，日后如果需要出售出典的土地还贷时，中人还要监督和帮助卖出土地，这降低了贷主的处置成本。


  第三，完善的书面契约制度增强了契约的约束力和降低了日后可能的执行成本。口头契约有可能产生日后毁约或者对当时约定的交易条款发生歧异的问题。在乡村中，有大量的信贷交易，尤其是小额贷款交易，依旧采用口头契约的方式。但是，典地信贷通常均要签订书面契约。书面契约增强了契约的约束力。不仅如此，典地契约形成了高度发达的样式，各地典地契约一般都形成了标准化（standard）的书写样式，在每一典地契约中，都要清楚地书明典价、典期、耕作权、典主的赎回权利、赋税的分摊等交易条款（contract terms）。对在交易执行的过程中，在不同情况下，交易双方的权利做了清晰和完备的规定。在地方存在着有关以上这些交易条款的“习惯安排”，如“习惯”的典价、“习惯”的典期、“习惯”的典地赎回办法等，交易双方因此对在书面契约中所书写的内容具有共同的理解。这降低了日后发生分歧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了日后交易的交涉成本和执行成本。


  第四，通过引入社区性的控制机制（community enforcement），中人制度降低了社区外的贷主的执行成本。社区外贷主在向农户发放贷款时，有可能缺乏约束契约执行的手段或者面对高契约执行成本，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社区外的贷主通常不能如社区内的贷主一样利用某种社区性的强制机制，如信誉控制（reputation），约束契约的执行，而只能更纯粹地利用个人性的强制手段（personal enforcement）。在信贷交易中，第三方的引入，实质上等于在个人控制中引入了某种程度上的集体控制（group enforcement），由于第三方经常为与农户处于同一社区的人，这一第三方的引入也就暗含着引入了社区外的贷主原本所不能享有的社区性控制机制。这有力地降低了社区外贷主的执行成本。


  （3）活跃的和竞争的信贷市场的假设


  完善的制度安排有效地降低了贷主在向一个其所不熟悉的乡村发放贷款时的交易成本和信贷风险，从而导致城镇资金大量涌向乡村，形成在乡村，有城镇贷主积极参与的、活跃的和竞争的典地信贷市场。这降低了，或者至少稳定了在中国近代典地信贷市场上的利率。


  （4）贷主的投资动机的假设


  在典地信贷中，贷主进一步获得了抵押土地的使用收益权，相比其他信贷方式，典地信贷因此为贷主提供了更大的信贷保障，这是贷主更乐于采用典地信贷方式放贷的基本原因。


  最后，关于在中国近代，典地信贷的后果的判定：只要不发生十分恶性的风险事件，出典土地的农户可以归还贷款，赎回土地。典地信贷市场上贷款来源充足，农户可以在需要大额贷款时，反复地出典和赎回土地。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陆续对这两种观点的这些基本假设进行考察。


  第3章
中国近代农村典地市场



  无论是“高利贷”的观点还是“有益的金融制度安排”的观点均假定，在中国近代，存在着一个比较活跃的农村典地市场，城镇贷主积极参与了乡村中的典地信贷活动，这是导致农村典地市场活跃的一个关键原因。“高利贷”的观点同时还假定，贫困小农是在农村典地市场中，典出土地的主要阶层。在本章中，我们对这些假设进行检验。本章共分为三个小部分。第一部分，我们介绍在本章中所使用的数据。第二部分，通过计算典地率，我们考证和观察在中国近代，农村典地市场的活跃程度。我们首先计算总典地率，然后区分两种典地市场—有城镇贷主积极参与的典地市场和农户为主要放贷者的典地市场，统计和计算这两种典地市场各自的典地率，目的在于考察和了解城镇贷主对农村典地市场的影响程度和产生影响的方式。第三部分，我们考察在典地市场中，出典土地的农户构成和典入土地的农户构成。


  3.1
数据


  在本章中，我们采用四次规模较大的抽样调查数据。这四次调查分别是陈翰笙1933年广东番禺调查、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四省土地调查、满洲临时产业调查局1935年北满调查和1936年南满调查。


  番禺位于广东省北部的北江流域，广东省是中国近代商品农业最发达、受对外贸易影响最深、也最富庶的省份之一。番禺具有发达的商品农业12和高农业外就业机会13。在番禺调查中，共抽取了十个代表村。1933年，为了了解近年来农村地权变动的情况，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抽样调查。调查共涉及中国的四个省份，分别是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江苏省和浙江省，西部的陕西省和处于中原地带的河南省14，前两个省份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后两个省份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即先将调查省划分为若干经济区域，选取代表县，再同样将选取的代表县划分为若干经济区域，选取代表村。最后共在15个县中抽取了89个村庄进行逐户调查。1931年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东北，成立了满洲政府。为了了解当时东北的农村经济状况，以制定相应的农村经济管理政策，满洲政府（下设满洲临时产业调查局）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农村抽样调查。一次是在1935年年初的北满调查，调查集中在东北北部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西部和北部诸县；一次是在1936年年初的南满调查，调查集中在东北南部今辽宁省沈阳市南部诸县。在调查中，调查者综合考虑了地理条件、人口密度、作物类型、交通条件和受城市影响的深浅等多种因素，选取代表村。北满调查最后共在当时的16个县中选取了17个代表村，南满调查共在当时的25个县中选取了26个代表村进行调查。有关这四次调查的一些更具体的信息见表3.1。


  这四次调查的调查结果，之后陆续地部分或全部出版。1936年陈翰笙撰写了著名的《中国的地主与农民》一书，在这部书中，载录和引用了不少番禺调查的数据。1934年，农村复兴委员会将1933年的土地调查数据汇总整理，然后以省为单位编辑出版，即《江苏省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陕西省农村调查》和《河南省农村调查》。1935年的北满调查结果，于1936年4月以三卷本的《康德元年度农村实态调查》出版；次年的南满调查，于当年10月以四卷本的《康德三年度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和同样是四卷本的《康德三年度县技士见习生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出版。在这些调查报告中，详细程度不同地载录了在这些调查中，所搜集到的有关农家典地和农村典地市场方面的数据和信息。我们本章在后面的讨论就基之于以上这些出版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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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这四套数据中，包含有可能进行分析的农家典地方面的数据是我们采用这四套数据的最基本的原因。


  其次，虽然只涉及中国的部分省份，但是，在这四次调查中包含了诸多在中国近代重要的区域经济发展类型。如商品农业发达和高农业外就业机会的地区（广东番禺）；一些重要的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生产区，如棉花生产专业区（江苏沙地地带、陕西关中棉花生产区），蚕桑生产专业区（浙江崇德），美种烟草生产专业区（河南许昌）和大豆生产专业区（东北）；平原旱作区（江北、河南辉县、陕西关中地带等），山区（江浙山区、河南镇平）生态环境十分恶劣、交通闭塞、自给自足经济占主导的黄土高原地区（陕西绥德），在近代铁路和贸易增长的带动下新开发的和新兴的农业区（东北），等等。这四次调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中国近代各地复杂多样的经济发展状况。


  再次，这四次抽样调查恰恰发生在中国农村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从1930年开始，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各地农产品价格开始显著下跌，带动农业工资价格和土地价格相应下跌，市场发生严重滑坡，这一经济状况一直持续到1934年。在这一期间，在中国各地还爆发过一些严重的自然灾害，如西北1928—1929年的大旱灾。1927年以后，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各地治安状况趋于好转，但是在中国东北，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东北，东北的治安状况一度陷于混乱。在这四次调查中，恰恰包含了在这一时期遭受罕见的自然灾害的地区（陕西关中和绥德）和经历战乱的东北地区。无论是按照“高利贷”的观点还是“有益的金融制度安排”的观点，在农家经历严重的经济困难的时期，典地信贷都应该更加活跃。这四次调查因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考察和检验在农户迫切需要大额贷款的情况下，典地信贷实际的活跃程度。


  最后，这四次调查的可靠性。番禺调查和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均由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农村问题研究学者和农村调查家陈翰笙主持和设计，由当时有经验的农村调查者担任调查员，这两次调查的质量因此应该至少不低于同时代的农村经济调查的水平。北满和南满调查是在殖民地，由殖民统治者所组织和实行的调查。这两套数据的可靠性因此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强烈质疑。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严肃的学者在使用这套数据后，肯定了这套数据的价值和可靠性，他们发现，从这套数据中所能引出的一些经验结果与同期被公认为高质量的农村调查（如卜凯调查）中的一些经验发现具有高度的一致性15。


  3.2
中国近代农村典地市场：讨论1


  我们用典地率即农户出典土地与其所有土地的比值衡量农村典地市场的活跃程度。首先计算总典地率，计算结果见表3.2。




  
  表3.2　中国20世纪30年代初农家典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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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计算结果表明，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调查地区，农家经济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包括市场的大幅度滑坡、自然灾害和战乱，按照“高利贷”或“有益的金融制度安排”的观点，在这种经济形势下，典地信贷应呈现活跃，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在整个调查地区，总典地率不过只有4.9%16，即只有不到5%的土地被出典用来获得贷款，典地信贷和典地市场并不见活跃。


  我们第二步区分两种典地市场，再分别计算在这两种典地市场上的典地率。第一种典地市场为有城镇贷主积极参与的典地市场，下称这种典地市场为A型市场；第二种典地市场为城镇贷主很少涉入，农户为该典地市场上的主要承典者和放贷者的典地市场，下称这种典地市场为B型典地市场。出于两个原因，我们区分这两种类型的典地市场。


  第一，可以合理地推断，在有城镇贷主积极介入的市场，城镇贷主的介入增加了典地市场上的供给资金，该典地市场因此应该更加活跃。


  第二，在后面章节的讨论中，我们会了解到，城镇贷主在发放典地信贷时，通常不要求对典地的耕作权，而是将典进的土地再租回给出典土地的农户耕种，农户在典进土地后，则大多亲自耕种典地，出典主在出典土地后丧失了对典地的耕作权。这两种对典地的使用方式，也是两种典地信贷的交易方式对典地信贷中出典土地的农户的利益有重要影响。这是我们区分两种典地市场类型的第二个原因。对这两种典地市场的统计计算结果见表3.3。划分这两种典地市场的标准和判别这两种典地市场的方法见附录1。


  

  表3.3　20世纪30年代初两种典地市场的典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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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重=某类型市场所出典土地/总出典土地。






  表3.3　的统计揭示出，在有城镇贷主积极参与的典地市场，典地信贷和典地市场确实更加活跃，典地率这时上升到20%左右。但是，有异于现有的论断，这种典地市场在现实中并不普遍，在整个调查地区，只有不到8%的村庄形成了该种类型的典地市场，南满调查地区该种类型的典地市场比例远远高出其他地区，但是该种典地市场也不过占到全部调查村庄的20%。绝大多数村庄属于城镇贷主很少介入，农户为发放典地贷款的主要贷主的典地市场。这类村庄占到了全部调查村庄的近80%，这类典地市场所典进的土地占到了调查地区全部出典土地的2/3（66.6%）。无疑，农户贷主（farmer-cum-lender）和以农户贷主为主体的典地市场是中国近代典地信贷发生的主要方式。城镇贷主和城镇贷主积极介入的典地市场虽然在数量上很有限，但是这一典地市场典入了大约20%（21.1%）的总出典土地，因此也是中国近代典地信贷发生的一种重要形式。


  3.3
典地市场上的农户构成：讨论2


  农户无疑是典地市场上的主要出典者17，在前面的考察中，我们又发现，农户同样是典地市场上的主要典入者。在本小节中，我们进而考察在乡村中，参与典地市场的农户构成。我们将农户大致分为四个阶层，即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在出版的番禺调查和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数据中，按照这四个阶层，汇总了不同阶层的农户典出或典入土地的数据。报告者划分这四类农户的标准不明，但是在本节中，我们权且采用这一现有的分类数据。北满和南满调查为分户报告数据。1937年，日本学者对这两套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结果以十五卷本的研究报告出版。在这一研究报告中，综合所有土地和耕作土地这两项指标，对调查农户进行了经济分层。我们在本节中借用这一经济分层。该调查报告对出典土地、典入土地和所有土地的统计与我们的统计存在比较大的出入，在下面的汇总中，在可以比较明确地识别出前者的错误时，我们对该研究报告的数据做了校正。下面，我们先来看在典地市场中，典入土地的农户构成。


  表3.4　揭示出了一些与现有的流行观点相悖的现象。流行的观点认为，在城镇贷主之外，地主和富农是在乡村内部典入土地的主要阶层。但是我们的统计结果表明，中农和贫农这两个阶层所典入的土地明显超过了地主和富农所典入的土地（61.4%：38.6%）。在典入土地的阶层上存在着一定的地方差异，但是即使在地主和富农典地活动最活跃的地区（南满调查），这两个阶层所典入的土地也不过将将同中农和贫农所典入的土地持平（47%：53%），依然没有超过后两个阶层所典入的土地。贫农是乡村内部典入土地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任何一次调查中，贫农所典入的土地都占到了全部典入土地的1/3，甚至以上。这一发现与其他学者利用一些小样本的调查数据所得到的结论相吻合18。



  
  表3.4　不同农家典进土地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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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满调查不同农家典入土地的数据出自《康德元年度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5册表28和附表1，南满调查不同农家典入土地的数据出自《康德三年度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15册表39（3）。在南满调查的统计数据中只包含了原25个调查村中的10个调查村。






  中农，甚至贫农构成了乡村中典进土地的最重要的力量，这一发现是反直觉的。直觉的判断认为：典地是一种资金需求量比较大的投资活动。财富的多少会限制贫农，甚至中农参与这项活动。在出版的北满和南满调查数据中，还包括了农户典入土地的其他一些信息。我们下面引入这些信息，尝试对以上这一疑问给予一定的回答。（见表3.5）




  
  表3.5　北满和南满不同农家典进土地统计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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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重要性=每一阶层参与典地放贷的户数/典地放贷的总户数。


  b参与率=每一阶层参与典地放贷的户数/该阶层的总户数。


  c校正数字。






  观察上表，我们可以看到，财富确实限制了贫农和中农参与典地活动，这表现在贫农和中农参与典地活动的比率要明显低于富农的参与率，还表现在贫农和中农每次典进土地的数量要显著少于地主和富农每次典进土地的数量，其中贫农每次典进土地的数量尤其低，仅及富农每次典进土地数量的1/3（32%），大致相当于中农每次典进土地的1/2（55%）。但是看来，贫农和中农还有能力典进一些数量较少的典地。同时，虽然这两个阶层的典地参与率不是很高（也不极端低），但是这两个阶层的总户数众多，导致在典地市场上充斥了来自这两个阶层的放贷者，出自贫农和中农的典地放贷者占到乡村内部全部典地放贷者的70%以上。结果是贫农和中农，超过地主和富农，典进了在典地市场上出典的大部分土地。


  在上表中，我们还同时列出了不同阶层每次出典土地的亩数。对比不同阶层平均每次出典土地的数量和平均每次典进土地的数量，我们可以发现，比较贫穷的农户有能力参与典地活动，是因为部分出典土地的农户主要为比较贫穷的农户，经常出典土地的数量比较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比较贫穷的农户没有能力典进那些一次出典土地数量比较多的土地，即经常由中农或富农这些村庄内比较富裕的农户所出典的土地。比较富裕的农户则主要典进这一类土地。可以合理地判断，比较富裕的农户平均每次典进土地的数量比较多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典进那些小块的典地，而是他们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典进后一类土地。在村庄内部的典地市场中，因此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市场分割（market fragmentation）。富农每次出典土地的数量比较多，村内的农户看来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机会典进这一类土地，这一类典地估计是由城镇贷主典进的。


  我们下面考察出典土地的农户构成，如表3.6所示。


  [image: ]


  表3.6　的统计同样打破了人们对参与典地的农户构成的常识理解：富农而非贫农所出典的土地，在很多情况下，占到了全部出典土地的最重要的部分。在这四次大规模的抽样调查中，贫农所出典的土地，最多不超过全部出典土地的30%。富农所出典的土地则常常占到了全部出典土地的50%，甚至之上。此外，中农所出典的土地也占到了全部出典土地的一个稳定但是重要的比率（20%—30%）。富农，甚至中农所出典的土地常常要超过贫农所出典的土地，可能是因为后者所拥有的土地总量本身就非常有限。就此，我们引进了所有土地这一变量，即计算不同阶层的典地率。计算结果表明，贫农的典地率有时会略高，但是高出的比例有限，同时，贫农、中农和富农这三个主要阶层的典地率没有显著差别。


  那么为什么在经验观察中，人们常常得到这样的印象：贫农是主要的典出土地者？下面我们依旧引入在北满和南满的调查数据中，所包含的更多的有关出典土地的农家的信息，尝试对这一问题略做阐释和回答。


  如表3.7所示的统计结果。在平常的观察中，人们之所以常常观察到贫农是主要的出典土地者，很可能有部分原因是因为贫农出典土地的总户数众多，占到了全部出典土地户数的50%左右。贫农出典土地的总次数也比较多。但是，贫农出典土地的情况确实不算严重，其参与出典土地的户数比例要远远低于其他拥有土地的阶层，即贫农出典土地的总户数众多不过是因为该阶层的农户总数众多。在参与典地的户数中，其参与典地的频率在四个拥有土地的阶层中也是最低的。富农，无论从参与率还是参与频率，在四个阶层中都是最高的，同时富农每次出典土地的亩数也要远远高出其他阶层，这样，虽然在乡村中，富农出典土地的总户数有限，这容易给仓促的观察者造成富农出典土地并不活跃的印象，富农实际上构成了乡村中最重要的典出土地者。中农，无论从参与率、参与频率还是每次出典土地的数量来看均居于中间水平，这一阶层所出典的土地因此也在乡村全部出典土地中占到了一个重要比例。


  
  
表3.7　北满和南满不同农家出典土地统计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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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重要性=每一阶层出典土地的户数/典地放贷的总户数。


  b参与率=每一阶层参与出典土地的户数/该阶层的总户数。


  c校正数字。


  d重要性=该阶层典地总次数/总典地次数。


  e参与频率=每一阶层总典地次数/该阶层参与典地的总户数。


  f每次出典土地亩数=总出典亩数/总出典次数。






  在本章中，利用四套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数据，我们考察了在中国近代，一个农家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乡村典地市场的状况。如果我们相信这四套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中国近代，各地典地发生的情况，那么我们现今有关乡村典地发生和典地市场状况的许多基本理解就要发生改观。这一改变，提出了许多需要进一步考察和回答的问题。


  第一大类问题是有关在典地信贷中，贷主的信贷风险和典地信贷活跃的条件。“高利贷”的观点认为贷主在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多重垄断地位赋予了贷主在约束契约执行上的强有力的控制力。但是根据我们的数据分析，在大多数典地信贷市场中，农户贷主是典地放贷的主体，同时农户贷主的构成具有多元性，中农和比较贫穷的农户典进了重要比例的土地，因此，在出典土地的农户与贷主之间至少并不总是存在显著的经济地位的差别。在这类市场，很明显，贷主并不具有超越的垄断地位和垄断权力，他不能制定超高的垄断价格（利率），契约的执行也不会主要依靠垄断权力做保障。那么在少数的城镇贷主占主导地位的典地市场中，是否如“高利贷”的观点所假定的，城镇贷主在多重市场中均居于垄断地位，他因此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提高典地利率和约束典地信贷的执行？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察的问题。对典地信贷市场的考察结果也对“健康的金融制度安排”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按照前者的解释，现有的典地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中人制度和完善的书面契约制度，应该可以有效地降低城镇贷主在向其所不熟悉的和不具有个人控制力的乡村发放贷款时所可能面对的高信贷风险，从而使城镇信贷资金大量流向乡村。那么为什么实证的数据结果却表明，只有在很少数的地区，城镇贷主才积极地介入了乡村典地市场？对此，一个可能提出的简单化的解释是：那些城镇贷主积极介入的村庄，可能是相比其他村庄发生了更严重的自然灾害、战乱打击或其他各种经济困难，这时，乡村内部的信贷资金不再能满足信贷需求，城镇信贷资金于是大量涌入。根据本文的数据，在城镇贷主积极介入的村庄，典地率通常大大高出其他村庄。这一解释需要面对的一个明显的反证和质疑是，在调查村庄中，根据调查报告所提供的材料，一些村庄明显经历了更严重的自然灾害，在这里，人口大量死亡，劳动力大量流失（离村），同时土地大量荒芜，这些村庄明显需要信贷资金以维续灾后的农业再生产，但是在这里，却并没有城镇贷主和城镇资金的大量涌入（如陕西凤翔县调查4村）。同时在那些城镇贷主积极介入的村庄，没有精确的证据证明它们确实经历了比其他村庄更严重的经济困难。因此对于城镇贷主积极介入乡村的条件和典地信贷市场活跃的条件，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考察。


  对典地市场的考察所引发出的第二大类新问题是，需要重新理解在典地信贷中，出典土地的农户的信贷风险及相应的推测他们的偿贷能力和赎回土地的可能性。贫农所出典的土地只占到了全部出典土地的一定比例，这弱化了在判决典地的“命运”时，信贷风险这一因素的严峻性和必然性。当然，并没有完全取消这一命题。根据我们前面的数据分析，贫农的典地参与率虽然不高，但是毕竟总户数众多，占到了乡村中总出典土地户数中最大的一部分，因此依然有必要考察、关心和回答在典地信贷中，这一部分农户的信贷风险及他们所出典土地的可能后果。乡村中比较富裕的农户典出了乡村中更大部分的典地，同时，他们每次出典土地的亩数比较大，这暗示这些农户出典土地可能不是为了满足家庭的基本生存，而是从事某种更积极的、也更有弹性的生产性或消费性投资（如婚丧嫁娶）。这些农户，这种典地信贷，在典地信贷中会面临什么性质和什么程度的信贷风险，相应的这些典地可能的信贷结果如何，这也是一个在现有的讨论中，没有被认识到的和重视的，但有必要回答的问题。


  从第5章开始，我们会通过两个个案研究，陆续回答以上这些问题。但是在开始我们的个案研究之前，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在经验调查中，所发现的各种典地制度安排。


  第4章
典地信贷的制度安排



  什么是典地信贷？在中国近代存在的多种以土地获得贷款的方式中，如抵押（collateral）、“活卖”，典地信贷区别于其他信贷方式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典地信贷本身，在各地存在着很多变化，那么哪一些制度安排的变化属于在典地信贷范畴中的变化，哪一些制度安排的变化则实质上转为了另外一种流行的信贷方式？在介绍和定义典地信贷时，现有的研究通常是诉诸两个分类标准，一种分类标准认为典地信贷是以让渡土地的使用收益权（transfer of usufruct and income rights）来获得贷款的信贷方式。这种分类标准的基本意图是区分在现实中的土地抵押贷款（collateral）和典地贷款。按照这种分类标准，土地抵押贷款和典地贷款的根本区别在于，在后者发生了土地使用收益权的转移，而在前者，土地只是作为信贷担保（security），贷主在信贷交易中，只有监督土地买卖和处置的权利，但是没有使用典地、获得收益的权利。第二种分类标准判断典地信贷是一种可赎回的土地交易（redeemable land transaction）。可赎回性（redemption）是典地交易的根本特征。这种分类标准区分了典地交易和各种绝卖式的土地交易，但是将现实中的各种“活卖”安排纳入了典地分析的范畴。在本文中，我们定义和限定，在具备以下两个交易要素时，为本文所研究的典地信贷的范畴。这两个要素是：第一，整合信贷和土地租佃这两种交易（credit-cum-tenancy），或者更具体地说，采取地租和利息率相整合（interlinked）的价格决定方式；第二，典地信贷是一种无限期贷款（no-duration loan），即不限定必须归还贷款本金的时点或时期。这一新定义与既往的两个流行定义和分类存在重大的区别。第一，只要具备了以上这两个要素，那么在某信贷交易中，无论贷主是否具有完整的土地使用权或收益权，都属于我们所研究的典地信贷范畴；第二，这一新定义和分类排除了那些规定仅在某一时点或某一期限内卖主才具有赎回权的活卖交易。在本章的后面，通过介绍和讨论典地信贷的各种制度安排及其变化，我们会更具体也更深入地阐释典地信贷的这两个根本特征。本章共分为两个小节。第一小节，我们介绍典地信贷的各种制度安排；第二小节，利用在中国近代有关各地地租的调查材料，我们估算在中国近代，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nominal interest）。最后，对照现有的有关典地信贷的制度安排的假设，总结我们在本章的发现。


  4.1
典地信贷的各种制度安排


  （一）租息相抵的利息价格


  典地信贷是一种信贷交易，在典地信贷中，如何确定每年应缴纳的利息额自然是该种信贷方式的最关键的制度安排。流行的观点认为，在典地信贷中，贷主获得了对土地的使用收益权，贷主以使用典地所获得的收益作为利息收益19。但是，在中国近代，有关典地的各种调查材料显示出，在典地信贷中，贷主并不总能获得土地的使用权（right of land use），或者并不总能获得完整的（complete）或实际的（actual）土地使用权。如不少地方的调查都了解到，在调查地区，常常存在着两种交易方式：一种交易方式，是在典地信贷中，贷主得到土地的使用权；另外一种交易方式，是在出典土地给贷主时，借主保留了对土地的使用权。这时，借主继续使用出典的土地，但是每年需向贷主缴纳地租作为利息。各地常常用不同的名称称呼这两种交易方式，如“撤手地”或“不撤手地”，“出楂地”或“不出楂地”，“卖马不离槽”，“座典坐租”等20。在很多时候，贷主仅得到不完整的土地使用权，如规定如果贷主亲自耕种典地，那么他可以从借主手中取走土地的使用权，但是如果贷主放弃耕种典地，欲将典地出租，那么借主具有先租权（priority），只有当借主放弃租种典地时，才能将典地出租给别的农户21；再如规定只要借主不拖欠地租，就不能剥夺借主对典地的耕作权22；或者限制在典期（后面马上解释）内，贷主绝对不能剥夺借主对土地的使用权，在典期后，贷主可以变更对典地的使用权23；调查材料还揭示出，贷主只是在名义上拥有对典地的使用权，但是在实际上，贷主很难自由支配典地的使用。如即使在借主拖欠大量地租的情况下，贷主也常常不能更换佃户24；在有些地区，地权分割为田面权和田底权，或者佃户对租种的土地有永佃权。这时，田底权主根本就没有对土地的使用权，当地实行田面权主和田底权主各自出典25。不仅在典地信贷中，贷主常常不能获得完整的和实际的对典地的使用权，而且贷主也并不总是拥有完整的对典地的收益权。如在有些典地交易中，规定借主每年付给贷主部分土地产出（如果借主为自耕者），或者部分地租收益（如果借主为收租者）作为利息26。再如，找价这一制度安排（后面马上介绍）限制了贷主在土地收益上涨时，获得上涨的地租或耕作收益。


  虽然在典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上，在各地存在着许多变化的安排，但是在这诸多变化的安排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共同的一点是：所有我们所谓的典地信贷，均整合了信贷与土地租佃这两种交易，或者更具体地说，均是采取以租抵息、整合地租支付和利息支付的利息决定方式，而非采取分别计算和支付地租及利息的方式。如在贷主接手耕种典地时（贷主获得最完整的典地使用收益权的情况），采取“租息相抵”的方式，贷主无须向借主支付地租，同时借主也无须向贷主支付利息，而非采取地租和利息分别计价的方式—贷主每年支付给借主地租，同时借主每年支付给贷主一定数量的约定的货币额作为利息。在贷主没有获得完整的土地使用收益权的情况下，借主继续耕种出典的土地，然后每年向贷主缴纳地租，这也是一种租息相抵。


  （二）典价（贷款本金）


  典价是出典每亩土地所能得到的贷款额。在流行的“让渡土地使用收益权”的观念下，典价通常被理解为是土地的“使用收益权”的价格。按照这种理解，典价占地价的比重越低，似乎说明贷主的购价越低，典地交易因此似乎更向贷主的利益倾斜。典价和土地卖价的差额被理解成借主赎回权的价格。“高利贷”的解释基于此谴责典价是一种不公平价格和垄断价格。“健康的金融制度安排”的解释则强调典价通常在某一地区具有同一性的特点，认为典价的高低是一种地方约定俗成的习惯（customary law）。但是在摒弃了“让渡土地使用收益权”这一理解，引入“租息相抵”这一关键要素后，典价很容易理解，实际上为贷主为获得每年某一数量的利息（interest income）而要支付的贷款本金（principal）27。典价占地价的比重的高低因此并不能反映典地交易的价格的高低，该亩典地的地租（利息）与典价之比，即利息率（interest rate），才是衡量某典地交易是否为不公平交易的决定指标。在一个地区，同等质量的土地应具有一个流行地租水平，各种调查材料都证明，在一个地区内，典价具有高度的一致性（uniformity），这表明，在一个地区内，典地信贷利率（地租/典价）亦具有此一致性。


  在中国近代的各种调查中，通常以典价占地价之比搜集和记录各地典价的数据。典价占地价之比在各地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低可低到20%—30%，高可高到占地价的80%以上，较常见的典价占地价之比在50%—70%（见表4.1）。在本章的第二小节，我们会利用这一调查数据估算中国近代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


  （三）找价


  找价（principal’s adding value）是民间的习惯叫法，也有称“爬崖”。“找价”安排，很简单，是指在交易价格达成后，在典地交易后续的过程中，借主和贷主又新同意增加典价。根据我们前面对典价的基本经济意涵的阐释，在地租，即利息不变的情况下，找价的后果是降低了典地交易的利息率。


  找价现象不仅存在于典地信贷中，也大量存在于各种非卖断式的土地交易中。现有的研究，通常不对“增价”的交易发生情景做仔细的甄别，从而导致对找价的模糊认识。根据我们对相关的典地调查材料的阅读，在典地信贷中，主要是在两种情况下会发生找价。第一种情况是最初的交易典价低于当地流行典价；第二种情况是发生土地收益上涨，如最典型的情况是农产品价格上涨，随即出现地租上涨、地价上涨和典价上涨。这时，有可能发生找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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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下面的公式，典地信贷中的实际交换价格为地租/典价。我们假定一个地区在t1点的当地流行地租水平为R1，流行典价水平为PL1，某一特定的典地交易典地价格为pl1。在t1点的典地利息率为i1，流行典地利率为I1。


  在第一种情况下，在t1点达成典地交易，则：


  i1=R1/pl1pl1＜PL1，则i1＜I1


  在t2点时，PL1=PL2，则：


  pl1↑→pl2=PL1=PL2，则i2=I2


  在第二种情况下，在t1点达成典地交易：


  i1=R1/pl1pl1=PL1，则i1=I1


  在t2点时，R2＞R1 and PL1＜PL2→i2=R2/pl1＞I2则：


  pl1↑→pl2=PL2，则i2=I2


  两种情况下，增加典价的结果都是使某一特定典地交易的典地利率恢复到当地在某一时点流行典地利率的水平。访谈材料表明，借主可找价的数额为pl1和PL2之间的差额，最高可找到PL2，即村民所言，“如果贷主不同意找价，就转典获得所要求的找价额。”29这里，还明确指出了可以成功找价的充分条件，即（1）借主要有赎回权30；（2）需要有一个非垄断的、比较活跃的典地市场，在典地市场中有潜在的其他会典入该土地的贷主。


  在这两种情况中，尤其在第二种情况下，更鲜明地反映出，在典地信贷中，贷主并没有获得如普通地主一样对其所有土地的收益权，而只是拥有按照当地的流行利率，获得以租抵息的利息收益的经济权利和经济机会。当发生土地收益上涨时，普通地主可以确定地分享上涨的土地收益。欲了解更多的有关“找价”的制度安排，见附录2。


  （四）典期


  典期（redemption constraints）是针对借主的赎回权的制度安排。在可赎回的土地交易中，可区分两种类型的制度安排。一种类型是限制交易方可以赎回土地的期限；另外一种类型是限制交易方不能赎回土地的期限。在定义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时，我们排除了第一种类型的土地交易。欲了解更多的有关赎回权的规定及在前一种类型下赎回权的经济意涵，同样见附录2。


  在典地交易中，典期为限制借主不能赎回土地的期限。这意味着，第一，借主在某一期限内不能赎回土地；第二，在该期限外，无论年代多么久远，如长至三十年，甚至百年之后，只要备足典价，借主就可赎回土地；第三，贷主不能在任何时点，要求借主赎回典地，偿还典价（本金）。典期规定因此鲜明地揭示出了典地交易的另一根本特征：典地交易是一种无期限的长期贷款交易（no-duration loan），它不规定借主必须偿还本金的期限，何时偿还本金完全取决于借主的能力（ability）和决策（decision）。在土地抵押贷款中，通常规定借主必须偿还本金和利息的期限。土地抵押贷款有时到期可以延期或者看来没有规定必须还贷的期限，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能否延期取决于当时的情况（contingency），借主并没有不在某一时限归还贷款的权利；后一种情况常常是一种更严苛的偿还贷款的时限安排，不规定期限意味着贷主可随时向借主讨还贷款31。


  限制在一定期限内不能赎回土地意味着贷主可以享有最少若干期的贷款收益（minimum installments），这是为了保障贷主的利益。有调查材料表明，典期的长短会影响到典价的高低。典期增长，典价会相应地略有调高，也即当贷主获得更多期的信贷收益保障时，贷款利率要有所降低32。典期长短还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影响到典地信贷的实际利率。当发生土地收益上涨，相应的地租上涨和典价高涨时，我们在前面介绍了，借主可以通过找价的方式降低由于土地收益上涨所带来的实际利息率的增加。但是如果价格上涨发生在典期内，在此期间，契约限制了借主没有赎回土地的权利，这意味着如果贷主拒绝借主的找价要求，借主不能诉诸转典的方式而获得找价，因此，在这种交易条件下，贷主经常不会同意借主的找价要求。在发生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借主的偿贷能力通常会提高，但在这时，他同样受制于典期限制，不能赎回土地，终止信贷交易，而只能继续支付利息。因此典期限制不但保障了贷主的最低收息期数，而且还保障了在这一期限内，其可以获得超额利息收益的权利。


  正因为典期长短同典地利息率和贷主的应得利息收益有密切关系，因此，众多的调查材料都一致地反映出，在日后交易双方变动典期安排时，如借主要求提前赎回土地，或者贷主要求延长典期，在大多数情况下，均要对交易的另一方给予一定的赔偿，如增加典价，重新分配各种交易费用和契税的缴付，补偿贷主所损失的利息期数（地租）等等33。对可允许的典期安排变动，也常常有一定的限制34。根据中国近代的各种调查材料，各地典期期限，最常见的为三年，长可长至五年，少数情况下可长达十年，最短为一年或一个作物生长季35。


  （五）赎回办法


  典地是一种信贷方式，同绝大多数贷款方式一样，典地通常不允许分批偿还本金，借主必须一次性（one-and-for-all）地偿还全部贷款；在有拖欠利息时，还必须偿还全部拖欠的利息，才能赎回土地36。但是，不止一个地方的调查材料揭示出，在发生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地价上涨时，农户可以先赎回部分土地37，农户也有可能争取到在不偿清拖欠的利息时，先行赎回土地38。决定这种制度安排变化的原因我们会在论文的第6章做深入的分析和讨论，这里暂不做更进一步的说明。


  （六）交易费用和各种赋税分摊


  在典地信贷中，共卷入五种交易费用或赋税缴付（share of transaction costs and fees），它们是：


  （1）中人费用：占典价的1%—5%39；


  （2）典契税：典契费又包括契税费、鉴证费和契纸费等，典契费为各地地方政府政府所征收的税费；


  （3）田赋：又称钱粮，为国家所征收的土地税；


  （4）县摊款；


  （5）村摊款。


  根据各地的调查材料，前两项交易费用通常由借主和贷主分摊，分摊的比例各地不同，有四六开，有三七开，但通常是贷主承担多一半，借主承担少一半。后三项赋税，各地分摊办法也有许多变化。常见的分配方法是，耕种典地者负担摊款，尤其是村摊款，在钱粮负担上，存在有全部由借主负担、全部由贷主负担，或者借主和贷主分摊等不同办法40。很明显，承担交易费用和赋税降低了贷主的实际信贷收益：


  假定贷主所承担的交易费用（中人费用和典契税）为Cl，贷主每年所承担的赋税费为Tt。对于某一特定的典地交易来说，Cl为一次性的固定支出，但是T值在不同年份很有可能不同。无论是钱粮还是摊款每年都有可能变动，则：


  it=（Rt-Tt）/（PLt-Cl）


  式中：it——在t点的典地利息率；


  Rt——在t点的地租；


  PLt——在t点的典价；


  在现实中，费用和赋税的分担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贷主的信贷行为不明。这需要考察这些费用和赋税相对于典价和地租收益（利息）的大小。但是，有调查材料指出，在某些地区，当摊款增加过快时（Tt↑），典地信贷的发生减少，贷主转而更乐于采用土地抵押贷款的方式放贷41。同时，当政府开征典契税而导致交易费用增加时（Cl↑），贷主在典进土地后，将土地再转典的情况显著减少了42。由于在典地交易中，贷主不能催促和要求借主归还本金，转典是贷主在缺乏资金时，收回贷款的一种方式。


  对于借主而言，分担的交易费用等于降低了其实际所得到的贷款额，相应地增加了其所负担的利息率，但是，负担部分赋税则在实质上等于降低了借主的利息率，因为在非典地式信贷中，借主通常需要负担土地的全部赋税。从现有材料来看，交易费用并不算高昂，总交易费用通常不会超过典价的5%，分摊到借主所实际负担的比例会更小，因此典地信贷中的费税负担应该没有损害到借主的利益。


  费税负担明显对贷主的利益相对影响更大，调查材料揭示出，当要变更典期安排时，贷主经常会要求借主补偿其费税负担，如果借主提前赎回土地，这时会改由借主负担全部的中人费用、契税费用，甚至重新分摊田赋和摊款税。另外当赋税负担偏重时，会适当降低典价43。


  （七）欠租


  在典地信贷中，如果贷主亲自耕种典地，或者从借主处取走典地后，将典地出租给其他农户耕种，则无论在日后贷主是否遭遇信贷损失，都不存在借主违约（default）的问题。但是，如果在典进土地后，贷主将土地出租给借贷的农户耕种，借主违约的情况就有可能发生。根据中国近代的各种调查材料：


  第一，在典地信贷中，借主违约的情况并不少见，同时，有些借主违约还十分严重，如拖欠的地租价额可以累积超过地价44。


  第二，在各种违约发生中，既存在各种非意愿性违约（involuntary default），也存在各种策略性违约（strategic default）。非意愿性违约通常是在严重的灾年时，借主在当年不能如期缴纳地租，或者由于战乱或治安等原因，贷主没有上门收租，导致借主欠租45；策略性违约是指借主并没有尽最大的努力，按时缴纳地租或者尽早归还欠租。如借主可能只需牺牲若干次年的生产性或消费性支出，就可按时缴纳地租或者归还欠租，或者借主只需再次稍加借款，就可缴纳地租。借主还有可能向贷主缴纳质量不合格的地租，这也是策略性违约的一种方式46。借主偿贷能力的波动性是非意愿性违约的主要致因，策略性违约则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贷主约束契约执行能力上（enforcement）的欠缺。


  无论是意愿性违约还是策略性违约，均造成了贷主潜在的信贷损失。当违约严重损害了贷主的信贷收益时，贷主有可能会选择不再采用以典地信贷的方式放贷，典地信贷市场因而有可能枯竭。对违约的处置因此是决定典地信贷是否活跃和分配在典地信贷中贷主和借主利益的一项关键性的制度安排。在下面的两章，我们会重点介绍和分析在不同地区对欠租的处置办法，在本章中我们暂且不做具体讨论。


  4.2
中国近代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


  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nominal interest rate）是指如果在交易执行的过程中，未出现农产品价格变动、欠租、找价等因素，典地信贷的利息率，即在契约达成当年，典地信贷的利息率。计算公式如下：


  i=R/PL


  稍加变化：


  i=（R/L）/（PL/L）


  =A/B


  式中：L——典地的地价；


  A——土地购买年，也即地租与地价的比值；


  B——典价占地价的比重，即典价与地价之比。


  在本小节中，我们引进土地购买年的数据，推算在中国近代，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在推算时，我们采用反证的方法，首先虚拟两个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然后代入土地购买年的数据，观察在哪一利率水平下，典价占地价的比重更多地落在中国近代所流行的比重数字之间。


  在推算时，我们采用三套土地购买年的数据。第一套数据出自1934年全国土地委员会的全国土地抽样调查。在该次调查中，对在全国14个省135个县中所抽取出的1807名佃户所租种的土地的地租和地价水平进行了调查。第二套数据，是我们采用中央农业实验所在1934年以通信的方法对全国22个省所进行的地租和地价水平调查。第三套数据，是我们采用陈正谟在1934年同样以通信的方法所搜集和整理的全国22个省1520个地区的地租和地价水平数据。这三套数据均为汇总数据，分别列出了各省地租占地价的比重及据此所计算出的全国地租占地价的比重。在第一套和第二套数据中，我们均选用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全国地租占地价的平均比重，第二个指标是地租占地价比重的跨度，即在各省的数据中，挑出最高的和最低的地租占地价的比重；在第三套数据中，既有地租占地价的平均比重的数据，又有地租占地价的比重的众数的数据。我们选用后一项指标，原因在于我们实际上希望推算的是最常见的典价占地价的比重，而非典价占地价的平均比重。但是，在前两套数据中，缺乏地租占地价的众数比重的数据，因此只得权宜采用平均比重的数据。根据八木芳之助的研究，在中国近代，长期抵押贷款的利率以月利二分居多47。我们因此虚拟两个中国近代流行典地名义利息率，一个为年利二分，另一个为年利二分五。计算结果如下（表4.2）：



  
  表4.2　中国20世纪30年代典地信贷名义利息率推算表


[image: ]
  *数据出处：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三十表；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三十五表；陈正谟的《中国各省的地租》第二十六、二十七、四十三和四十四表。






  观察表4.2，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在中国近代的土地购买年水平下，当典地的名义利息率在20%左右时，典价占地价的比重更多地落在近代流行的典价占地价的比重之间，即50%—70%。当典地的名义利息率升至25%时，典价占地价的比重滑到了流行的典价占地价的比重之下（40%—50%），我们因此推断，在中国近代，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应更多地在20%左右，甚至很有可能低于年利率20%，而通常不会高到年利率25%。第二，我们引入了地租占地价的比重的跨度数据，目的在于推算典价占地价的比重的可能跨度。计算结果证明了，在中国近代现有的土地购买年水平下，典价占地价的比重可以合理地高达80%以上，或者低至30%以下。因此，典价占地价的比重的差异很可能只是出于各地具有不同的土地购买年水平，而非如现有的学者所理解的，代表了各地剥削程度的差异，或者是基于某些任意（arbitrary）的地方习惯。


  在本章中，我们介绍了在中国近代，典地信贷的几项主要制度安排及它们在各地的变化，同时简要分析和讨论了这些制度安排对典地信贷利率的影响。这些分析和研究揭示出了一些有悖于现有的两种流行的对典地信贷的理解的经验证据。


  第一，在典地信贷中，并没有经常发生土地使用权的充分转移，同时，贷主在典地信贷中，也并不享有与普通地主相同的对土地的收益权。土地使用收益权的转移因此并不是典地信贷的本质特征及其必要条件，作为一种特殊的信贷方式，典地信贷的最根本特征是以地租抵付利息。由于每年应缴地租会随产量和农产品价格的变动而波动，这指示出了在所有现有的对典地信贷的讨论中，都完全忽视了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典地信贷中，农户每年所实际负担的利率会随产量和农产品价格的变动而做相应的调整，更具体地说，即产量提高或农产品价格提高通常处于农户收入增加和家计好转的时期，农户需要负担相对较高的利率，但是，在产量降低或农产品价格下跌时，通常处于农户收入降低的时期，农户可以负担相对较低的利息率。这种利息负担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在一个低收入和面临经常性的收入波动的社会里借贷农户的信贷风险。


  第二，根据我们的推算，在中国近代现有的土地购买年水平下和现有的典价占地价的比重下，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很可能只在20%左右，甚至还有可能低于20%，而较小可能会高至25%。这一利率水平低于在同期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利率水平，如根据调查和统计，在1940年代末，在印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十个亚洲国家，年平均利率为41%，中位值为31%48，也低于在中国近代其他信贷方式的利率水平，30年代的调查材料表明，在中国各地，年利率以20%—40%居多49。大额长期贷款比小额和短期贷款利率通常会低，在中国近代，没有对当时的大额长期贷款利率做过专门的和大规模的统计，八木芳之助对一些零碎的调查材料进行了汇总，结果发现，土地抵押贷款以月利二分居多50。土地抵押贷款与典地贷款的利率具有较高的可比性。土地抵押贷款通常为较大数额的贷款，贷款期限也以长期的居多，十个月、一年、三年，甚至五年以上51。典地贷款利率因此与同期同类的贷款方式相比，利率也不算高，甚至还略低。那么一个很容易产生的问题是，如果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还要略低于土地抵押贷款的利率，贷主又为什么还要采取典地信贷的方式？


  第三，在典地信贷中，贷主并没有完全的对土地的收益权，尤其是在发生土地收益上涨时，贷主很可能并不能享有上涨的土地收益。这对在“高利贷”的观点中，有关“欠租”的解释提出了质疑：如果在典地信贷中，贷主并不拥有完全的土地收益权，那么贷主应该更迫切地趁借主无力偿付利息时，迫使农户将典地转为卖地，而非更乐于居于“典主”的状态，除非贷主可以肯定，少支付的土地价格和少负担的赋税必定大于他作为“典主”，很可能不能分享到的上涨的土地收益。


  第四，在现实中，欠租的存在还对“健康的金融制度安排”的相关解释提出了质疑：在典地信贷中，贷主到底是否获得了更大的信贷保障？如果没有，贷主又为什么要采用典地信贷的方式，而不采取譬如说土地抵押贷款的方式放贷？如果确实获得了更大的信贷保障，那么贷主又为什么要允许欠租的存在？贷主是没有能力阻止借主违约（欠租），还是出于某种综合考虑认可借主违约（欠租）？利用完善的书面契约制度、中人制度和不完全的土地使用权，贷主到底能否完全地防止借主违约，包括非意愿性违约和各种策略性违约？违约（欠租）是否意味着贷主的必然损失？等等这一系列有必要再进一步考察和回答的问题。


  从第5章开始，我们通过两个个案研究，尝试回答在第三章和第4章的经验分析中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


  第5章
农家经济风险



  米脂县位于陕西省北部的榆林地区，东经109°49´—110°29´，北纬37°39´—38°5´之间，是一个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主体的地区。到1940年代，全县极少种植经济作物，根据1949年的统计，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到总耕地面积的1.5%52，农作物主要是各种杂粮。谷子（占耕地面积的25%—30%），大豆（当地人称黑豆，20%—25%），小麦（10%—15%）和高粱（10%—15%）为当地的四种主要农作物53。农民生产粮食主要是自食，很少出售，卖粮只是为了购买自家所不能生产的一些必需品，如棉布、盐、炭等。在商品交换十分稀少的情况下，县内集镇很不发达。在民国时期，全县1212平方公里，只形成了三四个比较大的集市，在各村之间没有小集，集镇密度每千平方公里少于三个，根据从翰香对民国时期华北地区集镇密度的研究，这种集镇密度在中国北方属于最低的发展水平54。栾城县位于河北省中部，东经114°28´—114°47´，北纬37°47´—38°01´之间，距离今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25公里。栾城县是一个农业商品化获得高度发展的地区。早在清代中叶，栾城县便已大量种植棉花55，到民国时期，各种棉田调查表明，当地棉花的种植面积大致稳定在总耕地面积的40%左右56。栾城县棉花在民国以前主要销往山西57，1910年代以后，天津口岸原棉价格迅速上涨，当地棉花转为主要向天津出口，供给日本的棉花市场及天津纱厂用棉58。栾城县棉花生产和棉花市场与世界市场接轨。在棉花出口经济下，栾城县的集镇贸易非常繁荣，栾城县城为河北省西河棉地区著名的棉花初级市场，除了县城，在方圆仅37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形成了5个比较大的集市59，集镇密度为每千平方公里15.8个，这在华北地区属于集镇水平发展最高的地区60。除了几个大集市外，每到棉花收获外销季节，在各村之间，还密布着一些小集，外商来当地大量收购，商业十分繁荣。谷子是仅次于棉花的农作物，种植面积占当地总耕地面积的25%—30%61。当地农民以谷子为主要食粮，很少出售。全县粮食生产不能充分自给，每年要从附近的产粮县输入部分粮食62。


  1942年张闻天率领晋陕调查小组进驻位于米脂县东南部的杨家沟村，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调查，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内部著名的理论家和学者，之后撰写了著名的《米脂县杨家沟调查报告》一书。该书出版后，首先受到日本学者的注意，之后又有多位学者利用这套材料进行了研究63。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是一套可信程度相当高的材料。1940年初，日本满洲铁路调查局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村庄调查。调查内容主要侧重于中国农村有关家族婚姻、租佃、土地买卖、农村信贷和市场买卖等方面的“习惯性”交易安排，史称“惯行调查”。“惯行调查”被公认为是在中国近代的各种农村调查中，调查质量非常高的一次调查。众多的西方和日本学者曾经使用这套数据进行研究64。寺北柴村是位于栾城县县城以北3华里的一个中等规模的村庄，是“惯行调查”中的一个抽样调查村。从1940年到1942年，满铁调查员曾先后三次到栾城县和寺北柴村进行调查，前后历时半年以上。在本文的后面，我们就主要利用这两套材料，研究在这两个地区和村庄的典地信贷。


  张闻天调查和惯行调查揭示出：第一，在这两个地区或村庄，都存在着非常活跃的典地市场，村外贷主的参与是该地区典地信贷市场活跃的决定性原因。在米脂县，形成了四大地主群：杨家沟马氏家族地主群、刘家峁姜氏家族地主群、高庙山常氏家族地主群及城关地主群。在这四大地主群中，前三大家族地主群，我们可以确知，均积极从事典地放贷活动65，其中杨家沟村马氏地主家族的典地放贷覆盖了以杨家沟村为中心，方圆40里的村庄。在栾城县，在全县范围内，村外贷主似乎并没有大规模地在乡村进行典地放贷66，但是，在调查村庄，典地信贷市场十分活跃，在调查时间，全村共有土地1465亩，其中出典土地698亩，典地率高达48%。在出典土地中，本村农户仅典进了75亩土地67，其余皆为村外贷主典进。两次调查所揭示出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在这两个地区，典地信贷的结果均为大量的典地转为了卖地。通过典地信贷这一中介，村外贷主获得了乡村中的大量土地。在米脂县，通过典地信贷，马氏地主家族积累了四万余亩土地68，姜氏和常氏地主家族分别积累了数千亩土地69，城关地主群一共掌握了四万七千余亩土地70，这四大地主群一共拥有十万余亩土地，占到了全县总耕地面积的15%左右，实际拥有土地数量估计还会大于此数71。在栾城县，在全县范围内，有证据表明，土地向城镇地主转移的情况并不严重72。但是，在寺北柴村，调查数据表明，在20世纪上半期，村内25%的土地—五百余亩，通过典地信贷，转移到了村外贷主手中73。


  杨家沟个案和寺北柴个案，看起来，似乎为“负债（典地）—卖地”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介绍中国土地分配的状况和揭示中国土地分配的成因时，Perkins（1969）注意到，在一些贫困地区，包括陕西北部，土地租佃率有时会非常高。Perkins指出，这一高比率与一般经济理论的预期相悖。一般经济理论推论，在生产力落后、交通闭塞的贫穷地区，土地产出不稳定，土地产出的市场价值低，土地收益因之有限。城镇财主这时不会有太大兴趣投资土地，在经验上，我们因此应该观察到该地区，土地租佃具有低发率。对于这一违例，Perkins的解释是，在这些比较贫困的山区，城镇地主对农民实现了类似封建农奴制式的统治，高度的垄断权力使他们可以通过最大限度地榨取农民的剩余和获得其他各种非货币的收入（如劳役），来弥补市场收入的不足。寺北柴村的个案则似乎强有力地印证了黄宗智（1985）的论断：商品化增加了小农的经济风险，在信贷市场上居于垄断地位的城镇贷主趁机发放典地贷款，高利贷更恶化了小农的经济处境，典地因此最终难免会转为卖地。在第6章和第7章中，通过计算典地利息率和分析典地转为卖地的规律，我们会检验以上的这两种解释，但在这之前，我们先更具体地介绍和讨论一下在这两个地区，农家所面临的经济风险。一个地区经济风险的强度和特点决定了该地区农户信贷需求的大小和信贷需求的特点，同时，它也决定了在该地区，农户信贷风险的大小和特征。农家面临很多种经济风险，我们区分四种风险类型：产量风险、市场风险或说价格风险、生产投资性风险和意外消费性风险。我们下面就一一讨论，在这两个地区，这四种风险的情况。我们将米脂县和栾城县的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加以对比，制成表5.1。


  [image: ]


  5.1
产量风险


  产量风险（yield risk）是指产量波动对农家家计所可能造成的打击。各种自然灾害，如降水量不足（旱灾）、降水量过大（涝灾）、低温（如霜冻）、风沙、虫害等均有可能造成农作物减产。在一个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好坏和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该地区产量波动的幅度，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剩余水平则进而决定了产量波动对农家家计打击的严重程度。米脂县是一个生态环境恶劣、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很低、农业生产剩余非常有限的地区，当地农民面临高产量风险，当出现产量波动时，灾情经常会严重到威胁当地农民基本生存的水平。相形之下，栾城县是一个农业生态环境比较优良、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较高和农业生产剩余比较大的地区。产量波动会造成农民当年的收入与习惯性的消费支出之间出现差距，但是极少会威胁到当地农民的基本生存。栾城县农民的产量风险相对较低。我们下面更具体地解释之。


  米脂县位于半干旱地区，全年平均降水量不足450毫米，降水的年间波动大，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气象统计，40%的年份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标准差122毫米74。袁林（1994）的历史研究，张闻天调查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气象材料表明，米脂县干旱的发生频率很高，同时多严重旱年、连年旱年和春夏连旱，甚至春夏秋连旱。在米脂县，平均每两年总会发生一次旱年，每三年总会发生一次严重旱年。当发生严重旱年时，春季、夏季和秋季的降水量会分别降到20毫米、135毫米和35毫米以下75。在米脂县，平均每十年总会出现一次连续两年的大旱年76。袁林的历史研究还发现，在整个西北地区，包括米脂县，存在旱年的高发期。当进入旱年的高发期后，在长达十数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会频繁地发生连年旱年和大旱年接踵的情况77。在历史材料中，有许多关于春夏连旱的记载78，新中国成立后的气象材料更精确地表明，在当地，平均每四到五年总会出现一次春夏连旱，或者春夏秋连旱79。频繁的旱年和连年旱年降低了当地在一段时间内的总产出水平。季节间连旱这种“旱时”发生特点则限制了当地农民在当年，采用分散作物播种时间和收获时间的策略降低产量风险80。


  除了气候条件以外，当地的土壤和地形条件亦十分恶劣。米脂县的土壤和地形条件均十分不利于蓄水。据1980年的调查，黄土为当地的基本土壤，全县96%的土地覆盖的是黄土。这种土壤土粒间的黏结力小，土块疏松，受雨水冲刷，很容易就水土流失，涵水和蓄肥的能力均很差81。米脂县位于黄土高原之上，同黄土高原的其他地区一样，地表呈梁峁起伏、沟壑纵横的地形。县内平地很少，95%的土地为坡耕地82。所谓“坡耕地”就是指当地农民依山势而开发和修整出的一块块不规则的耕地。倾斜的地势同样不利于储水。土壤和地形条件进一步恶化了降水不足对产量的打击，对此，当地人有一句形象的俗语，“五日雨则低田涝，十日晴则坡田旱”。高度同质性的土壤和地形条件限制了当地农民采用各种分散风险的耕作策略降低产量风险83。同质性（homogeneity）意味着一旦出现旱年，位于不同空间的地块会同时出现程度相仿的产量减产（covariate risk）。




  
  米脂县各种主要农作物播种和收获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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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脂县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很低，这主要表现在几乎没有任何灌溉设施。该县的河流水利尚属丰富，陕西北部最大的河流无定河贯穿境内。但是，无定河溃沙流急，河道摇摆不定（因此得名“无定”），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很难开发利用，直到20世纪40年代，全县还只在县城附近修成了三段很短的灌溉渠84。米脂县的地下水资源十分匮乏，含水层深，出水量小85，所谓“井深石坚”，县内农民虽然很早就掌握了凿井取水的技术，但是到新中国成立前，依靠人力凿井，县内灌井只能满足人、畜饮水，有些地区甚至连人、畜饮水都存在困难86。水浇地非常少。根据1950年的统计，全县99%以上的耕地为旱地，水浇地不到1%87。旱地的产量就完全取决于自然降雨的多少。


  在这样一种农业生态环境和生产技术条件下，当天旱歉收时，米脂县的粮食产量会比风调雨顺之年降低30%—50%，天旱成灾时，产量只有丰年的30%—40%，甚至30%以下。米脂县平均每十年总会发生一到两年的歉年和两到三年的灾年88。旱灾是当地的主要自然灾害，其他自然灾害，如涝灾、雹灾、霜冻、虫害发生的概率均很低，对当地农业产量的危害很小。


  在栾城县，降水的基本特点是：全年降水总量比较充足，栾城县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年平均降水量500毫米，同时，降水量的年际变动幅度小，绝大多数年份降水量在平均值左右89。但是，降水量在季节间的分布很不均匀（见表5.2）。一年绝大部分的降水集中在夏季，夏季降水占到了全年总降水量的60%以上。在夏季，栾城县容易出现暴雨天气；在秋季，则常见阴雨低温气候90。棉花为喜燥不喜湿的作物，降水过多或者土壤中的湿气大，会造成棉铃脱落，夏涝和秋涝对棉花产量影响尤大。春季降水不但总量不足，而且年际间的波动大，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气象材料，春旱的发生率高达94%91，几乎年年有旱。在栾城县，春季降水不足是对当地农业生产最大的威胁。栾城县各季节间降水分布和变动统计见表5.2。在春旱和夏涝以外，虫害是当地的第三种重要自然灾害。虫害的发生特点是：种类多，如有蝗虫害、粘虫害、棉铃虫害、蚜虫害、红蜘蛛虫害等，可能造成农作物大面积受害和严重减产，在我们所研究的历史时期，当地农民对各种虫害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防治方法92。如蝗虫害一旦发生，受灾区的谷物可能被吃光。但是，各种虫害的发生概率不高93。



  
  表5.2　栾城县年、季降水变动表（1951—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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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栾城县志，p.170。






  虽然存在着以上这三种自然风险，但是，当地的产量风险并不严重。


  首先，根据当地农民的讲述，灾害发生的非共时性和灵活的生产决策可以有力地缓和灾害对产量的打击。在当地，农民并非在每年均采取相同的生产决策，而是根据当年的气候条件，随时进行灵活调整：棉花在各种农作物中播种时间最早（谷雨前后，阳历4月），如果在棉花播种季节出现降水严重不足或者春旱，当年就少种棉花甚至不种棉花。棉花出芽需要充足的水分。在这段时期，如果气候条件不利于棉花生长，可以改种谷子，谷子最迟到5月底还可播种。5、6、7三个月容易发生夏涝和雹灾，涝灾对棉花的产量影响较大，但是对谷子的影响相对较小。蝗灾会造成谷子严重减产，但是对棉花的危害很小。同样，粘虫亦主要是危害谷子，棉铃虫等虫害则主要是损害棉花。最后，如果气候条件不利，棉花和谷子均不能充分播种或者发育不好，在7月份，还可补种黍、甘薯、荞麦和黑豆等粗粮。当地有所谓“三伏种荞麦”的农谚。各种灾害很少同时发生，尤其是当地的两种主要农作物棉花和谷子的生长风险不同，农作物很少一起发生显著的减产，这缓和了当地的产量风险94。


  其次，发达的灌溉条件有力地降低了降水不足，尤其是春旱对当地农业生产所可能造成的严重打击。栾城县具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和发达的灌溉条件。据20世纪40年代初的调查，全县共有灌井一万多眼，灌溉面积占到了全县总耕地面积的80%以上（84%），几乎所有具备井灌条件（土地位置的水位）的土地已开井灌溉95。


  农业剩余水平决定了产量波动所可能造成的打击的程度。在一个农业生产剩余较高的地区，减产未必会严重威胁到当年农民的基本生活，同时农户可以通过储蓄调节不同年间的消费。在米脂县，不仅减产幅度大，减产的发生频率高，而且当地的农业生产剩余水平极低。我们来做一个简单计算。根据张闻天调查和新中国成立初年的粮食产量材料，在常年时，米脂县平均亩产不过50斤；丰年时，亩产可达到70—80斤；在遭遇歉年和灾年时，粮食产量会分别降到30—40斤，甚至30斤以下96。米脂县的灾害发生频率大致为在十年内，总会发生一次连续两年的大灾年，两年的歉年，其余为平年和丰年。在40年代，当地的人均耕地面积大致为七亩97。我们设定在大灾年、歉年、平年和丰年的粮食产量分别为30斤、40斤、50斤和70斤，则在十年内，每人每年的平均粮食产量为：7×（30×2+40×2+50×2+70×4）/10=364（斤）98



  
  栾城县各种主要作物播种和收获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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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计算表明，当地的农业剩余水平极低。在国际上，通常将400斤作为维持生存的最低粮食消费水平（minimum level of subsistence）99。米脂县人均粮食产量比这一最低水平还要略低。生产剩余水平低，意味着减产很容易会造成当年的粮食供应不足，如在歉年时，人均粮食产量降到只有280斤（40×7），在灾年时，人均粮食产量降到不过200斤（30×7）。生产剩余有限还大大削弱了农户以储蓄调剂不同年间的消费战胜灾歉年的能力，农户需要较长时间的以丰补歉才能填补上在某一灾歉年所出现的粮食短缺。如在平年时几乎没有什么剩余（50×7），在丰年时，可有百余斤剩余（70×7-360），平年、丰年和灾歉年的继替是不确定的，在米脂县，还不时会发生连年大旱，这样，虽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当地可勉强实现粮食自给，但是在短期内，很可能发生储蓄不足，产量波动威胁当地农民的基本生存。


  栾城县农业剩余相对要富足得多，当地的土壤条件很有利，绝大部分土壤是所谓上松下紧的“蒙金土”型结构，这种土体托水和托肥的能力非常强。土壤中钾和磷的含量丰富100。土地产出大，在20世纪上半期，在平常年景，全县平均亩产（谷子）200斤左右101，人均耕地面积在3.3亩到3.5亩102，即人均粮食产量可高达650斤到700（200×3.5）斤。在这一生产力水平下，幅度不大的减产不会严重威胁到当年的基本生存，更多的剩余还意味着农户有更大的能力通过储蓄实现在灾歉年时的自我救济（self insurance）。在栾城县，只有当发生异常严重的灾年时，当地农民的基本生存才受到严重威胁。这种灾害的发生频率非常低。在我们所研究的历史时期，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1917年普及华北的大水灾，从7月24日—31日连续7天的大暴雨，县内“遍地流水至秋，种麦无土，露籽播种”103；第二次是1919—1920年波及华北五省的大旱灾，全县“禾苗仅寸余，颗粒无收”104。


  5.2
市场风险或说价格风险


  在米脂县，粮食市场是当地农民所主要打交道的市场。粮食市场的价格变动（price risk）特点是：在平年时，粮价平稳甚至低落，遇到风调雨顺之年，粮食丰收，或者连续几年未发生产量歉收时，粮价会发生显著下滑。在遭遇荒歉年时，粮食价格则暴涨。歉年时，粮食价格可上涨50%到1倍105，灾年时，粮食价格可上涨2倍以上，在发生特大灾年时，粮食价格可比常年高出10倍以上106。给一个具体的例子。在1850年代这十年间，1850年为平年，粮食价格为斗米240文；1854年为大丰年，粮食价格下跌到每斗只值150文；1857年为灾年，粮食价格上涨到斗米500文107。市场需求的特点和当地的交通运输条件共同决定了这一价格变动特征。米脂县，在平常年景，市场需求非常有限，农民生产自家所消费的粮食，无需到市场上购粮，购粮者只限于部分城镇人口108、少量非农业人口（主要是工匠）109，还有到榆林做买卖的各种行商，路过米脂县，商人和驮运货物的牲畜需要消费一些粮食5。市场需求有限，市场供给一旦增加，粮价就会显著下滑。在发生荒歉年时，县内粮食不能自给者增多，到市场上购粮的人数和购粮的数量增加，这时粮价暴涨。


  恶劣的交通条件是决定这种粮价涨落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在一个交通便利的地区，通过粮食的输入和输出，可以调节在地方粮食市场上的供给，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但是，在米脂县，交通运输条件十分恶劣。米脂县位于西北的黄土高原，境内呈梁峁起伏、沟壑纵横，几乎没有平道，也没有较为开阔的道路，没有河流可以通航。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全县没有公路110，境内和通向境外的交通完全依靠由人、畜顺山势而踩踏出来的小道。这种小道崎岖狭窄，宽不够通行小车，运输物品在当地最主要的是靠驴驮。一头负重100斤（通常负荷量）的驴，在当地，一天至多只能行80里。左宗棠曾经非常形象地说明过该地区的运输成本，“计一驼（骆驼，运输能力更强）负粮二百斤，日行一站，越二十站，驼之料、驼夫之粮，已将负者啖尽。”111 Wilkinson（1980）对陕西省近代粮食价格的研究发现，在陕西关中、延安和榆林这三个由南向北的地带存在着非常鲜明的区域价格差，运输成本限制了更远途的地带之间的粮食搬运和调剂。在这种交通条件和运输成本下，当市场供给增加时，不能大规模贩出；市场供给短缺时，也不能从外地大规模地贩进，市场价格因此完全随地方市场供给的波动暴涨暴跌。


  市场价格的这一变动特点，对当地农民有两个重要影响：第一，当出现丰年或者难得连续几年的风调雨顺的年景时，农民的实粮收入增加，但是，粮食的货币价值却低落，这时如果农民需要用货币收入支付某些价格时，如支付货币利息，就要付出更多的实物价值。第二，在发生荒歉年时，农民可能需要到市场上购粮，粮价飞涨，高购粮成本更加剧了农民这时的家计短缺。


  栾城县农民与市场有更多的交往。他们在市场上出售棉花，换取货币收入，再到市场上购买食粮或者其他生活消费品。棉花市场和粮食市场是当地农民所主要打交道的两个市场。黄宗智（1985）在分析棉花经济下农民的经济风险时，曾经论断，棉花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波动增加了农民种植棉花的风险。但是，在栾城县，在1910—1940年期间，数据表明，当地农民的市场风险并不大。在现有的材料中，没有栾城县20世纪上半期市场价格的数据。但是幸运的是，在卜凯调查中搜集了正定县1907—1933年各主要农产品的地方价格数据。之后又有学者补充收集了该县1934—1937年的价格数据。正定县同栾城县是比邻县，两县同为西河棉地区著名的产棉县。在两个地方市场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市场整合，我们因此借用正定县的价格数据观察栾城县市场价格的变动。小米是当地的主要食粮，我们以小米的价格作为粮食价格。粮食和棉花的价格变动见图5.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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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　1907—1937年正定县棉花和小米价格变动图

  


  图5.1表明：除了在1917年到1920年代初这一期间，栾城县的粮食价格基本保持平稳，在年际间没有明显的价格波动。雷伯恩和胡国华（1938）的研究还表明，当地粮食价格的季节差价亦很有限。从1919年到1940年代，当地最高月份与最低月份的粮食价格平均差价不过10%113。在1917年到1920年年初这一期间，当地的粮食价格出现了明显上涨。这是由于在这一时期该地遭遇了罕见的自然灾害。但是，对比在米脂县荒歉年时的价格变动，栾城县市场价格波动明显缓和，在1917年发生特大涝灾时，粮价不过上涨30%，在1920年发生波及华北五省的特大旱灾时，粮价最高也不过上涨60%。图5.1给我们的第二个认识是，在1907年到1937年期间，在绝大多数年份棉花价格均保持平稳或者上涨，只是在1932年到1935年出现了严重的价格下跌。同期当地粮食价格不但未下跌，还略有上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带动了193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的，农产品价格显著下跌。在1907年到1937年期间，栾城县农民因此只面临了两次比较严重的市场价格波动：一次是1917年到1920年初的粮食价格上涨，另一次是1932年到1935年的棉花价格剧烈下跌。


  优良的交通运输条件有力地降低了可能的市场波动，是栾城县市场价格稳定的决定性因素。栾城县陆路、水路和铁路交通均很发达。地处平原，通往临县的道路均为可通车马的土路大道。1907年平汉铁路通车，铁路穿过栾城县西部，并在栾城县境内的窦妪镇设站台。次年（1908年），正（正定）太（太原）铁路亦建成开通。正太铁路和平汉铁路交轨于获鹿县的石门镇。栾城县城距离石门镇不过15公里。栾城县靠近子牙河的上游滹沱河，从滹沱河顺流直上大约400公里可达天津。发达的陆路和水路交通沟通了栾城县与外部市场。通过平汉铁路，栾城县的棉花可运往天津。平汉铁路和正太铁路沟通了栾城县与河南、山西等产粮地的市场。栾城县每年都要从河南彰德和山西一带输入粮食114。1920年代初，战乱提高了使用铁路运输的成本，栾城县棉花这时改走水路，沿滹沱河北上出口天津。水路运输并没有提高运输成本，只是运输的时间加长115。在发达的运输条件下，在20世纪上半期，在栾城县初期棉花市场和天津口岸的棉花市场之间形成了高度的市场整合（见图5.2）116，这使在初级市场的棉农能够享受到在口岸市场的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收益。在栾城县和附近诸县之间，粮食市场形成了高度的市场整合117。当栾城县的地方粮食供给出现波动时，可以从外部市场迅速地和大规模地输入粮食，这平抑了在出现产粮减产时，当地粮食市场的价格。


  5.3
生产投资性风险


  生产投资性风险（investment risk）是指从事生产性投资，投资收益的波动对农民家计的影响。生产投资性风险既包括农业生产投资性风险，也包括非农业生产投资性风险。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需要投入流动资本（working capital），如种子、肥料，有时还需要投入固定资本（fixed investment），如牲畜、各种灌溉设施等。在米脂县，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当发生灾年后，在次年，农民是否还需要维持原有的生产规模，继续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这既包括流动资本的投资决策，也包括固定资本的投资决策，如是保留牲畜，还是卖掉牲畜，进行投资，这时意味着要动用家庭的部分储蓄，或者诉诸借贷，对投资风险的预期决定了农民的投资选择。在栾城县，在1917—1920年严重自然灾害后，当地农民同样面临着一个恢复农业生产，决策生产投资的问题。如根据访谈材料，在灾害发生期间，牲畜被大量宰杀118，那么在灾后是否需要马上添置耕畜。再如，Kraus（1980）对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的研究发现，在灾年过后，植棉区的棉花种植面积会在若干年内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不能迅速恢复到灾前的种植水平。农民需要决策，在灾后的一两年，是马上恢复棉花生产，获取高市场收入，还是从降低风险的角度考虑，改为大面积种植粮食作物。投资决策同样取决于其预期的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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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2　1913—1936年天津和正定棉花价格变动曲线

  


  栾城县为棉花专业生产县。黄宗智（1985）在讨论棉花经济下，棉农的经济风险时，曾经论断，种植棉花需要增加生产投资，这增加了农民的经济风险。肥料投资是棉农最主要的一项生产性投资。我们对栾城县的研究发现，在当地，农民种植棉花的主要生产投资性风险是固定投资风险，而非流动投资风险。在栾城县，土壤条件决定了种植中棉不但不需要增加肥料投入，反而节省肥料投入119。根据当地农民的介绍，在当地，种植一亩谷子需要四车肥料，而种植棉花每亩只需要两到三车即可120。棉花生长对供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年4—6月间，棉花需要充足的供水才能下种、出苗和生长。在栾城县，春季降水不足，春旱（3—5月间）是一种频繁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从事棉花生产需要进行灌溉设施的投资。根据县志材料，在清代中期，栾城县的灌溉条件就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1872年，全县已有灌井3620眼121。但是，有证据表明，在进入20世纪以后，栾城县的灌溉条件又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122。这表现在：第一，灌溉技术的改善。根据栾城县志及惯行调查材料，在1890年代以前，栾城县还主要使用人力用辘轳提水灌溉，但是从1890年代以后，当地农民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水车灌溉123。第二，各种灌溉工具和设施在数量上的增加。灌溉设施包括三个方面：灌井、水车和灌溉用的畜力，当地人多用骡驴。到1940年代，根据当时的县公署统计，不计饮水井，仅灌溉用井，全县灌井数就已达到一万眼以上124，比1872年增加了两倍多。在1920年大旱灾之后，当地农民更强烈地认识到灌溉条件不足，对农业生产所可能造成的毁灭性打击，灌井数量在此之后，又有了重要的增长125。栾城县是在1890年代后，才开始更普遍地使用水车。在调查村庄，在1910年代，全村还不过只有30多架水车，到1940年代，水车数量增加到70多架126。没有长时段的耕畜数量数据可做比较，但是灌井数量的增加、耕地的分散使用和农户户数的扩大（如分家）通常会增加对耕畜的需求和投资127。


  灌溉条件的改善会有效地提高当地农民参与棉花经济的程度和降低农民种植棉花的风险。灌溉条件的改善提高了总灌溉能力和单位时间内的灌溉能力。根据访谈材料，增加一口灌井，一般可增加20亩的可灌溉地128。完全依靠人力灌溉，一天最多只能灌溉一亩，在畜力协助下，一天可灌溉两亩，用水车灌溉，一天则最多可灌溉四亩129。这一方面增加了春季不同气候条件下棉花的播种面积；另一方面，降低了棉花在生长期间的风险，发挥了稳定棉花产量的功能。灌溉设施投资是一种固定资本投资。这种投资具有风险，如牲畜可能意外死亡。固定资本投资，农民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收回资本。任何家庭收入的下滑均有可能延缓资本的回收和降低资本投资收益。


  除了农业生产投资以外，农民还可能从事各种非农生产投资，如投资家庭养殖业、手工业、商业等。在米脂县，农民还可能从事贩运业、家庭饲养业（养猪、养羊），开磨坊等。这些生产投资都是与农业生产投资紧密结合的选择。米脂县的商业和集镇不发达，非农生产投资机会有限。在栾城县，棉花经济带动了当地各种加工业、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的繁荣。农民有比较多的非农投资机会可以选择，如各种棉花加工业—织布和轧花，棉花运销业—开小型花店。栾城县是著名的棉花初级市场，每到棉花收获季节，外地商人云集当地，栾城县的餐饮业和商业非常繁荣130，农民可以在城镇内投资开小酒馆等。


  5.4
意外消费性风险


  在这一风险分类中，我们包括了各种意外消费性风险（risk of illness and accident），如医疗费用、婚丧嫁娶的费用、履行担保人义务的费用及处置各种纠纷的费用等。这一风险的基本内容是，在某些年度，出现了一些非常规性的消费需求，这时，消费支出有可能超出农民当年的收入能力，这样给农民家计造成困难。这种风险存在于所有农业社会中，不过，在不同的地区，某些意外消费风险的发生频率和规律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


  我们首先进行一种风险区分，它同我们后面对典地信贷功能的讨论有密切的联系。丧事及其费用是经常被提到的一种意外消费性风险。在本研究中，我们区分两种丧事风险。一种我称之为“人力资本丧失型”风险。在这种风险中，去世者是家中的主要成年劳力。这时，家庭不但要支付一笔较大的丧事费用，更大的打击是，还损失了家庭中最有价值的一笔人力资本（human resource），包括正值壮年的劳力、丰富的经验、农场管理能力、威望和社会关系等。第二种风险，我称之为“文化消费性风险”，在这种风险中去世者是家庭中的长者。丧事费用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当地文化消费的压力。“年长”意味着死者应该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将自身所掌握的各种技能、经验及社会关系传递给下一代，人力资本的损失这时会比较有限。


  在寺北柴村的材料中，我们注意到，“丧事”风险在当地经常会演化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风险事件。“丧事”有可能引起分家纠纷，从而产生处置纠纷的费用。在当地，农业生产需要一些固定生产设施，如水车、耕畜等。在分家以后，分家兄弟之间很可能会不再共用一些生产工具，新成立的家庭这时需要增加农业生产投资。丧事与分家纠纷、生产投资需求之间的联系有可能在比较富裕的地区，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5.5
信贷需求和信贷风险


  以上我们对比介绍和讨论了在米脂县和栾城县当地农民所会面临的经济风险。在出现经济风险时，家庭当年的收入有可能不能抵付当年的支出，农户这时可能会求助于借贷。风险发生的特点决定了信贷需求的特点及借贷后，农户信贷风险的特点。在米脂县，高产量波动和低生产剩余决定了，在发生灾歉年时，当地农民很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高市场风险进一步恶化了这种短缺的程度。这时，比较贫穷的农户会需要贷款维持最基本的生存，相对比较富裕的农户，也很有可能需要贷款补充次年的生产资金。当地农民这时不但需要贷款，而且还很有可能需要较大数额的贷款。


  在栾城县，根据我们前面对当地风险特征的分析，农民主要在三种情况下会需要贷款。第一，在出现产量波动时，当地农民可能会需要小额贷款。在栾城县，灵活的生产决策和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决定了产量波动不会太严重，高生产剩余和低市场风险进一步缓和了在发生产量波动时，农家短缺的程度。在出现产量波动时，农民借贷的数目因此不会太大。黄宗智（1985）在讨论棉花经济下农民的产量风险与借贷需求的关系时论断，棉农具有高产量风险，在产量风险与典地借贷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我们对栾城县的风险分析表明，当地的产量风险并不严重，寻常的产量波动与典地借贷之间的联系会很弱131。第二，当该地遭受罕见的自然灾害打击或市场风险时，无论是生产资金还是消费资金，都可能出现严重短缺，当地农民会迫切需要贷款，并且还有可能需要较大数额的贷款。这主要是在两个时期：1917—1920年当地遭受罕见的自然灾害打击的时期和1932—1935年当地发生严重的价格下滑的时期。第三，在栾城县，一个突出的贷款需求是，在当地，抓住商品化所提供的增加收入的机会需要进行一些固定资产投资，这些投资往往需要一次性地投入一笔较大的金额，金额数目会远远超出农民现时的收入和储蓄水平，当地农民在从事这些投资时，因此往往要求助于借贷。如根据调查材料，在当地，凿一口井至少需要300元132，这相当于一个拥有40亩地的中上等农户全年1/2的收入，或者相当于2—3亩地的地价；买一辆水车与凿一口井所需要费用差不多。购买牲畜的费用略低，但也需要1—2亩地的地价133。在非农业生产投资中，购买一辆新式轧车大致需要1亩地的地价134，经营花店需要至少同样金额的资本做流动资金135。若从事开酒馆等更大的非农生产的生意，一次性投入的金额会更大，到5亩地价以上136。这时，完全依靠储蓄，一方面储蓄的过程可能打断，另一方面，储蓄和等待的时间意味着潜在投资收益的损失。从调查材料来看，当需要进行以上这些生产性投资时，如买水车、购买牲畜、开酒馆等，农户通常都采用借贷的方式137。


  在一个地区，农家所面临的主要经济风险的特点还决定了在该地区农民的信贷风险的特点。在米脂县，低生产剩余和高产量风险决定了农民往往很难在短期内偿还借款本金，他们有能力支付的利息水平很低，同时付息能力在年际间存在着剧烈的波动，这意味着在短期贷款、利率稍高的贷款和固定利息式的贷款下，当地农民的信贷风险会很高。当地农民因此十分需要一种非固定利息式的、低息的和长期的贷款，通过一个较长时间的以丰补歉，才能填补在某些年份所出现的消费短缺（smoothing the consumption in a longperiod at a low interestprice and non-fixed interestpayment）。在米脂县，在偿贷能力上，当地农民所存在的另外一个困境是：当发生灾歉年时，市场价格高涨，但是农民的实物收入显著降低，无力获取“实物”的高货币价值；在平年或年景好时，农民的实物收入增加，但是粮价下滑，“实物”的货币价值又降低。市场风险削弱了农户获取现金收入的能力，增加了农户在现金付息上的风险。


  在栾城县，当地农民所面临的两个主要信贷风险是：第一，生产投资的“大额”特点决定了农民很难在短期内，如一个生产和收入年度（一年）内，偿还贷款，要求他们在短期内归还贷款，农民会面临高信贷风险。当地农民因此十分需要能获得一种长期投资贷款；第二，商品化为农民带来了增加收入的机会，因此，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当地农民有较高的付息水平。但是，在不同年间，农户的付息能力是有差异的。在当地，产量风险和市场风险虽不严重，但是依然存在，其他家计风险也有可能造成农民在不同年际间的收入波动。这意味着，农户有可能在某些年度无力支付较高的利息。借债还债增加了农民的利息负担，“债滚债”可能严重损害了一个农户长期的生产剩余，甚至于利息负担超过了农户的剩余水平，导致卖地。这种信贷风险，对于剩余水平有限、比较贫穷的农户来说，会更加突出。


  以上，我们介绍和分析了这两个地区经济风险、信贷需求和信贷风险的特征，下面我们考察，在这种经济风险和信贷风险下，典地信贷在这两个地区所发挥的金融功能。


  第6章
典地信贷的利息率：对典地信贷功能考察1



  利息率是评判典地信贷的性质—典地信贷是否是一种高利贷及典地信贷的功能的最基本指标。在本章中，我们计算在这两个地区典地信贷的利息率。本章共分为四个小节。第一小节，我们介绍在这两个地区典地信贷的各种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决定典地信贷实际利息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小节，我们计算在这两个地区，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第三小节和第四小节，我们分别计算在这两个地区，典地信贷的实际利息率。最后，我们总结和讨论在本章的发现。


  6.1
典地信贷的制度安排


  在惯行调查中，对寺北柴村典地制度安排做了非常详尽的调查。在张闻天调查中，没有对当地的典地制度安排进行专门的调查，但是在张所抄录的租簿材料中，显示出不少相关内容。我们下面对比介绍这两个地区的典地制度安排。


  （一）租息相抵的制度


  在杨家沟地区和在寺北柴村，在典地信贷中，均实行租息相抵的计算和缴付利息的制度。在寺北柴村，共存在着两种租息相抵的制度安排。一种是以固定实物地租抵付利息，另一种是以分收地租（sharecropping）抵付利息。前一种制度安排处于绝对支配性的地位，后一种制度安排只出现在非常少数的交易中，主要适用于旱地的典地交易。138在杨家沟地区，从现有的材料看，一律采取固定实物地租的方式。固定地租量的多少，在寺北柴村，同土地质量的好坏和典价的高低有严格的对应关系139。在寺北柴村，一亩园灌地普通产量为谷子一石（当地大石）或者棉花40斤，固定地租量为“谷子5斗棉花20斤”。在杨家沟地区，在调查期间，在平年时每垧产量大致为5斗，固定地租量多为3斗。从调查报告中所抄录的租簿材料来看，在1840年代到1940年代这百年间，固定地租量似乎经历了一个上涨的过程。在1900年以前，固定地租量多在1.6—1.8斗，进入20世纪以后，地租额不断上涨，1920年代中期以后，每垧地租多在3斗左右140。固定地租量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利息率提高或剥削程度加重了。根据报告材料，在进入20世纪以后，当地的土地质量和土地产量都明显提高了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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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比为笔者计算数。


  根据访谈材料，在1910年代以前，当地普通租佃关系中主要采用分收制，在20世纪上半期，发生了一个明显的由分收制向固定实物地租制的转变（p.241）。对此，在访谈材料中，有不同的解释。地主方多强调采用固定实物地租的方法于双方均有利（p.17[0-9],[0-9]41），被访谈的农民则有的强调这一转变主要是为了方便地主管理，有的强调采用固定地租的方法是对佃户有损，而只对地主有好处，指农民并不愿意采用固定地租制，因为产量每年有波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有被访谈的农民指出，发生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是在1917年大旱灾后，本村土地质量提高，产量增加，有些佃户试图隐瞒产量，地主和佃户之间因此发生纠纷，继而逐渐转为固定实物地租（p.217）。如果这一回答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则它恰好与另外一些调查材料相印合，即从1920年代以后，对灌溉设施的投资增加，产量更加稳定，土地质量提高。


  虽然同样采用固定实物地租的制度，但是，在寺北柴村，执行更为严格的实物缴纳的规则。在杨家沟地区，最标准的实物缴纳为谷子2斗，黑豆（大豆）1斗，但是佃户也可按照相应的折价缴纳其他粮食品种，如高粱1斗顶1斗，小麦1斗顶2斗等142。在寺北柴村，规定缴纳谷子和棉花这两种作物，在通常情况下，不能用其他农作物折色替代缴纳。同时，严格规定谷子和棉花这两种纳租作物每年所缴纳的数量。在每年所缴纳的实物中，必须一半缴纳谷子，一半缴纳棉花，通常不允许在某一年全部缴纳谷子，在另一年再全部缴纳棉花143。所谓“谷子5斗棉花20斤”（契约习惯语），其意涵是每亩每年要缴纳2.5斗谷子和10斤棉花；当发生欠租时，拖欠的谷子数量和拖欠的棉花数量也是分别记载，日后分别折价归还。


  最后，在杨家沟地区和在寺北柴村，均同样采用地主上门收租的制度。地主负担全部的收租费用144。在杨家沟地区，地主每年上门收租两次。“秋租”一次，“夏租”一次。夏租在麦子成熟后收缴。征收夏租主要是为了补足在前一年秋天所拖欠的地租145。在寺北柴村，为了控制缴纳棉花的质量，在棉花收获季节，地主每五到十天会上门收一次租，总共会上门两到四次。据访谈材料，地主上门收棉花的时间迟了，佃户会卖掉质量好的棉花，留下质量不好的棉花（如染色的棉花）充数146。


  （二）使用权制度


  首先，同其他地区一样，在杨家沟地区和在寺北柴村，当贷主为城镇贷主时，如果借主在出典土地后，依旧有意承种，通常是将典地出租给借主耕种。其次，在两个地区，均存在借主在租种典地后，大量欠租的现象。在寺北柴村，对城镇贷主和当地农民的访谈及调查中所搜集的个案材料均同样证明，在出现此情况时，贷主并没有诉诸更换佃户的方式保护其应得利益，在当地，没有借主因为欠租而被剥夺耕作权147。在张闻天调查中，调查者没有专门调查借主“佃权”方面的情况。但是，调查材料指出，马氏地主很少更换外村的佃户，这里佃户既包括租种地主所有土地的普通佃户，也包括租种自身所出典的土地的借主佃户148。我们因此认为有理由相信，在杨家沟地区，当借主大量欠租时，贷主同样，在通常情况下，不会撤换借主的耕作权。最后，在寺北柴村，有访谈材料指出，虽然在借主欠租时，贷主没有采取撤换佃户的方式，但是贷主似乎成功地做到以“撤佃”相威胁，强迫借主接受一种对其不利的处置欠租的方式—“坐价”。


  （三）欠租制度


  在杨家沟地区和寺北柴村，我们都发现了借主大量欠租的现象149。但是在欠租制度上，两者有一些重要的区别。


  第一，租簿材料表明，在杨家沟地区，在发生荒歉年时，借主欠租的数量虽然有可能会很大，但是在灾年过后，如果年景好转，贷主会马上敦促借主在一两年内还清欠租。而在寺北柴村，贷主似乎“无力”敦促借主尽早偿还欠租150。如有的被访谈的农民指出，“只要每年稍稍归还一点欠租，不要一点儿都不还就可以”151，甚至有的佃户回答，“在租种土地为自身所出典的土地的时候，无论地主怎么催促（偿还欠租），都可以置之不理”152。在寺北柴村，佃户拖欠地租的时间因此似乎可以比较长，拖欠地租的数量有时也会非常大，甚至高到累积欠租超过地价的水平153。


  第二，在对杨家沟地区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虽然在遭遇荒歉年时，在普通租佃关系下的佃户和在典地租佃关系下的佃户（借主）均可以欠租，但是，对比典地缴租账簿和所有土地缴租账簿，我们发现，在灾害程度相仿的情况下，前者欠租的幅度要大于后者154。在寺北柴村，没有租簿材料可以供我们确凿地比较普通佃户和借主佃户的欠租水平，但是相关的访谈材料（无论是对地主一方还是对农户一方）及一些个案材料（有些个案中，农户既租种地主的所有地，又同时租种出典给该地主的典地）155都显示出，在寺北柴村，借主拖欠地租的水平要高于普通佃户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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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大荒年选取的是1876—1878年这三年的平均收租率；荒年选取的是1857年的收租率，根据县志，当年收成降到常年的三成；歉年选取的是1870年和1883年两年的平均收租率，其余设定为常年。


  b在计算从1884—1941年这一时间段不同年成下的收租率时，我们首先去除了没有年成资料的十年，1934年、1935年、1939年、1940年和1941年这五年因为政治原因收租率有大幅度降低，我们也去除了这五年的数据，共计算43年不同收成下的年平均收租率。再归类不同收成时，我们尊重《调查报告》中（pp.260—261）的数据归类。c 1902年又为荒年，所以我们选取1903年的收租率。






  第三，杨家沟地区与寺北柴村处理偿还欠租的方法有异。在杨家沟地区，偿还欠租时必须以实物归还。在寺北柴村，贷主有时也会同意借主以实物偿还欠租，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贷主是要求借主按照偿还年的市价折价，以现金归还欠租156。在折价偿还欠租时，又可区分两种偿还欠租的方法。一种方法是允许借主随意分期分批偿还欠租，如借主可以在某年偿还某个百分比的欠租，在次年再偿还另外一个百分比的欠租，分一年或分若干年偿还欠租均可。基本上，借主这时可自由决定偿还的期限及每年偿还的比例，当地人习称这种偿还欠租的方法为“写证书”的方法。之所以称为“写证书”的方法是因为有时贷主会要求借主写下欠租的凭证，即“某某欠谷子若干，棉花若干”157。第二种方法是当地人称之为“坐价”的方法。所谓“坐价”的方法是指将拖欠的实物地租量按时价折合成货币值，记入典契，作为增加的典价。在“坐价”后，借主不再能分期分批偿还欠租，欠租同典价一起在赎回土地时一次性一起归还。从调查材料看，贷主通常在发生农产品价格和地价上涨时，以“撤佃”相威胁，要求借主改“坐价”的方法158。根据访谈材料，绝大多数佃户在发生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均被迫改为“坐价”的方法159，但是个案调查材料亦揭示出，有小部分借主（佃户）依旧沿用“写证书”的方法160。


  第四，惯行调查揭示出，在寺北柴村，地方习惯通常不允许佃户在未偿清欠租时赎回典地161，但是，在少数交易中，借主可以先赎回典地，写下欠租借据，再分若干年偿清欠租162。在米脂县，同期的一些调查材料表明，当未偿清欠租时，贷主通常也不允许借主赎回典地163。在马氏地主家族所发放的典地信贷中，是否存在着一些借主先期赎回典地的特例，不明。


  （四）赎回制度


  在典地信贷中，赎回制度可以包括三项内容：第一，典期内外的赎回安排；第二，欠租下的赎回安排；第三，部分赎回典地的制度安排。在张闻天调查中，没有有关杨家沟地区赎回制度的调查材料。在寺北柴村，根据访谈材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典期内不能赎回土地，如果借主坚持要提前赎回土地，通过中人在双方间的协调，可以提前一年赎回土地，即如果典期三年，可在典地交易延续两年后赎回土地。但是借主需付给贷主相当的补偿，包括原由贷主负担的契税费和中人费用及一年的地租164。但是，在寺北柴村，调查材料所揭示出的一种“意外”是，借主会借“典不压卖”的习惯要求基本不做赔偿提前赎回典地。在第9章，我们会介绍这一实例并分析在这一实例中决定这一特殊的制度安排的因素。同样，在大多数情况下，借主必须在偿还典价，同时偿清欠租时，才能赎回土地，但是在寺北柴村，在少数情况下，借主也可以在未偿清欠租时，先行赎回典地。在通常情况下，在典地信贷中，不允许部分赎回典地165。但是在发生农产品价格和地价上涨时，在调查中有实例，当地农民可以部分赎回典地，这种发生的普遍性程度不明，但是有被访谈的农民指称，“该种情况非常多见”166。


  典地信贷的制度安排影响了在典地信贷中，借主的名义利息率和实际利息率及贷主的实际收益率。我们下面紧接着考察在这两个地区典地信贷的利息率。


  6.2
名义利息率


  在固定实物地租制下，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为：


  i0=∑ri×p0i/pl0


  式中：i0息率——典地交易达成年份的典地利息率，即名义利；


  ri——每种固定应缴纳的实物的地租量；


  p0i——每种缴纳实物在交易达成年时的市场价格；


  pl0——在交易达成年份的典价。


  在惯行调查中，只搜集了在调查年度（1941年）典价和农产品价格的数据。我们因此只计算在该年度寺北柴村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1941年寺北柴村一亩普通的园灌地典价通常为130元167，固定实物地租为“谷子5斗，棉花20斤”，也即每年每亩缴纳谷子2.5斗，棉花10斤。当地当年的农产品价格为谷子1斗3.4元，棉花1斤1.25元168，则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为：


  i=∑ri×pi/pl


  =（2.5×3.4+10×1.25）/130=16.15%


  我们再来看，在杨家沟地区，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在张闻天调查中，搜集了从1909—1939年历年典价和农产品价格的数据，我们利用这一数据考察从1909—1939年杨家沟地区历年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在测算时，我们设定每年的固定实物地租量为每垧3斗，按照标准的实物缴纳比例，谷子2斗（或小米1斗）169，黑豆1斗。典价的数据出自《调查报告》中的《历年典地价格统计表》，在该表中列有每年总典地数量、总典价和每垧平均典价，我们选用平均典价的数据。粮食价格的数据出自《调查报告》附录中的1909—1942年《历年粮食价格变化表》。由于马氏地主多在春天粮价上涨时出售粮食，所以秋季的粮食价格非常残缺。在计算时，我们选用当年春天和次年春天的小米和黑豆价格两个指标统计。在灾年时，粮食价格显著上涨，灾年和非灾年的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有比较大的差异。在下面的统计表中，我们因此区分了灾年和非灾年两种情况。灾年确定是根据《报告》附录中《杨家沟五十年来收成和年景统计表》。最后，在给出计算结果之前，我们还有必要解释和指出的是，以下三个原因决定了我们的计算结果是高估了实际的典地的名义利息率：


  第一，不同等级的土地地租不同，总的来说，在1920年代中期以前，地租较低，为2—3斗。我们所选用的3斗地租标准是在20年代中期以后比较好的土地的流行地租。


  第二，可以合理推断，马维新是在当地当年粮食市场价格较高时出售粮食。当地农民如果在秋后卖粮支付利息，其所能获得的市场价格会低于我们在计算中所使用的价格。


  第三，我们在计算中采用标准的“谷二豆一”的实物种类。但是，张闻天调查揭示出，由于允许不同种类的粮食顶折缴租，农民在每年实际缴租时，通常是选择当年或近期市价较低的粮种缴租，如民国后，谷价上涨，在缴租中谷子所占的比重就降低170。


  名义利息率的测算结果汇成表6.1。


  观察表6.1，在非灾年时，有70%—85%的年份，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在15%以下，其中又有40%的年份，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甚至低到10%以下。同时，即使在高估市场价格的情况下（次年春天价格），也只有不到5%的年份年利率在25%以上。在灾年出典土地时，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有较明显的提高，这是由于在灾年时粮食价格的上涨会快于典地价格的上涨，但是，粮食价格在灾年过后会马上回落。



  
  表6.1 1909—1939年杨家沟地区典地名义利息率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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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1934年、1935年和1937年这四年没有典进土地，1920年只典进了一垧本村土地，每垧典进价格明显高于外村典地价格，所以舍去。在发生灾年时，当年春天的价格与秋后的粮食价格有显著差异，所以在统计灾年的名义利息率时，未采用当年春天的价格指标。


  **荒歉年年份为1915年、1916年、1924年、1928年和1929年。






  在寺北柴村和在杨家沟地区，当地土地抵押贷款的利率均以二分到二分五居多171。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低于当地同期的土地抵押贷款利率水平。这一计算结果，同我们在第4章对全国典地利率水平的估算相一致。


  6.3
杨家沟地区典地信贷的实际利息率


  名义利息率是指在典地交易延续的期间，如果借主能够按期足量缴租，同时粮食价格保持稳定，借主所支付的利息率。在典地的实际交易过程中，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欠租制度安排及典地赎回时间的早晚均会造成典地信贷的实际利息率偏离名义利息率。在后面两个小节中，我们主要考察前两个变量对这两个地区典地实际利息率的影响，第三个变量对典地信贷利率的影响，我们放到下一章中再考察和分析。


  在以实物地租抵付利息的制度下，农产品价格的变动是影响典地信贷的实际利息率的第一个重要因素。在杨家沟地区，在我们所研究的历史时期，两个因素导致了当地农产品价格的变动。第一个因素是由丰歉年所引起的粮食价格的波动，第二个因素是货币贬值带动粮食价格上涨和物价全面上涨，包括典价上涨。在对典地信贷的实际利息率的影响上，这两种价格变动具有不同的规律。在第一种价格变动中，当发生荒歉年时，农产品价格上涨提高了借主所实际负担的利息率，同时，亦增加了借主赎回土地的难度，延长了借主赎回土地的时间；农产品价格下跌，通常发生在丰年或连续若干年的好年景下，则一方面降低了借主所实际负担的利息率，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借主赎回土地的希望。在第二种价格变动中，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则一方面有提高借主所实际支付的货币利息额（monetized interest expenditure）的影响，另一方面，典价上涨提高了农户赎回土地的可能性，它亦因此有降低借主的总利息支付（total interest expenditure）的影响172。同时，在这种价格上涨下，借主还可以通过找价，降低此时所实际支付的货币利息率。在本小节中，我们暂不讨论赎回规律对借主所实际负担的利息量的影响，但是，为了提醒读者货币贬值的双重性影响，我们在下面陈列利息率的计算结果时，特别在宏观经济形势一栏注出了在不同时期货币贬值的幅度。在杨家沟地区，在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共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货币贬值。这三次贬值的时期和幅度见表6.2。



  
  表6.2　米脂县杨家沟地区20世纪上半期主要货币贬值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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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租制度是影响借主的实际利息负担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在杨家沟地区，欠租制度安排是：当发生灾歉年时，借主可以拖欠一定数量的地租，但是当灾年过后，年景转好时，借主必须在一两年内迅速地偿还欠租。在《张闻天报告》中，分别从两份租账中抄录了1845—1883年及1884—1941年历年实缴地租额的数据173。对照不同年份年景的材料，观察这两份数据，我们设定了在不同的灾情下，灾害当年的欠租率及日后归还欠租的速率。具体速率见表6.3。



  
  表6.3　不同年景欠租率及偿还欠租的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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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引入价格变动及欠租和欠租处置办法这两个变量，测算典地信贷的实际利息率。具体办法如下：首先选取一些在各方面均具有代表性的年份，然后代入在以后年份每年的粮食价格，在发生荒歉年时，允许一定比例的欠租，计算在典地信贷延长到五年、十年和十五年时，实际的典地利率。所谓在各方面均具有代表性的年份是指在名义利息率（不同高低的名义利息率）、典地的数量（尽量多）、交易的货币（控制货币贬值这一因素）和交易年的年景上均具有一定的特征和代表性。选定年度的样本特征见表6.4。在考察典地的实际利息率时，我们选用两项指标：第一项指标为年平均实际利息率，我们用这一指标衡量在一段时间内，借主的总利息负担；第二项指标为在荒歉年时的实际利息率。我们关注在借主的付息能力降低时，借主的实际利息负担。两项利息率计算结果分别汇成表6.5和表6.6。



  
  表6.4　选定年度的样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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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6　灾年的实际利息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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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控制货币贬值对典地的实际利息率的影响，我们未统计在发生严重的货币贬值后的年份，灾年的实际利息率。






  在上一章分析杨家沟地区，农民的经济风险和信贷风险时，我们曾经指出低剩余水平和高产量波动决定了当地农民的偿贷付息能力很低，同时偿贷付息能力在年际间存在着剧烈的波动，他们因此非常需要一种低息的和非固定利息的贷款，通过一个较长时间的以丰补歉实现基本消费的平衡。通过对当地典地利息率的计算，我们发现：


  第一，典地构成了一种低息贷款。对典地平均年利率的计算结果表明，在币值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典地信贷的年利率大致维持在10%—14%（C2、F2、A2、E2、E4、C6）。这一利率水平明显低于同期当地的其他贷款利率水平。荒歉年提高了粮食价格，亦会提高典地的实际利息率，但是，即使在遭遇比较严重及比较频繁的荒年时，如两年大荒（E2、E4）或者一年歉及两年大荒（C6），典地信贷的年利率依旧不过在14%左右。欠租制度发挥了重要的降低典地信贷的平均年利率，即累积利息负担的功能（对比所有的奇数利率和偶数利率）。


  第二，在发生灾歉年时，农民的付息能力显著降低，这时农民最好能负担略低一些的利息。表6.6的计算结果表明，在发生灾年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所实际负担的利息率依然是显著低于当地其他普通利率的水平（不超过14%）。在某些年份所出典的土地，农民负担的实际利率偏高，达到年利率20%左右，但是这一利率水平依旧未超过当地其他普通利率的水平。无疑，欠租制度在降低灾年时借主的实际利息负担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在上一章讨论杨家沟地区，农民的市场风险时，我们曾经指出，在年景转好时，粮食市场价格下滑削弱了农民的偿贷能力。在典地信贷中，实物地租抵付利息的制度显著地降低了在平年和丰年时农民的利息负担，从而为农民留下了更多的实物剩余。计算结果表明，在未遭遇十分严重的荒年时，典地信贷的实际利息率大致在10%（C2、F2），甚至会低到10%以下（A2）。


  第四，货币贬值显著提高了在典地信贷中，借主所负担的货币利息额。随着货币贬值的幅度，利息率最高可达45%以上。不过，这一计算结果，一是没有考虑货币贬值对典地赎回的影响。如果在货币贬值下，农民可以很快地赎回典地，那么他也就不用支付如此高的利息率。二是没有考虑找价的影响，在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时，借主可以通过找价降低其所负担的利息率。在后面一章中，我们会结合典地赎回率更全面地考察和分析货币贬值对借主的利息负担的影响。


  6.4
寺北柴村典地信贷的实际利息率


  同样，在寺北柴村，农产品价格的变动、欠租制度和典地赎回规律这三个因素决定了当地实际利息率的高低。在本小节中，我们同样主要考察和分析前两个变量对典地的实际利息率的影响。但是，为了提醒读者在现在的利率计算结果中，没有扣除典地赎回这一因素的影响，我们在下面的列表中特别注出指示典地赎回多少的一些指标。


  在惯行调查中，没有在一个长时段内典价的数据，我们因此不能如上一节一样，更细致地计算在不同时点所出典的土地，在其后遭遇不同的经济环境时，典地的实际利息率。在考察寺北柴村典地的实际利息率时，我们首先引入价格变动指标。根据当地的实物地租制度，我们以棉花和谷子的综合价格变动指数（棉花价格指数×50%+谷子价格指数×50%）（纵栏A）作为农产品价格变动指标。在惯行调查中，没有搜集地主的租簿材料，因此没有有关在不同年份欠租的幅度、分期偿还欠租的数量等方面的数据。我们因此不能实际地测算欠租对利息率的影响。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做这样一个简化，首先根据当地的风险发生，推定在一些遭遇了严重的产量波动和市场波动的年份会发生大量的欠租，然后假定直到发生显著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时，这些地租才能够偿还或被改为“坐价”。借主所实际支付的利息额因此为：q×pt。q为拖欠的实物地租量，pt为在t年借主偿还欠租时的市场价格。借主的替代机会利息额为：q×po（1+i）t，p0为欠租当年的农产品市场价格，i为如果在当年，借主借贷支付地租的借贷利率。我们比较在哪种情况下借主所负担的利息率会更高。在表格B栏中，我们给出对该时段欠租数量和欠租偿还办法的一个简单估计。在棉花价格（农民收入）和土地价格发生显著上涨时，农民赎回典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我们以土地价格变动指数（纵栏C）和棉花价格变动指数（纵栏D）指示在某一时期或时点典地赎回率的高低。我们关心在不同的风险下农民的利息负担，因此在统计表中引入标志在不同时期风险的指标或描述。在D栏和E栏中，我们以棉花价格变动指数和谷子价格变动指数指示在某一时期当地农民的价格风险。利用各种有关栾城县在20世纪上半期灾害发生和政治环境变动的材料，我们在F栏和G栏中标示出了在当地不同时段一些重大的自然和人为灾害。最后，根据惯行调查中村民的访谈材料，我们在H栏指示出了在哪一些时段或年份，根据村民的回忆和讲述典地有大量赎回或者转为卖地。在横栏，我们划分六个时段：1910—1916年；1917—1925年；1926—1931年；1932—1935年；1936—1939年；1940—1941年。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在不同的时段当地农民面临不同特征的产量风险或价格风险。我们观察在不同的风险下，农户所要承担的实际利率水平。整个统计结果和文字说明数据制成表6.7。


  在上一章，分析该地的经济风险和信贷需求时，我们指出，在1910年代到1940年代期间，当地出现过两次经济异常困难的时期。一次是1917—1920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打击的时期；一次是1930年代初到1930年代中期，发生严重的市场价格下滑。在这两个时期，当地农民会需要消费贷款，同时亦会需要固定生产投资贷款，以恢复和发展生产。访谈材料证明，在这两个时期，农民都通过典地获得了贷款。1917—1920年，村内“一半土地皆出典”174，1930年代初村内出典土地亦多175。典地信贷资金的流入满足当地的基本生活消费。根据村民的回忆，在1917—1920年期间，生活虽极端困难176，但是村内很少饿死人，尤其难得的是村内的劳动力没有流失，“没有人出外打工，也没有人背井离乡”177。1917年“全村一半被淹”，水灾过后，村内房屋大量倒塌或漏雨，农民靠借贷买石灰重建或整修房屋178。典地还保障了当地的固定生产投资。在1917—1920年灾害期间，村内耕畜被大量宰杀，人们杀牲畜而食之，或者将牲畜贱价出售。灾害过后，当地农民面临着一个恢复生产能力，重新进行生产投资的问题179。受到旱灾的打击后，当地农民热心提高灌溉能力，开凿新井180。所有这些固定生产投资都是通过贷款完成。在这两个困难时期以外，在平常年间，分家、牲畜死亡、水车损坏和转向非农业生产投资都有可能需要大额生产投资贷款，惯行调查中众多的个案材料表明，这时，当地农民也都获得了典地贷款181。我们再来看典地利率，当地农民是否为获得这些贷款付出了较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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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论断商品化发达的地区农民的偿贷能力时，马若孟（1970）相信，商品化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偿贷能力，农民因此有能力负担现行的利率（年利二分到三分）。这一观点忽视了收入波动对农民的偿贷能力的影响。黄宗智（1985）则强调在农业商品化发达的地区，风险和收入波动对农民所可能造成的毁灭性打击。我们对寺北柴村典地信贷利率的计算发现：


  一方面，固定实物地租制度和欠租制度调节了农民在不同年间的利息负担，在收入或家计状况不好时，农民可以少付利息，这降低了农民的信贷风险。固定实物地租制度调节了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农民的利息负担。如根据我们的计算，在1910—1916年及1926—1931年，市场价格平稳，农民收入增长停滞的时期，典地信贷的年利率只有16%（名义利息率的水平），到1932—1935年，市场价格出现剧烈下滑，农民收入显著降低时，典地利率降到只有14%（16.15%×88%），这两个利率都低于当地同期的其他贷款利率水平。欠租制度则不仅调节了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而且还调节了在不同的年景下（产量风险）和不同的家计状况下（其他各种家计风险），农民的利息负担。如在1917—1920年遭受罕见的自然灾害时，当年粮食价格和棉花价格均出现显著上涨，这时，按照固定实物地租的制度，农民的应缴利息率提高，但是欠租制度允许农民在该时期少缴地租，甚至不缴地租182。再如，在1932—1935年市场下滑时期，在租息相抵制度以外，欠租制度还可进一步降低在该困难时期农民的实际利息负担。当出现其他不太严重的产量波动或家计风险时，农民也可利用欠租降低当年的利息支付。


  另一方面，固定实物地租制度和欠租制度也规定了当出现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增加时，农民要支付较高的利息率和为拖欠的地租支付较高的利息。如在1921—1924年棉花价格上涨时期，典地信贷的年利率上升到25%（16.15%×157%），当1925年棉花价格出现暴涨时，典地信贷利率更升至近35%（16.15%×215%）。1940—1941年这一物价上涨时期，农民的应缴利息率也达到近30%的水平。这时，典地利率超出了当地其他贷款方式下的利率水平183。我们再来看在欠租制度下，借主为欠租所支付的利息。可以合理地推定，在1917—1920年期间，农民会大量地拖欠地租，假定1920年所拖欠的地租在次年1921年、1924年和1925年归还，则借主要为拖欠的地租所支付的利息率分别为：25.8%（16.15%×160%）、25.3%（16.15%×157%）和34.7%（16.15%×215%）（160%、157%和215%分别为1921年、1924年和1925年价格上涨指数）。这一利率水平同样略高出当地其他贷款利率的水平。我们再将这一利率与借主的机会利息负担比较，即如果借主在拖欠地租的当年借债还债，借债所要付出的利息，我们假定其当年的机会借贷利率为16%（典地信贷名义利息率水平），则机会利息负担分别为：18.7%[16.15%×（1+116%）1]，21.5%[16.15%×（1+116%）3]和25%[16.15%×（1+116%）4]。在欠租制度下，在1920年代早期这一市场背景下，借主最终为欠租支付了比机会成本更高的利息。但是，通过这一假定计算，我们可以看出，在现行的欠租制度下，借主是否会为欠租支付更高的利息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欠租的数量（q）、借主的机会借贷利率（i）、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pt/p0）和借主拖欠归还贷款的时间长短（t）这四个因素。同时，可以理解，即使在现行的欠租制度下，借主有可能会在日后负担更高的利率，在无力偿付利息的当年，借主也愿意采取拖欠地租的方式，而非借债还债的方式。在后者，无论日后经济形势好坏，借主都要支付一固定的利息（i），而在前者利息率的高低随日后的经济环境和农民的收入状况（pt/p0）而变动。只有当农民收入上涨时，他才会支付较高的利息。这种利息安排因此同样降低了农民的信贷风险。


  在典地信贷中，租息相抵制度和欠租制度因此实质上意味着在贷主和借主之间形成了一种风险分担（risk-sharing）的安排。一方面，采用固定实物地租的制度和允许农户欠租，意味着贷主分担了借主在面临价格风险、产量风险和其他家计风险时的信贷风险；另一方面，作为补偿，实物地租、归还欠租时按归还年的时价计价和“坐价”的制度，允许贷主在借主收入上涨时获得超额的利息收入，这意味着借主在收入上涨时，也分担了贷主的放贷风险（农产品价格下跌时的利息损失和借主拖欠地租下的潜在的机会投资损失）。


  在本章中，通过测算在这两个地区，典地信贷的实际利息率，我们初步考察了典地信贷在这两个地区所发挥的金融功能。我们的发现是，在杨家沟地区，典地信贷为当地农户提供了一种相对低息的长期消费贷款，在币值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典地信贷的年平均利率通常不超过14%，这一利率水平低于当地的其他贷款利率水平。典地信贷制度还降低了当地农民的信贷风险，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欠租制度降低了在灾歉年时的利息负担。我们的计算表明，在绝大多数年份，在灾年时，农民的利息负担不会超过14%。第二，固定实物地租的制度降低了在平年和丰年，市场价格下滑所带来的收入和信贷风险。在不发生严重的灾歉年时，典地的平均年利率只有10%，甚至低到10%以下，这节省了借主的实物支付，增加了农民的实物剩余和储蓄，从而有利于他们在日后克服产量风险和最终偿还贷款。在寺北柴村，典地信贷帮助当地农民度过了20世纪上半期两个十分困难的时期，典地信贷尤其为当地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提供了固定生产投资贷款，这有利于农户抓住商品化所提供的增加收入的机会，提高了农户长期收入的能力。在寺北柴村，固定实物地租制度和欠租制度构成了一种借主和贷主之间风险分担的安排。在出现严重的产量波动和价格波动时，农民可以降低部分利息负担，典地利率这时会降到14%甚至以下，这一利率水平显著低于当地同期的其他贷款利率水平。作为对贷主的信贷补偿，在农产品价格上涨，收入和资产价值增加时，农民要负担较高的利息率，这包括常规的地租利率，也包括补纳拖欠地租的利率。年利率这时会高到25%，甚至30%以上。按照农民收入和支出的波动，均匀不同年间的利息负担的安排降低了农民的信贷风险。


  第7章
典地赎回规律和典地转为卖地规律：对典地信贷功能考察2



  评价典地信贷的功能，不仅要考察典地信贷的绝对利率水平，观察相对于同期的其他贷款方式，典地信贷是否构成了一种“高利贷”，而且还要考察相对于当地农民的偿贷付息能力，典地信贷利率是否过高。如在杨家沟地区，在币值基本稳定时，平均年利率通常不会超过14%，在平年或丰年时，典地利率会进而低到10%，甚至10%以下。在寺北柴村，在市道或年景不好时，典地信贷利率会降到14%—16%，甚至低于14%，这些利率水平都低于当时当地的其他贷款利率水平，同中国同期的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贷款利率相比较，也属比较低廉。但是，它们有可能还是超过了当地农民的剩余和偿贷付息能力。第二，无论在杨家沟地区，还是在寺北柴村，我们都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按照典地制度安排，典地信贷的货币利息率会高出当地的其他贷款利率。在杨家沟地区，该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当地出现严重的货币贬值时。这时，典地的货币利息率会高达年利率30%，甚至40%以上。在寺北柴村，物价上涨，尤其是棉花价格上涨，提高了这时典地信贷的货币利率水平。同样，典地利率这时会高达25%，甚至35%的水平。那么在这两个地区，农民负担这种高利率的时间有多长？高利率的支付是否拿走了当地农民大部分的新增货币剩余？典地赎回的规律这时如何？高利率是否严重地延缓了当地农民赎回土地的时间？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判别典地信贷的功能时所需要回答的问题。在本章中，我们通过考察典地赎回和典地转为卖地的规律，进一步辨别典地信贷在这两个地区所发挥的金融功能。本章共分为两个小节，第一小节我们考察在杨家沟地区典地赎回和典地转为卖地的规律；第二小节我们考察在寺北柴典地赎回和典地转为卖地的规律。最后，我们总结在全章的发现。


  7.1
杨家沟地区典地赎回和典地转为卖地的规律


  在《张闻天报告》中，根据账簿材料，汇总了1884—1941年衍福堂马氏地主所有典地赎回的情况。我们利用这一数据分析在不同的经济形势下，典地赎回和典地转为卖地的规律，即在什么情况下，当地农民有能力负担现有的典地利率水平，支付利息和偿还贷款本金，赎回典地；在什么情况下，当地农民没有能力负担现有的利率水平，典地交易延续，或者转为卖地。原统计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错误，在反复对照《报告》中其他相关材料的基础上，我们对该数据做了一些修正184。同时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调整了典地赎回的汇总分期，新统计数据见表7.1。


  观察表7.1，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重要发现：


  第一，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来看，更具体地说是在1884—1941年这一历史时期，典地转为卖地的数量并不是太大，占总出典土地的1/5—1/4，这其中还包括了马氏地主自身所典出而后又转为卖地的土地数量（后面马上会有解释），真正由农民所卖出的土地比例会更小。反之，赎回土地的比例则很大，高达65%—70%。我们下面更进一步地分析在不同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典地赎回和典地转为卖地的规律。


  第二，根据我们在上一章的计算，在发生比较严重和比较频繁的自然灾害时，典地信贷利率大致在14%，或者略微超出14%的水平。表7.1的统计表明，当在十年内出现了连续两次的连年荒年时，如在1884—1902年这一时期，现行的典地利率看来开始明显超出当地农民偿贷付息的能力，农民无力支付利息，需要新的贷款，欠租（息）不能填补农民新的贷款需求，典地这时有相当一部分会转为卖地。在这一时期，卖地率达到近30%。另一方面，即使在这一灾害背景下，没有转为卖地的典地依然占到了绝大多数，占总典地的70%以上。这意味着，拥有这些典地的农户还有机会在日后年景好转时，如在1903—1911年这一时段，赎回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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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当出现在当地，中等灾情的灾害序列时，如在十年内发生一次歉年和一次连续两年的大荒年，在1922—1935年这一时期，这时，农民很少能赎回典地。在这一时期，典地赎回率仅有20%，同时，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货币贬值是这些典地能够赎回的主要原因。在1922—1935年期间，制钱贬值达到400%。一些原以制钱为交易货币的典地，这时可以非常容易地赎回。表7.1的统计还表明，在这一时期，典地转为卖地的亦很少。卖地率这时虽然也有18%，但是，根据《报告》中的材料，在这一时期马氏地主所买进的土地主要是本族地主的土地185，即农户在这一时期少有卖地。大部分典地交易这时延续，交易延续的典地占到了这一时期总典地的60%左右。我们下面通过考察这些典地典进的时间，进一步推断典地不能赎回的原因。见表7.2。



  
  表7.2 1922—1933年典地典进时间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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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以前当地以制钱为货币进行典地交易。在1922—1935年期间，出现剧烈的制钱贬值，在1922年以前所出典的土地到1935年年末应有大量已经赎回。即在1935年年末所滞留的566亩典地中，应该主要是在1923—1933年期间所出典的土地。这些典地不能赎回的基本原因，看来是由于在有限的时间内，还不能实现以丰补歉，偿还欠租和归还贷款本金。1924年当地发生歉年，这时农民很可能会拖欠部分地租，如果在1925—1927年这三年间农民没有能够偿还欠租和攒齐借款本金，到1928年和1929年，当地爆发连续两年的大荒年，农民又需做更多年的储蓄，才有可能偿清欠租和归还贷款本金。根据我们在上一章的测算，在这种灾害水平下，典地信贷的利息率在14%左右。这说明在灾情程度中等的经济背景下，当地农民基本有能力支付利息，欠租这时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民新的贷款需求，典地这时很少转为卖地，但是在三五年内，剩余不足以积攒够借款本金，农民需要一个更长时间的以丰补歉，才有可能偿还贷款，赎回典地。


  第四，表7.1的统计表明，当灾害发生比较和缓时，如在十年内只出现了两次歉年（1903—1911年），或者一次荒年一次歉年（1912—1921年），这时，农民可以大量赎回典地。典地赎回率这时高达40%—50%。在这种灾害背景下，典地信贷的利息率在10%—14%。即当灾情比较和缓时，很多农民不但有能力负担每年10%—14%的利息，而且家庭中的剩余还够攒齐借款本金，赎回土地。


  第五，货币贬值对出典土地的农民有积极影响。货币贬值提高了农民赎回土地的速度，在发生货币贬值时，农民虽然会负担较高的货币利息率，但是这一时间是短暂的。表7.1的统计显示出，在1940年代初，当发生剧烈的货币贬值时，衍福堂马氏地主所典进的土地几乎在顷刻间被赎回一空，赎回率高达近80%。从1910年代中期开始，在杨家沟地区，制钱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贬值。如果我们合理地假定，在1921—1935年所赎回的典地均为制钱交易下的典地，那么到1930年代中期，1921年以前所出典的土地有80%[（357.5+198）/682.7]亦被赎回了。大约有20%[（350.2-198）/682.7]（见表7.2）的典地在发生较长时间的货币贬值后，仍未被赎回。欠租可能是这些典地滞延不能赎回的一个原因。这意味着，如果借主没有对这些典地进行找价，他们要在较长时间内为这些典地支付相当高的利息率。


  对典地赎回和典地转为卖地的规律的分析表明，在杨家沟地区，相对于当地农民的生产剩余和偿贷能力，现行的利率水平不是很高，即没有高到绝对超出农民的偿贷能力的水平。当灾害发生得比较和缓时，农民可以大量地赎回典地，当灾情程度中等时，农民基本有能力负担利息，典地在通常情况下不会转为卖地。农民这时有机会通过更长时间的以丰补歉和等待好年景的到来，攒齐借款，赎回典地。但是，现行利率水平亦不是十分低廉，当短期内出现两次连年的大灾年时，约30%的典地便会转为卖地。同时，在现行的利率水平下，中等程度的灾年发生就足以使典地交易长期延续，这样若偶一遇比较严重的灾年，典地便有可能要转为卖地。


  20世纪以后，米脂县的灾害发生进入一个相对和缓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当地没有在短期内爆发过两次连年的大灾荒。根据我们的估算，在进入20世纪以后，马氏地主家族的土地积累便已基本停滞186，土地买卖大多是发生在地主家族内部，而非地主和农民之间。在19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这半个多世纪里，根据袁林（1994）的长时段历史研究和米脂县灾害发生的各种历史记载，这半个多世纪为整个陕北地区，也包括米脂县，灾害发生异常活跃的时期。进入1830年代以后，到1840年代这二十年间，几乎年年有灾。紧接着，1866—1869年这三年的回民起义严重打击了陕北各县的生产和商业，几乎摧毁了陕北多年所建立起的仓储制度187。19世纪70年代初，左宗棠西征新疆，米脂县地处西征线路之一，差徭负担十分沉重188。1876—1879年更是发生了数百年罕见的，清代西北第一大旱灾189。1880年代灾害发生稍微和缓，但是1890年代又爆发了两次连年的大灾荒。正是在这一灾害背景下，马氏地主家族和米脂县的其他地主群积累起了大量的土地。在米脂县，在清代中后期地主集团的兴起因此在更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一时期各种灾害的极端严重性，而非“高利贷”恶化了小农的处境。在这一时期，陕北各县人口死亡严重，大量人口逃离外乡，土地大量荒弃190。这时，农民如果能够通过卖地及在卖地后，勉强在当地继续定居、生产和生存下去，无疑已是众人所企及的“好运”了。



  
  1851—1941年杨家沟马氏地主家族财产（典地和买地）增长时期推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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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寺北柴村的典地赎回和典地转为卖地规律


  在惯行调查中，没有搜集租簿材料，我们因此不能如上一节一样，确切计算在寺北柴村不同时期典地赎回和典地转为卖地的比率。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只能利用一些零碎的访谈材料和数据进行估计和推算。


  在上一章的计算中，我们发现当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农户要负担较高的年利率和为拖欠的地租支付较高的利息。这种高利息支付，是否拿走了在农民收入上涨时新增加的大部分剩余，推迟了农民赎回典地的时间，这是我们在考察当地的典地赎回规律时，第一个关心的问题。


  在典地信贷中，存在着两种制度安排，可以降低在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农民所实际负担的利息率。一种是“转典”制度安排，另一种是“找价”制度安排。在商品化发达的地区，农产品价格上涨通常会带动土地价格上涨，在借主原出典土地价格和现典地价格之间因此出现差额，这时，农民可以另外出典一小块土地，赎回一大块土地，或者干脆将现典地转典，亦可赎回部分典地，这是转典制度。转典既降低了利息率，又赎回了部分土地。“找价”制度是指在原典地价格和现典地价格之间出现差额时，要求提高典地价格，到新典价的水平，找价后，该块典地的利率回落到当地名义典地利息率的水平（16%）。三个因素会限制借主采用“转典”或“找价的方法”。第一个因素是赎回权制度。在典期内，借主没有赎回土地的权利。因此不能“转典”，这时借主通常也很难争取到贷主同意其找价请求。第二个因素是市场状况。无论是转典还是找价，一个关键的条件是借主能否在当地的典地市场上找到新典主。典地市场的活跃状况决定了转典和找价的发生数量。第三个因素是交易成本。在转典的方式下，主要有两项成本。第一项成本是达成新典地交易的交易费用，如中人费用、契税费等。在栾城县，该项交易成本非常低廉191。第二项成本是赎回权成本。典期制度限制了借主在一段时间内（当地通常为三年）不能赎回新出典的土地。这意味着，在转典后，借主必须为某一借款支付满三年的利息。赎回权成本在农产品价格平稳和农民预期他在两三年内不能赎回土地时，限制作用不大。但是如果农产品价格呈上涨的趋势或者农民预期他在短期内可以赎回土地，则构成了一项严重的成本。这时农民会比较转典的成本和忍受现出典土地高利息率的成本。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越大，即后一项成本越高，农民越会选择转典的方式；反之，如果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比较小，即应缴利息率没有上涨得过快，或者借主判断他在一两年内有能力依靠收入和储蓄赎回土地，那么他越可能会宁愿维持现典地交易，支付短期的稍高的利息。“部分赎回典地”的方法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转典。在“部分赎回典地”时，农民等于将典地按照新典地价格再出典给现典主。“部分赎回典地”的方法省却了在转典时的两项交易成本。能否成功地争取到贷主同意部分赎回土地，取决于典地市场的活跃状况和贷主与借主之间的私人力量对比（见后面9.3节的讨论）。“找价”在本质上是一种增加借款的行为。个案材料显示出，农民只有在有新的贷款需求时才会诉之找价的方法，而不会仅仅为了降低现典地交易的利息率，就增加新的借款。


  结合在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当地农产品价格变动的时序和当地典地市场的状况，我们判断，第一项因素所发挥的限制作用最大。在20世纪上半叶，栾城县农产品价格上涨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17年到1920年代中期，第二个时期是在1937年以后。这两个时期恰恰紧连着当地两个经济最困难的时期—1917—1920年和1932—1935年，在这两个时期，出典土地的数量会比较大，这些出典的土地，在紧随其后发生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在三年内不能赎回。借主这时因此会负担较高的利率。其他时段所出典的土地，如在1917年以前或者1930年代初以前，可以诉诸转典或找价。第二项因素和第三项因素是有紧密联系的。在寺北柴村有比较活跃的典地市场（见后面9.1节的讨论），转典、部分赎回和找价的现象从村民和城镇贷主两方面的访谈中都得到印证，非常常见192。第二项和第三项因素的限制作用肯定存在，如转典和部分赎回土地两种办法并存，说明当地农民经常不能争取到部分赎回这一更有利的赎回方式，但是这两项的限制作用不会太大。


  在上一章的计算和分析中，我们还指出，在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借主还会为欠租支付较高的利息。没有方法可以降低这部分的高利息支付。在出现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借主所拖欠的地租数量越大，借主这时的利息负担即越重。在栾城县，恰恰在发生农产品价格上涨前，均刚经历了经济严重困难的时期，农民很可能会有相对多的欠租，这时，较重的利息支付使他们不能很快地偿清全部的利息和本金，赎回土地。欠租坐价还缩小了原典价和新典价间的差额，从而限制了转典和找价的发生。欠租造成相对多的典地不能尽快赎回，在惯行调查中，被访谈的村民多次向访谈员申诉了这一困境193。


  一方面，无论受哪一种限制因素的影响，借主这时都要付出较高的利息率，年利率25%，甚至30%以上；另一方面，尽管存在着这些诸多限制因素，但这些因素的影响看来都是短暂的，不过一两年或两三年的时间，随着农产品价格保持较高的水平或者继续上涨，通过转典和找价，农民可以大量地赎回典地或者降低现典地的利息负担。这一点也从访谈材料中得到证实。村民向访谈员指证，在1926年、1936年和1941年出现农产品价格剧烈上涨时，农民有大量赎回典地194。我们对寺北柴村现有典地出典时间的统计（见表7.3）亦证明了村民的这一介绍或回忆。表7.3表明，在1926年以前所出典的土地，到1941年几乎已经全部被赎回了，现存典地主要是1926年以后所出典的土地，其中又有40%的典地为近五年出典的。1930年代上半期为当地农民经济相当困窘的时期，典地数量会比较多，但是1926—1936年所出典的土地，到1941年数目并不太大，这暗示在这期间所出典的土地可能有相当部分已经赎回了（或者转为卖地）。1937年以后所增加的典地，据当地农民解释，有相当部分是为了赎回原出典的土地，即出典一小块土地，赎回一大块土地195。表7.3的统计还表明，在寺北柴村，典地长期化的情况并不严重。



  
  表7.3　寺北柴村1941年现存典地出典时间分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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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惯行调查III，第177—186页统计。






  在农产品价格上涨、收入增加时，农民有可能会被延迟赎回典地，但是卖地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了。在经济困难（如1917—1920年或1932—1935年）或经济停滞的时期（如1910—1916年或者1926—1931年），典地信贷利率虽然不高，但是是否依旧超过了农民的付息能力，支付利息因此进一步恶化了农民的经济处境，结果是等不到经济高涨、收入增加的时期来临，便要出卖土地。这是我们在考察当地典地赎回和典地转为卖地的规律时第二个关心的问题。


  在惯行调查中，没有卖地农民及其这些卖地农户在出卖土地时家计状况的系统调查材料。在附录3中，利用继承财产、每次卖地亩数及卖地地块这三部分的材料，我们对寺北柴村卖地农户的特征进行了推断。结果发现，在寺北柴村，在我们所研究的历史时期，是所有土地在40亩以上的经营地主和比较富裕的农户在卖地，这些农户卖地率高，他们卖出的土地占到了全村全部卖地的50%左右。所有土地在10亩以下的农户不但卖出土地的总量有限，而且卖地率在所有阶层中亦是最低的，不过10%。按照“风险—高利贷”的解释逻辑，比较贫穷的农户收入水平和家庭剩余水平最低，他们的经济风险和信贷风险最高，高利贷最先腐蚀和打击的是这些农家的经济，他们的典地因此最先和更多地会转为卖地。那么怎样解释在寺北柴村所出现的这种卖地农户特征？这种卖地农户发生是纯然的偶然性，还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在惯行调查中，搜集和记录了一些卖地农户的个案，我们下面通过分析这些个案，尝试给出一些解释和回答。


  个案1：非农生产投资失败、分家纠纷与土地财产流失—经营地主张乐卿家个案。


  在调查期间，张乐卿为寺北柴村最大的经营地主，共有土地87亩。根据调查材料，在1910年代到1940年代期间，张家共卖出土地110余亩。我们将张家土地流失的过程和原因制成表7.4。


  观察表7.4，我们可以发现，张家土地流失集中在1930年代中期。三个原因决定了在这一时期张家严重的土地流失：第一，非农生产投资失败提高了张家的资产负债率。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张家采用借贷的方式进行商业投资（在县城开酒馆），投资失败，到1930年代初，张家的资产负债率达到近90%的水平。第二，恰在这时，张家又在数年内连续发生了若干起大额风险事件，如家畜死亡、投资家庭饲养业失败等。但在其中耗资最巨的是四笔家庭意外消费支出。这些意外消费支出看似是丧事费用，但是根据访谈材料，丧事之所以耗资颇巨主要原因不在于为了维持当地社会或文化规范所要求的“体面”，而是丧事事件中纠缠着分家纠纷，后者大大提高了丧事的费用196。第三，若干笔大额的经济或家计风险并发在当地发生严重的市场衰退时期（1932—1935）。市场衰退一方面显著降低了张家的主要家庭收入—农业收入；另一方面，一个更重要的影响是，张家的土地资产贬值。根据访谈资料，在这期间，张家曾向典进其土地的城镇贷主要求找价，但是因为当时地价下跌，贷主坚决拒绝197。在尝试各种办法（未负债的土地数量有限、找价被拒绝），均无法筹借到满足当时的支出所需要的款项后，迫不得已只得大量出卖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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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2：“人力资本丧失型”风险与家庭土地资产流失。


  在第5章，分析农家经济风险时，我们区分了两种丧事性风险，一种风险我称之为“文化消费性风险”，在这种风险中，去世者是家中的年长者，其子孙成年已久；第二种风险，我称之为“人力资本丧失型”风险。在这种风险中，去世者是家中的主要成年劳力，其子孙尚未成年或者少不管事，父辈尚没有充分的时间将其各种人力资本传递给下一代。在表7.5中，我们便汇集了发生了后一类风险的四家农户。观察表7.5，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家庭原本土地资产比较多，是乡村中家境相对富裕的农户。但是在家庭人力资本遭受严重损失后，家庭收入能力突然出现持续性的降低，如在第一个事例中，直到调查年间，该家庭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都要显著低于村内的其他农户198，根据该村民自身的讲述，在1930年代中期，由于缺乏劳力，有两年甚至完全不事农业生产，在这两年，家庭完全没有收入199。在第三个事例中，由于缺乏劳力，王家在出典土地后，自动放弃对土地的耕作权200。与此同时，为了补充和恢复家庭所欠缺的人力资本，这些家庭还经常需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如通常来说，在市道或家计不好时，农民会推迟举行婚礼201，但是以上这些家庭却赶着给家中年龄尚不很大的男子成亲。有村民向调查员解释，“这是因为家中缺少劳力”202。这种收入一减一增之间，家庭收支很可能出现差额，因此要借贷。在通常情况下，比较富裕的农户偿贷付息能力会比较高，但是这类农户由于家庭收入能力突然出现显著和持续性的降低，偿贷付息能力会较差，在家庭收入能力未恢复前，很可能需要不断借贷。土地资产是这时这些家庭中最重要的信贷和收入来源。土地资产升值有利于这些农户度过家庭人力资本的再生长期，如单位土地可以获得更多的借款，或者通过找价获得新的贷款，土地资产贬值会恶化这些农户的举贷和收入能力。在1930年代上半期，棉花价格下滑导致土地资产出现严重贬值（67%），同期粮食等消费品价格反而略有上涨，结果是，在1930年代中期，当地出现市场衰退的晚期，这些农户大量卖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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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只是几户事例，但是这几户农家共卖出了大约两百亩土地，占到了寺北柴村全部土地流失的40%（200/500）。以上这几个事例揭示出，这些农户典地大量转为卖地，不是由于利息支付超过了其常规的收入能力，或者利息支付拿走了其全部家庭剩余，出现典地转为卖地的关键原因，是在短期内接连出现一些超常规的大额支出，如在张乐卿个案中，或者家庭收入能力突然出现剧烈的和持续性的降低，如在第二类事例中，从而导致收入和支出之间出现巨大的差额。在论述风险和小农破产之间的关系时，黄宗智认为这种“大额家计风险”更主要地和更频繁地发生在贫困小农这一阶层。产量风险和市场风险是导致这种大额家计风险的主要原因。在第5章，分析栾城县农民经济风险时，我们已经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和相对较高的生产剩余决定了当地农民所面临的产量风险并不高，便利的交通条件则有力地降低了可能的价格波动，在栾城县，在20世纪上半期，只出现过两次严重的产量风险和价格风险—1917—1920年和1932—1935年，没有大额产量风险和价格风险连发的情况。大额家计风险在当地主要是存在于生产投资失败，尤其是非农生产投资失败、各种农家纠纷（如分家纠纷或土地财产纠纷）、人力资本损失等这些风险事件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比较富裕的农户主要面对的是一些大额家计风险，相对比较贫穷的农户则更主要的是面临产量波动、市场波动等这些小额家计风险203。小额家计风险的发生特点是风险金额比较小，即农家当年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额比较小，但是风险发生频率比较高。比较贫穷的农户家庭生产剩余有限，小额家计风险会显著影响到其当年的付息能力。借债还债，债滚债也有可能使这些农户在出现收入上涨的机会之前，累积负债过高，不得不出卖土地。在典地信贷中，通过调节在不同年间的利息负担，租息相抵的制度和欠租制度恰恰起到了降低这种小额家计风险的作用。在租息相抵和欠租制度下，农民的实缴利息率看来没有严重超过这些贫困小农的付息能力，在寺北柴村，贫困小农的典地因此很少转为卖地。典地信贷因此对当地的贫困小农发挥了比较有益的金融功能，它帮助这些农户度过了一些暂时困难的时期，熬到收入和经济形势好转的时期，典地信贷还有可能为这些农户提供农业生产投资贷款，抓住商品化所提供的增加收入的机会。


  租息相抵的制度和欠租制度对降低农户的大额信贷风险作用不大。有限的利息负担的调整对于填补在收入和支出之间所出现的巨大差额贡献不大。当发生大额家计风险时，农户通常只能再借新款。比较富裕的农户土地资产比较多，家庭生产剩余比较大，付息能力较高，大额家计风险并不必然会导致这些农户卖地。但是如果在短期内频繁发生了多项大额风险支出，或者其家庭收入能力突然发生显著降低，或者土地资产贬值，降低了这些农户的融资能力，则卖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这是在1930年代中期，寺北柴村比较富裕的农户大量卖出土地的原因。


  在本章中，通过考察典地赎回和典地转为卖地的规律，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典地信贷在当地所发挥的金融功能。我们发现，在杨家沟地区，现行利率并没有高到超出农民的偿贷能力的水平。在灾害发生得比较和缓时，如在十年内只发生了一次荒年，一次歉年，农民可以大量赎回典地。当灾害发生得不是过于严重时，如在十年内出现了一次连年大荒年和一次歉年，农民基本有能力负担现行的利率水平，典地这时通常不会转为卖地，但是农民的剩余这时不够偿还借款本金，他们需要一个更长时间的以丰补歉和等待好年景的到来赎回典地。当发生异常严重的灾害时，如在十年内出现了两次连年的大荒年，这时，大量典地会转为卖地。在米脂县，形成高度的土地集中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高利贷超出了农民的偿贷能力和拿走了农民全部的剩余，而是由于在19世纪中后期，当地遭受了罕见的自然灾害和各种人为灾害的打击。在寺北柴村，对卖地农户的阶层分析表明，现存的典地利率水平看来没有超出当地比较贫穷的农户的付息能力，租息相抵的制度和欠租制度有效地降低了这些农户的信贷风险。赎回权制度、典地信贷市场状况和欠租制度推迟了在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农民赎回土地的时间，农民这时因此要付出较高的利息率，贷主这时拿走了相当一部分商品化所带来的新增生产剩余，但是这一影响是短暂的，在一两年或两三年的时间里，当农产品价格继续上涨时，农民可以大量赎回典地。在寺北柴村，似乎经历了一个典地大量赎回，再典出，然后再赎回的往复的过程。典地交易长期化的现象不是很严重。在土地资产贬值时，在当地一些比较富裕的农户中，出现了一些大额家计风险，这是寺北柴村有大量典地转为卖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8章
市场环境与信贷制度选择：对典地制度选择讨论1



  典地信贷是一种制度选择。制度选择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在该选择下，投资者可获得更大的收益。“高利贷”的观点认为获取垄断利息收入和最终夺取农民土地是城镇贷主选择典地放贷的两个基本动机。“信贷保障论”的观点则认为，城镇贷主之所以选择典地放贷的方式是因为相比其他信贷制度，如土地抵押制度，典地制度为贷主提供了更大的信贷保障。在前面诸章的讨论中，对名义利息率和实际利息率的计算、对典地赎回规律的考察及对欠租制度的揭示都对以上这两种解释提出了有力的质疑。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杨家沟地区和寺北柴村，贷主之所以选择典地制度是因为通过整合（linked）典地信贷与其他经济活动，贷主可以获得更大的整合经营利润。经济环境（economic environments）和贷主在其他经济活动中的能力优势（human capital endowment advantages）决定了整合经营的盈利机会及整合经营的方式。本章共分为三个小节。在第一小节，我们讨论和分析经济环境为整合经营方式所提供的盈利机会；在第二小节，我们说明在这两个地区不同的整合经营方式对典地信贷制度的影响；在第三小节，我们简单讨论决定农户贷主采用典地制度放贷的因素。


  8.1
市场环境与典地信贷制度选择


  在米脂县，粮食市场的基本特点是：在平年时交易稀落，无论是到市场上出售粮食者还是购买粮食者都很少，粮价平稳甚至低落；在出现荒歉年时，到市场上购粮者增加，粮食交易活跃，同时粮食价格暴涨。在这种市场环境里，从事普通的商业运输和组织活动所能获得的利润会很小，但是，它为从事粮食投机生意提供了巨大的盈利机会。这种市场环境还决定了，商人需要结合放贷活动（credit-cum-grain speculation），才有可能抓住这种盈利机会。采取普通的商业经营的方式，在市场上设铺面或商业机构收购粮食：第一，非常有可能购不到足够数量的粮食。由于灾害频繁，当地农民有储粮的习惯，在平日，农民只在需要购买其他物品时才出售粮食，并不会因为某年某时当地粮食市场上粮价偏高便售粮。商人因此非常需要结合放贷的方式从农民手中控制到投机商品（粮食）。第二，有可能会付出较高的成本，这包括直接购买成本，也包括日常营运的成本。在米脂县，在民国初年，粮食流通的基本渠道是：农民很少去集市上售粮，众多的小商贩活跃在集市和乡村及集市和集市之间。这些小贩从农民手中购得粮食后，再贩卖到集市上出售。在米脂县的各集市之间及邻近各县的集市之间形成了一个完全竞争的、整合的市场。某一市场价格稍高，小商贩便将商品搬运到该集市出售。集市间的价格经常波动，但是差价和利润很小204。这时，如果某一商人在某一集市提高价格收购粮食，很快便会在各集市间形成价格循环上涨竞争的局面。在交易量有限的情况下，常年设铺面收购经营，还有可能营运成本大过收益。根据1930年代和1950年代初（回忆性材料）的商业调查，在民国初年，全县没有一家专营粮食的粮店205。粮食交易主要是在集市上小贩和小贩之间，或者在当地招待过路行商的骡马店内进行206。


  在米脂县，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环境背景是，农业产出和农业收入具有高度的波动性，生产剩余极其有限，因此农民的偿贷能力具有高度的波动性。这意味着，采取短期贷款与粮食投机相结合的方式，如要求借主每年如约用粮食偿还借款和利息，贷主可能会面临着很高的信贷风险和执行成本。在短期商业贷款中，商人—贷主需要在当年如约收回贷款，有两点原因：第一，获得农产品，投入当年的商业流通和买卖盈利；第二，秋后为商业经营旺季，商人需要大量的流动资本。收到的农产品在售出后，换得货币，还可再投入商业买卖生利。不能按时收回贷款，贷主不仅会有贷款利息损失，而且还要有资金的机会使用成本的损失。在一个商业活跃、市场交易量大的地区，后一项损失会很大。在米脂县，在平年时，市场交易量很小，商业资金的机会使用成本很低。在平年时，贷款投资的机会亦有限，及早收回资金，可能并没有什么太好的用途，反而使资金闲置。高信贷风险和执行成本及资金的低机会收益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了，当地商人没有采取一种短期贷款和粮食投机活动相结合的方式，而是选择了结合信贷、粮食投机和土地租佃这三种活动的整合经营方式（credit-cum-grain speculation-cum-tenancy）。具体地说，即是向农民发放贷款，典进土地，然后将典地出租给借主租种，要求借主每年缴纳实物地租作为利息，然后在每年收取上租粮后，并不马上出售，而是加以储藏，待荒歉年粮食价格暴涨时，大量抛售盈利。在整合土地租佃活动时，在第6章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固定实物地租制度和欠租制度调节了农户在不同年间的利息负担，降低了农户的信贷风险，稳定了农户的长期生产能力，这进而保障了投机商品—粮食的供给，商人—贷主因此可以抓住当地粮食投机的机会，牟取巨额的利润。在整合放贷、土地租佃和粮食投机下，贷主的收益这时不再是我们前面所计算的典地信贷的利息率ri×pi，而是ri×pj。pi为收缴地租当年的粮食价格，pj则为粮食售出年的粮食价格。整合经营使贷主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息收入。


  栾城县具有不同的经济环境。栾城县为商品农业十分发达的地区。每到秋后棉花收获季节，棉花被大量组织运出，市场交易量大，流动资本的需求高207，组织购销、加工（棉花去籽）、打包、运输等流通环节的利润构成了商业利润的主要来源。投机利润很小。棉花的物理属性和市场条件共同决定了这一特点。棉花为不易储藏的商品，储藏数月后，棉色受潮变黑，因此棉花通常不能跨年出售牟利。在栾城县，中短途棉花输出完全靠外商资本。外商每年9—12月间到当地收购，这期间，棉花被大量输出，棉价最高，新年以后，外商撤走，大规模的棉花输出中止，当地棉花交易零落，棉花价格转向低平，因此，在当地棉花也很少能通过季节性的储藏盈利208。没有良好的储藏设备，储放后的棉花棉质下降，也是春季棉花价格鲜少高出的一个原因209。在当地的粮食市场中，较高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发达的交通运输条件共同决定了粮食价格的年际波动和季节波动亦十分有限（见本书5.2节）。资金的高机会成本和低投机盈利因此共同决定了，采用典地放贷与商业活动相结合的方式，这时对商人不再有利210。商人在这时所损失掉的资金的机会收益很可能要大于典地放贷这时带给他的投机利润211。在寺北柴村，调查材料表明，城镇贷主在典地信贷中，并没有积极地整合农产品销售或加工等经济活动，贷主在收取到租粮后，只是简单地拿到集市上出售，换取货币价值212，即在当地，典地贷主主要结合的是信贷和土地租佃（credit-cum-tenancy）这两种经济活动经营213。


  在栾城县，经济环境为结合放贷与土地租佃这两种经济活动提供了整合盈利的机会。栾城县是一个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较高、农业产出比较稳定的地区。当地农民的剩余较多，地主的地租收益因此有比较大的保障，棉花价格上涨更为地主带来了增加地租收益的机会。在典地信贷中，通过整合信贷与租佃活动，与佃户达成某种风险分担的机制（固定实物地租制度和欠租制度），贷主获得了分享这一上涨的土地收益的权利和机会。整合租佃活动使贷主最终有可能获得超出单纯的放贷活动的整合投资收益。在上一章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固定实物地租制度、赎回权制度、欠租制度和通常不允许部分赎回土地的制度等制度安排都保障了贷主可在短期内获得超额的利息收益。


  在杨家沟地区和在寺北柴村，典地制度的选择因此既不是由于贷主可从中获得更大的垄断收益，也不是由于贷主获得了更大的信贷保障，而是由于通过某种整合经营的方式，贷主可克服潜在的信贷风险，整合经营使得贷主有可能获得比纯粹的放贷活动更大的收益。在整合经营下，贷主虽然有很大的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但是这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在杨家沟地区，典地盈利的高低很明显，主要取决于荒歉年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出现连续几年的平年和风调雨顺之年，典地被陆续地赎回，粮食大量积压不能售出，求贷的人减少，典地经营便难以维济。1900年早期到1910年代中期这十余年，马氏地主便陷于了这种处境。当时，衍福堂所开办的三个从事典地放贷的字号均停业214。在寺北柴村，同样，如果在典地典入期间，没有发生农产品价格上涨，或者在出现农产品价格上涨前，农民便还清了欠租，则这时，贷主没有超额的利息收益。按照我们的计算，典地实际收益这时在年利率16%左右。


  8.2
信贷整合方式与典地制度安排


  在典地信贷中，不同的信贷整合方式和贷主的整合投资动机解释了典地信贷中的一些特定的制度安排。


  首先，欠租是典地信贷中的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安排。“高利贷”的解释认为，欠租是贷主维续现行的剥削关系的一种手段。贷主希望通过欠租阻止农民赎回土地，造成典地交易长期化。对欠租制度和赎回规律的考察否定了这种解释。如在杨家沟地区，贷主并不允许借主长期欠租，在灾年过后，借主要尽快补缴上拖欠的地租。在寺北柴村，在农产品价格上涨时，欠租确实推迟了典地赎回的时间，但是这一影响是短暂的。整合经营方式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两个地区，贷主均会容忍借主欠租（欠息）。在纯粹的信贷交易中，拖欠地租意味着贷主绝对的损失。但是在整合信贷制度下，通过整合经营，贷主可以将该损失变成一种更大的收益。如在杨家沟地区，在荒歉年拖欠的地租可以储放到下一轮粮食投机中盈利。在这种整合经营下，贷主和借主的风险形成了高度的异时性。当发生灾歉年，借主面临高信贷风险时，恰是贷主大获盈利的时期。贷主因此有能力不依仗借主的按时付息，维持和扩大投资经营（灾歉年时再典进土地）。在寺北柴村，灾害的共时性程度低，出现普遍的和大量的欠租情况比较少，零星的和个别的欠租到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可为贷主带来超额利息收入。


  其次，不同信贷整合方式解释了在两个地区，固定实物地租制度的差异。在杨家沟地区，当发生荒歉年时，粮食价格发生全面上涨，不同的粮食品种均具有投机价值，根据价格变动的幅度，贷主可以选择在不同的时点卖出不同的粮食品种投机盈利。在杨家沟地区，因此采取不严格的“实物”纳租制度。在寺北柴村，贷主的整合收益来自上涨的土地收益，不同的农产品（谷子和棉花）具有不同的价格上涨趋势，贷主因此要求借主执行非常严格的实物纳租制度。


  最后，不同的信贷整合方式解释了在两个地区，欠租制度的差异。在杨家沟地区，贷主是整合典地放贷与粮食投机活动，因此在归还欠租时，一定要偿还实物。在寺北柴村，整合经营收益主要是来源于上涨的地租收益，在偿还欠租时，贷主因此更喜欢借主将欠租按时价折价后，归还现金。这里读者可能会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贷主主要感兴趣的是获得实物地租的上涨货币价值，那么他为什么不干脆在达成典地交易时，就约定“折租”的制度？又何以到偿还欠租时，又特别要求借主“折租”缴纳？我们的理解是，交易成本造成了这种选择差异。采用折租的方式，在确定每年折价的价格时，地主和佃户之间有可能会发生摩擦。折租的发展因此经常需要伴随着地主收租能力的发展，如成立某种联合性的地主组织，利用这一组织的力量，统一每年折价时所采用的市价标准215。在寺北柴村，有限的收租能力决定了贷主采用实物地租的方式，以避免在每年协定折价时的交易成本，实物地租的制度赋予了其获得超额利息收益的合法性。在收缴常年的地租时，为了保障缴纳棉花的质量，在棉花收获季节，贷主每五到十天便会去收缴一次地租。在收缴欠租时，贷主不能确知借主每年会归还的欠租数量，而只能坐等借主每年所愿意补纳的数量。贷主对缴租质量的监督下降了。这时，借主经常试图以劣质的棉花充数还贷，在贷主和借主之间经常为缴纳欠租的实物质量发生纠纷216。缴纳实物地租的交易成本这时提高了，贷主于是转而要求借主在偿还欠租时折价缴纳。


  两个地区整合信贷方式的差异还决定了对欠租偿还时点的不同要求。在杨家沟地区，整合粮食投机盈利的关键是要在出现价格暴涨时，储存到足够数量的粮食。在灾年时，原囤积的粮食被大量倾出。灾年的发生是不确定的，新的灾年，即新的盈利机会随时可能发生，贷主因此需要在灾年过后立刻催讨欠租，以尽快补充上罄空的粮仓。在寺北柴村，通常总是在年景不好时，借主才会需要拖欠地租。贷主寄希望于在未来出现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可以弥补迟收到的利息的损失和获得超额的利息收益，因此并不急于催促借主还贷。


  8.3
农户贷主与“信贷—租佃”式的整合典地制度


  在前面两个个案中，我们识别出了城镇贷主整合典地信贷的两种类型，一种是整合信贷、土地出租和粮食投机三种经济活动，一种是整合信贷和土地出租这两种经济活动（credit-tenancy）。在第3章考察中国近代典地信贷市场的构成时，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典地市场是以农户贷主（farmer-cum-lender）为主体，农户贷主是最主要的典地放贷者。农户贷主在发放典地信贷时，通常会要求对典地的耕作权，在典进土地后，亲自耕种土地。因此农户贷主很明显采取的是一种整合典地放贷与农业生产活动（credit-farming）的整合经营的方式。


  不仅在中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亦发现有这种整合典地放贷的制度217。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在一些限制土地自由买卖的地区，农民不能通过直接购买的方式获得土地，通过典地这种放贷方式，贷主可以获得实质上的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权，典地因此是对不完善的土地市场的一种制度回应。典进土地的这时主要是一些农业耕作能力比较强，能够实现规模经营，希望扩大生产规模的乡村中比较富裕的农户。他们将这种典地制度归之为“credit-land”式的整合信贷制度218。


  在中国，到近代，民间土地买卖已很普遍。农民典进土地看来并不是由于他不能在土地市场上买进土地，而是由于当希望增加耕地面积时，不能在土地出租市场上租进土地。典地制度这时是农户所采取的一种整合放贷与租进土地的活动的经营方式。考察农户典地存在和活跃的原因就是要说明，为什么农户采取了典地这种方式租进土地，而没有采取从土地出租市场上租进土地的方式。在现有的文献中，我们没有发现有关农户典地的系统调查材料，在本小节，我们因此只给出一些假设性的命题，作为日后进一步考察和研究的基础。


  在理解农户的制度选择时，第一个很容易想到的答案是，农户选择典地信贷的方式是因为他不能在当地的土地出租市场中租到足够数量的或者适合耕种的土地，我们因此得到假设命题1和命题2：


  命题1：一个地区的土地租佃市场越不活跃，当地农民越倾向于采用典地放贷的方式租进土地。


  命题2：一个农户越难从当地的土地出租市场上租到足够数量的土地或者租到更适宜其耕作的土地，他越倾向于采用典地放贷的方式租进土地。


  在对其他国家的农户典地的研究中，学者们经常发现，从事典地放贷的是一些农业耕作能力比较强，具备规模经营的条件，乡村中比较富裕的农户219。在第3章，考察参与典地市场的农户构成时，我们发现，在中国近代，贫农和中农构成了典地的主体，这两个农户所典进的土地占到了农户全部典入土地的60%。我们理解这是由于贫农和中农通常自有土地有限，这些农户经常有租入土地的需求。但是，或者当地的土地出租市场总量供应不足，或者在土地出租市场上存在着种种对这些比较贫穷的农户的歧视（discrimination），他们因此不能从出租市场中租到土地。这些歧视包括：许多地主都更愿意将土地出租给比较富裕的、有更强的生产能力的农户耕种220。还有，在土地出租市场中，家族关系、长期的土地租佃关系等都会排除社区中的一些边缘群体进入市场竞争，比较贫穷的农户同这些边缘群体会有一定程度的吻合。在第3章的考察中，我们还发现，富农典入土地的总量虽然要小于贫农和中农，但是，他们每次典进土地的数量则要远远高于后者。财富、监督成本和在土地租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这三个因素共同决定了这一结果。比较富裕的农户家庭财富比较多，他们因此有能力一次典进数量比较多的土地。比较富裕的农户通常自有土地比较充分，雇工经营意味着他要考虑监督成本决定是否租进某一块土地。当典地市场中出现了在土地出租市场中少见的租进土地的机会时，如大块土地或者某种高质量的土地，这时比较富裕的农户会积极典进。小块土地容易增加其监督成本，如果可以较容易地从土地出租市场中租到这类土地，那么他们不会感兴趣采用典地的方式。


  农户偏向于典地信贷的方式也有可能是因为在典进土地时，他获得了更低的租金。在第3章中，利用近代的典价调查数据，我们估算，典地利率多在两分左右，低于同期的普通信贷利率。这意味着，在典地交易发生的当年，贷主所支付的土地租金应不会低于当地的地租水平。在典地放贷中，贷主获得了更低的租金，因此更可能是在典地交易延续的过程中，即在一段较长的租期内，贷主获得了较低的租金，我们因此得到假设命题3和假设命题4：


  命题3：一个地区的农业商品化程度越高，农产品价格越呈上涨的趋势，该地区的农户越倾向于诉诸典地信贷的方式租进土地，扩大农场面积。


  命题4：一个地方的土地出租市场竞争越激烈，地租因此越呈上涨的趋势，该地区的农户越会倾向于诉诸典地的方式租进土地，扩大耕地面积。


  农户在采用典地的方式租入土地时，要一次性地付出一笔较大的资金（典价），同时，他不能确定何时才能收回这笔资金。相比从土地出租市场中租进土地，贷主这时多出一项成本，即该资金的机会使用成本。我们因此得到命题5、命题6、和命题7：


  命题5：一个农户的贷款来源越多，越能获得利率较低的贷款，他越会在有典进土地的机会时，更倾向于将手头的资金投资于典地信贷。


  命题6：一个农户所拥有的盈利更大的投资机会越多，他越不倾向于典地这种长期贷款方式。


  命题7：一个农户发生必须性的和紧迫性的资金需求的概率越高，他越不倾向于典地这种长期贷款方式。


  在中国近代的一些访谈材料显示出，家庭闲余资金的机会成本确实影响了农户的投资选择。比较富裕的农户经常家庭中大额资金的生产投资性机会比较多，对其他投资机会和投资收益的期待有可能使他们放弃当前的某些典地投资机会，如在对在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的访谈中，访谈员曾向当地农民询问村内典地贷款稀少的原因，得到的回答是，“有钱的人都留钱直接买地，很少有人用于放贷。”221反之，比较贫穷的农户则通常手中较大数额的资金生产投资性机会比较少，有访谈材料指出，当比较贫穷的农户预计自己在短期内所能积蓄到的钱不足以用来买地时，他们会热衷于投资于典地，增加耕地面积222。另一方面，如果贷主有较多的廉价贷款来源，他则有可能借贷典进土地。如在北满调查中，在地主群中，有18%的借款是用于典进土地223。


  在第3章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在中国近代，绝大多数典地市场是以农户贷主为主体的典地市场。在这些典地市场中，典地率很低，典地信贷并不活跃。风险的共发性和财富限制是导致这种市场状况的两个重要原因。通过对典地整合经营方式的考察，我们又进一步发现，一个农户从租佃市场中租入土地的机会及资金的机会使用成本决定了他是否会热心于整合典地放贷的方式租进土地。比较富裕的农户对租进土地的质量要求比较高（监督成本），在当地的土地出租市场上更有竞争力，他们还有可能利用手头的资金从事其他的非农生产投资，这些都限制了乡村中比较富裕的农户对典地信贷的参与。乡村中比较贫穷的农户可能有不少会愿意用典地放贷租进土地，但是受财富的限制，他们活跃典地市场的作用会很有限。在商品农业发达的地区，耕作土地的收益提高，农民手中又有剩余，这时，热心于整合典地放贷与租地的农户增多，乡村内部的典地市场有可能会活跃。


  第9章
市场竞争、交易成本和私人控制力的发展：对典地制度选择讨论2



  在上一章中，我们讨论了典地信贷的整合经营方式对典地制度的影响。我们指出，在整合经营下，贷主有可能获得比纯粹的放贷活动更大的收益，这是贷主选择典地信贷方式的基本经济动机。整合经营还将拖欠的利息由一种绝对的损失转变成一种潜在的更大的收益，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典地信贷中，贷主会对欠租采取容忍的态度。但是，整合经营方式不能解释，贷主为什么不进一步提高价格，或者采取更严厉的制度安排，以消除贷主现在的经营风险，或者获得比现行的价格和制度安排下更大的利润？如提高名义利息率，会降低贷主的经营风险和增加贷主的整合收益。再如，贷主可以以撤佃相威胁，坚决不允许借主欠租，这同样降低了贷主的经营风险。在杨家沟地区，延迟缴付的租粮虽然可以储放到下一轮粮食投机中盈利，但是，灾歉年的发生是不确定的，如果贷主可以在灾歉年的当年就如约收到地租，马上投放到市场上出售，这当然对贷主更有利。在寺北柴村，如果在价格上涨前，借主就偿还了欠租，或者价格上涨的幅度不够高，贷主就不能补偿欠租的机会投资损失。最后，获得土地虽然不是贷主的基本投资目的，但是很多贷主可能会有兴趣最终获得典地的所有权，那么，在借主不能偿付地租（利息）时，贷主为什么不抓住机会要求借主出卖土地还贷？在本章中，通过对市场状况和交易成本的考察，我们进一步地讨论和分析决定现行的典地价格和典地制度的因素。本章共分为三个小节。第一小节，我们介绍杨家沟地区和寺北柴村典地市场的状况，然后讨论其对典地价格和典地制度的影响；第二小节，我们分析和讨论交易成本对欠租制度的影响；第三小节，我们介绍马氏地主家族对地方控制的形成，同时分析，在寺北柴村，当贷主不具备充分的私人控制手段时（personal enforcement），交易成本对其他一些制度安排的影响。


  9.1
典地市场


  竞争的市场有益于平抑物价，在垄断的市场下，垄断者则能提高价格。“高利贷”的解释假定了一个绝对垄断的市场，“金融有益论”的观点则认为，在乡村，典地市场是一个活跃的和竞争的市场。我们下面考察在杨家沟地区和在寺北柴村典地信贷市场的状况。


  （一）杨家沟地区的典地市场


  在米脂县，经济环境为整合典地信贷提供了巨大的盈利机会，这会吸引投资者从事典地放贷，典地市场因此应该活跃。但是，高度的市场分割（market fragmentation）限制了众多的贷主之间的竞争。根据调查材料，在米脂县，四大城居和乡居地主群并非散布在全县各地放贷，而是分别控制了居住地附近地区的典地放贷。如城居地主群主要向县城附近村庄放贷，刘家峁姜氏和高庙山常氏地主群分别控制了县东部刘家峁村和县中部高庙山村附近村庄的典地放贷，杨家沟马氏地主群则控制了位于县东南部杨家沟村附近村庄的典地放贷224。在杨家沟地区的典地市场中，马氏地主群处于高度垄断的地位。


  第一，市场分割虽然限制了城乡地主之间的竞争，但是并没有完全取消竞争。在米脂县，交通成本决定了只要在方圆40里内放贷，地主到佃户家收租就可一天来回，收租成本（collection cost）就不会过高。这暗示了在分割的市场之间会存在着一些混合地带。杨家沟村位于米脂县东南部，米脂县城、刘家峁村和绥德县的吉镇（当地重要集镇）分别位于杨家沟村的西部、北部和东部，三地距离杨家沟村均不超过40里，在一些混合地带，这三大地主群和马氏地主之间会存在竞争。


  第二，在马氏地主家族内部也很可能存在竞争。根据学者的研究，马氏地主家族的合作主要限于安全防卫和教育等方面225，至少现在还没有材料表明，在典地经营上，马氏地主家族采取了某些家族性的协调行动。Rawski（1986）认为，家庭活动（household activities）在马氏地主家族积聚财富的过程中发挥了首要的作用。这暗示了，在马氏地主家族内部可能会存在竞争。


  第三，在米脂县，调查材料表明，城居和乡居地主很少变动村外佃户，租佃关系有时会长达十年，数十年，延续一两代。在土地租佃市场中，租佃关系长期化和固定化的情况十分严重226。在买地市场上，地主握有乡村中最大数量的土地，土地买卖这时通常是发生在家族地主内部227。农民因此很难通过“租地”或“买地”获得土地。“典地”构成了当地农民获得耕作土地的一项重要手段。在米脂县，从事农业生产会面临很高的风险，有材料表明，当地比较富裕的农户在具备一定的资产规模后，会喜欢投资副业、运输业等行业。这些行业风险较小，同时投资回报较高。在当地，比较富裕的农户因此不是很热衷于典地投资228。比较贫穷的农户会乐意典进土地，但是受财力的限制，能提供的典地贷款有限。这决定了，在当地，农户贷主会对乡居地主构成一定的竞争，但是竞争不是很大。根据1933年绥德四村（恰在马氏地主家族控制的区域内）的调查，农户典进的土地占到了当地总典出土地的10%，在农户所典进的土地中，贫农典进的土地占到了90%，富农和地主完全没有典进土地229。


  （二）寺北柴村的典地市场


  在栾城县，经济环境为整合放贷与土地租佃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盈利机会。我们因此推断，当贷主具有较强的收租能力时，他有可能会热心投资于典地。我们将寺北柴村典地贷主的材料制成表9.1。


  观察表9.1，我们可以发现，首先，在寺北柴村，典地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全村共有5个大贷主（王赞周、王洛魁父子、王洛耀），9个小城镇贷主，在5个大贷主中，最大的贷主也不过典进了27%的土地，9个小贷主典进了25%的土地。除此之外，数量众多的农户贷主还典进了10%的土地。实际典地贷主共有31名。在村内拥有土地的城镇地主如果有机会，很可能也会愿意典进土地，这些地主构成了潜在的竞争贷主群。其次，在村内拥有土地的地主构成了重要的贷主来源。5个大贷主共典进了60%的土地，这5个大贷主在村内都拥有数量较多的土地。在村内是否拥有土地，拥有土地数量的多少可以作为贷主收租能力，贷主对借主私人控制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指标。贷主在村内拥有土地既可以是典地信贷的“果”，也可以是典地信贷的“因”。典进的土地转成了买地，所有土地这时是典地信贷的“果”。因为在村内拥有土地，在当地具有较强的收租能力，因此积极向当地发放典地贷款，所有土地这时是“因”。在寺北柴村，一方面，在20世纪上半期有大量的典地变成了卖地，贷主在村内所有土地的增长是典地放贷的结果；另一方面，调查材料也表明，在20世纪以前，这些城镇贷主的先辈在村内就有土地230。寺北柴村典地信贷的活跃因此部分亦是由于贷主在当地具有较强的收租能力的结果。最后，9个小贷主在村内基本上没有所有土地，这暗示了与5个大贷主相比，这些小贷主的收租能力相对较弱。


  以上我们考察和讨论了杨家沟地区和寺北柴村的典地市场。在寺北柴村，典地市场是一个竞争比较激烈的市场，在杨家沟地区，市场分割显著地降低了市场竞争，马氏地主对典地市场具有更强的控制，但是市场竞争依然存在，其他有兴趣从潜在的竞争者，甚至在马氏地主家族内部，各个家庭致力于增加本家庭的财富或土地财产，也存在实际或潜在的竞争。市场竞争可以部分地解释在这两个地区典地价格和典地制度的形成。首先，市场竞争部分地解释了典地利息率的形成。在存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提高利息率，贷主有可能会失去部分市场份额。如在杨家沟地区，收租成本和贷主的私人控制力是形成当地市场分割的两个关键原因（见9.3第一小节更详细的讨论）。在提高利息率时，增加的收益有可能大过了“远方”的城居或乡居贷主在向该地发放典地贷款时的收租成本和执行成本，这有可能吸引这些贷主向该地投资，会抢走马氏地主的部分市场份额。在当地，比较贫穷的、缺少耕地的农户非常希望通过典地扩大耕地面积，但是往往受财力所限，不能如愿。提高利息率，降低典价，增强了这部分农户贷主的竞争力。当利息率提高到一定程度，耕作典地的收益大于了当地其他非农生产投资的收益时，一些原本对典地投资兴趣不大的乡村中比较富裕的农户，也有可能卷入竞争阵团。在寺北柴村，同样，提高利息率、降低典价会增加其他城镇贷主和农户对典地放贷的竞争。栾城县为商品农业发达的地区，耕作土地有较大的收益，在乡村中，因此可能会有较多的农户愿意采用典地的方法扩大生产规模。在寺北柴村，农户典进土地的数量并不大。农户在典进土地时，会要求典地的耕作权。在存在活跃的城镇贷主群的情况下，希望在出典土地后继续耕种典地的农户不会愿意与农户交易。活跃的城镇贷主群是当地农户典地市场式微的决定原因。但是，当利息率提高到超过耕作土地的收益时，农户可能会选择放弃耕作权，这时，农户贷主的竞争力大大增强了。提高利息率，降低了市场份额，这有可能降低贷主的实际收益。其次，市场竞争还可部分地解释现行典地制度的形成。如果一个贷主采取更为严厉的放贷制度，如坚决不允许借主拖欠地租，或者借主一旦不能如约缴租，就强制其出卖土地，那么借主可能在交易最初便不会与这种“名声不好”的贷主交易。或者当贷主提出“无理”的要求时，将土地转典给其他更“宽和”的贷主。市场竞争的存在暗示了贷主有可能找到其他替代贷主。如，在寺北柴村，调查员曾向当地的农民询问：在滞纳地租时，通常贷主是否会剥夺佃户的耕作权？得到的回答是：极少有更换佃户的。如果贷主撤佃，借主可以将土地转典给其他贷主231。



  
  表9.1　寺北柴村典地贷主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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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典地经营的城居或乡居地主，及希望通过典地获得耕作土地的农户均构成了实际的或


  但是，市场竞争并不能令人信服地、充分地解释现行的典地价格和典地制度。如在杨家沟地区，提高利息率是否会显著地增加竞争？又如，在上一章中我们分析了，在整合经营下，欠租有可能由绝对的损失转变成更大的收益，但是实际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取决于日后地方经济形势的变动（荒歉年的发生频率、严重程度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时间及幅度）。这表明，不允许借主欠租会是一个对所有贷主都有益处的制度。那么为什么没有在当地形成一种“习惯性”（customary law）的和“统一”（homogeneity）的制度安排：所有贷主均不允许借主欠租，在借主欠租时，所有贷主均以撤佃相惩罚？“统一”的和“习惯性”的制度意味着在贷主之间形成一种沟通和联盟，避免相互之间的竞争所可能造成的损失。在下面小节中，我们通过对交易成本的考察，进一步分析典地价格和典地制度的形成。


  9.2
交易成本与欠租制度选择


  理解制度选择的关键，便是要考察如果采用其他制度，另一交易方会采取什么策略？这一策略会对己方的利益有什么影响？收益和成本相减后，在哪一种制度下，己方的利益更大？我们首先指出，在提高典地价格或采取更严厉的制度安排时，在两个地区，贷主所共同面临的一种损失和风险。


  信贷理论指出，由于存在不完善信息（incomplete information），在信贷市场中，单纯的价格调控有可能导致严重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的问题，即一些偿贷能力较强的借主，在高利率下，出于谨慎和经济的选择，退出信贷市场，而一些偿贷能力较低的借主，反而可能会不计利率的高低，冒险借贷，其结果是，信贷失败的概率提高，贷主的信贷风险增加232。在杨家沟地区和在寺北柴村，都有一些农户出于生产投资性目的，举借典地贷款。如在杨家沟地区，由于灾害的频繁性和严重性，在灾年时，不仅乡村中比较贫穷的农户，而且乡村中比较富裕的农户也有可能需要典地借贷。不过他们借贷的目的很可能不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而是维持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根据1933年的调查，乡村中地主（包括经营地主）和富农所出典的土地占到了总出典土地的1/4左右233。在寺北柴村，出于生产投资的目的，典地借款的情况就更普遍。生产投资性借款具有一定的需求弹性。提高典地利率，有可能导致借主放弃这部分典地借贷，转向土地抵押贷款，或者干脆放弃借贷，即放弃部分生产投资，降低生产规模。继续留在典地信贷市场的，则可能是那些需要弹性较低、必须借贷的农户，这类农户很可能偿贷能力较低，或者更不稳定。这意味着贷主未来的信贷风险增加或信贷执行成本提高。这是当提高典地利率或采取更严厉的制度时，贷主所会面临的第一项成本。我们下面再分别讨论，在杨家沟地区和在寺北柴村，借主还会采取什么策略及相应的贷主还会面临什么样的成本。


  （一）跨区域的劳动力市场和土地租佃市场与杨家沟地区的欠租制度选择


  一个地区的地方经济结构决定了借主的策略选择的机会。我们下面就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当地的经济结构。陕北地区，包括陕西最北部的榆林地区和榆林地区南部的延安地区，地方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是具有非常活跃的跨地区的劳动力雇佣市场和土地租佃市场。从总体上来说，陕北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大，境内荒地很多（见表9.2）。这种情况在榆林西部的三边地区（靖边、安边、定边）和延安、安塞一带更为突出。地广人稀，人均耕地面积大，当农忙时，最主要的是在夏耕锄草、麦收和秋收季节，就会发生劳动力短缺和对雇佣劳力的需求。在陕北地区，由于气温等条件的差异，各地作物的耕作期和成熟期会相互错开，这样，一些没有土地或者耕地较少的农户在忙完自家田地的农活后，从6月开始便会游走各地，寻求打工机会。在延属和三边地区，由于劳力短缺十分严重，招募短工困难，当地流行一种“扎工”的集体雇工组织。“扎工”班多在锄草期间成立，在锄完头次草后，在锄第二次草期间，正是麦收，再兼割麦。“扎工”班均为临时组织，来自各地，“山南塞北都有”234。再如，在米脂绥德一带，由于冷暖不同，在播种期，东川比西川早半个月，到秋收期，东川又比西川早半个月，当地农民因此习惯在打工时，麦收时，从无定河下游一路向上收割，到秋收时，再从上游一路向下收割下去，所谓“春天向上收，秋天向下收”235。这种劳动力市场是跨地区的、流动的和非常活跃的。



  
  表9.2　陕北人地关系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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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出处：Keatling，1997，p.24；米脂县志，p.8[0-9],[0-9]9；神木县志，p.11[0-9],[0-9]14；府谷县志，p.14[0-9],[0-9]49；横山县志，p.12[0-9],[0-9]41；靖边县志，p.7[0-9],[0-9]06。






  米脂、绥德为陕北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到民国初年，县内土地几乎全部被垦殖，荒地极少236。在米脂县境内，土地出租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已形成了高度分割和长期固定化的租佃关系237。但是在榆林地区西部的三边地区、宁夏、甘肃一带及南部的延安、安塞一带，有大量的荒地及一些未有完全垦熟的质量不好的土地，所谓“种则为地，不种则为山”。这些土地质量不好，产出有限，当地的居住环境也常常十分恶劣，这些土地的租佃关系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地主有大量的土地等待招垦，农民则四处游走，寻找相对较好的租佃条件238。当地人将该种迁徙称为“走西口”和“走南路”239。同时，“熟地”的租佃市场虽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固定化，但是也并非完全没有流动性。根据对杨家沟的调查，耕种村外土地的佃户变动较小，但是耕作杨家沟村附近土地的雇工和佃户则变动相当频繁240。


  跨地区的活跃的劳动力市场和土地租佃市场构成了当地农民的替代收益机会。采取更高的典地价格和更严厉的制度安排，会诱发借主寻求这些替代的收益。可以肯定，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在这些居住分散和众多的雇主和地主之间，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信息沟通，任何一个雇主和地主也没有能力左右或影响其他雇主或地主的行为，也即不可能采取联合行动，不向违约的借主提供雇工或土地租佃的机会。在借主诉诸替代的收益机会时，贷主会面临较高的信息成本和执行成本，从而最终降低其实际收益。当地贷主因此没有采取更严厉的缴租制度安排。我们下面更具体地说明和讨论如果采取比现行的制度更严苛的制度安排，借主的可能应对策略及相应的贷主的成本。


  如果贷主提出更严苛的交易制度，如提高利率、降低典价或者坚决不允许借主在任何情况下欠租，否则没收其对典地的耕作权或者要求他将典地转为卖地，这时，需求弹性很低，需要维持基本生存的农户可能依旧还是会典地告贷，但是，根据价格提高的幅度，他可以采取两种策略，第一种策略是在交易达成之初，即放弃对典地的耕作权，将原会投入于耕作典地的家庭劳力和其他家庭资源（种子、肥料和畜力等）转向其他的收入机会，如打工、出租畜力等；第二种策略是随气候的好坏，随时决定是否放弃对典地的耕作权。农户可以在耕种某一季作物时即在事实上放弃对典地的耕作。如果一直到6月，所有秋季作物的播种时间均已过，当年降雨仍很稀少，当年收成可以预计无多，农户这时可能选择放弃再对自家土地进行任何生产投入，出外游走打工，6月正是其他地方的麦收季节，麦收后又是锄草及秋收的短工机会。农户也可以选择从秋后开始不再继续耕种典地，即不再投资耕种冬季作物（小麦）。或者农户可能继续耕作冬季作物，但是到次年春天时，发现当地的气候状况依然很糟，不如出外打工，或者到他处寻找租佃土地的机会，这时再决定放弃耕作权。农户选择决策的计算逻辑是很简单的，即要使他的家庭收入最大化：


  I=Max{Q（θ，W1+C1）-R+（W2+C2）}


  I——家庭收入；


  Q——土地产量；


  q——天气状况；


  R——缴租量；


  W1——投入耕地的家庭劳力；


  C1——家庭劳力以外的，其他耕作土地的生产投入，如种子、肥料、牲畜用工、雇工劳力等；


  W2——出外打工的劳动收入；


  C2——家庭其他生产投入的替代收益机会，如原会投入耕作土地的种子、肥料和畜力等这时均可能移作他用盈利。


  决策是一个高度不确定过程，是因为θ（天气状况）和W2+C2（替代机会收益）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过程。如某一农民可能在出外游走打工时，并没有决定放弃耕作权，但是如果W2+C2的收益很高，或者当地θ状况继续恶化，则农民可能会在当年不再回去耕种受灾的土地，反之，如果天气状况转好，农民则可能赶回收获或者下种小麦。在放弃耕作权时，农民也选择了放弃在当年如约完租，而寄希望于在以后某年年景转好时，补纳欠租，取回对典地的耕作权，或者如果贷主拒绝还给其耕作权，就寻机将土地转典给其他贷主取回耕作权。


  我们再看这时贷主的成本。第一，监督成本。贷主当然希望借主将劳力和其他家庭资源尽可能地投入于典地的耕作，以保障租粮的更大缴纳。如果希望达到此目的，他就需要付出监督成本，监督借主—佃户对劳力的使用，如果有可能阻止其流动（执行成本）。第二，迅速找到临时佃户的成本。贷主需要比较密切地监督借主的行为，如果借主违约，及时采取措施，补救其损失，如及时发现借主没有回来耕种小麦，马上寻找其他佃户接种。春季收获作物是贷主获得当年未缴全地租的一个重要来源。第三，在借主彻底放弃耕种典地后，寻找到一个新的更称职的佃户的成本。在米脂地区，低生产剩余决定了强制佃户在灾年时亦如约缴租，会威胁到佃户的基本生存水平，从而威胁到佃户在次年的再生产能力，农户这时可能会放弃承租，转向其他替代的收益机会241。其结果是，在普通的租佃关系中，在遭遇荒歉年时，佃户可以拖欠数量很大的地租。在计算灾年的欠租率时，我们注意到，在灾情相类似的情况下，在普通租佃关系中，欠租幅度似乎比在典地租佃关系中更加严重。这意味着，如果贷主要求接种借主土地的佃户在灾年时足量缴租，或者至少缴纳高于借主缴纳数量的地租，他可能在当地找不到愿意承租的佃户，如果他按照当地流行的普通租佃关系下的欠租水平招租，则他在新佃户下的收益还不如他在现行借主佃户下的收益。第四，与借主日后的纠纷成本。借主可能在日后表示愿意补纳拖欠的地租，要求取回对典地的耕作权。这时，如果贷主拒绝借主的要求，他要冒失去典地的成本；如果贷主同意借主的要求，他会失去对接替借主的佃户所拖欠地租的索求权，或者要为索讨这部分拖欠的地租付出更高的成本。


  贷主也有可能在借主一旦拖欠地租，就要求其出卖典地如约完租。这时，如果典价加上拖欠的地租额低于当时的地价，则借主可以将土地转典，拒绝贷主的买地要求。更可能的情况是，借主强烈反抗，在其放弃对典地的耕作权时，仅因为拖欠地租就夺取其土地。强行“夺地”贷主有可能要付出很高的执行成本。在有关当地的报道中，我们没有发现，借主在某一年欠租即被强行夺地的案例材料。


  高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有可能吞噬掉贷主希望通过提高“价格”增加的收益。贷主因此采用了现行的制度安排。在现行的制度下，包含了一些机制，诱使借主更自觉地遵守契约。更具体地说：


  第一，在现行的利率水平下，借主有预期，只要不出现十分恶劣的灾年发生，他则有希望偿清贷款，赎回土地。由于在拖欠地租（利息）时，贷主不会允许借主赎回土地，借主因此会在其有能力的情况下，尽力缴付地租。


  第二，欠租制度明显具有导引农户生产和劳力使用决策的功能。我们总结了在不同的灾年水平下，在现行的欠租制度下，农户的生产剩余（见表9.3）。



  
  表9.3　杨家沟地区不同年景下欠租及生产剩余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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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行的欠租水平下，每垧地约留有1斗的剩余。根据40年代的调查，在充分播种、耕作和收获的情况下，每垧地大约需要种子0.8升，人工8—10个工，畜工2个工，人工和畜工的交换率通常为3—4个人工换1个畜工，当地短工工资水平每天（1个工）合0.8—1.4升米，在发生荒歉年时，短工工资有时高出，有时低落，起落不定242，粗略估算，耕种典地应不低于，甚至还略高于出外佣工（机会收益）的收入。在这种比较收益下，借主应该有兴趣继续缴付部分地租，同时继续耕种典地。


  第三，在发生灾歉年时，粮食价格提高，贷主这时通常会倾销囤粮。这意味着，贷主的人工和畜工会有较高的机会成本—向粮食市场搬运粮食。在灾歉年时，适当减少收租量，因此也避免了人工和畜工供应紧张，降低了经营成本。


  现时的制度安排因此导引了借主继续耕种典地，努力生产，同时努力缴租，这保障了贷主能够从典地中获得稳定的租粮，进行投机生意；另一方面，又降低了潜在的信息成本和执行成本，从而提高了贷主的纯收益。信息成本和执行成本因此是决定现行的典地价格和制度安排的一个关键原因。


  （二）井地制度与欠租制度选择


  在上一节中，我们分析了，在杨家沟地区，极低的生产剩余和跨区域的、高度流动的劳动力和土地租佃市场共同决定了，在当地，当发生荒歉年时，在借主的实际缴租水平已经高于普通佃户的缴租水平下，再试图通过撤佃的方式提高典地在荒年时的实收地租率会面临较高的信息成本和执行成本。在这些成本下，贷主权衡可能的收益和成本，最终选择对其更有利的现行的欠租制度安排。在寺北柴村，贷主的处境明显不同。首先，在栾城县，高生产剩余和相对缓和的产量风险决定了在普通的歉年，足量缴租应还不至于会严重威胁到当地农民的基本生存，也不会诱发当地农民离乡出外打工的替代谋生方式；其次，按照我们的估计，在寺北柴村，借主拖欠地租的水平要高于普通佃户拖欠地租的水平。这暗示了，贷主找到更有能力或者更愿意缴纳更多地租的佃户可能并不会太困难。


  在惯行调查中，城镇贷主向调查员解释，不撤换佃户的原因是由于“借主可以更好地耕种典地”243。借主拥有对土地的产权，相比短期租种土地的佃户，他们更熟悉土地的性能、更愿意对土地进行投资（如肥料投资），这是借主能够更好地耕作土地的一个原因。但是，通过仔细地阅读调查材料中有关耕作制度方面的材料，我们发现，在寺北柴村，井地制度构成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决定在耕种出典土地上，借主具有更强的耕种能力。我们下面先简要介绍寺北柴村的井地所有和使用制度，然后再分析说明借主和其他农户在利用灌井上的能力差异。


  在寺北柴村，将拥有对某一灌井的所有权的土地称为“井地”，将对任何灌井均无所有权的土地称为“旱地”。一块土地是“井地”还是“旱地”与它是否邻近某一灌井、是否具有空间上的可灌溉性无关，而取决于拥有该土地的地主是否拥有对邻近该地块的某一灌井（可用来灌溉该土地）的所有权。举例来说，如图9.1，A、B、C、D四块相邻的土地，灌井W1处于地块A内。B和C拥有对灌井W1的所有权，则B、C为井地，D虽然也与灌井相邻，但是D不拥有对该灌井的所有权，则D为旱地。一块土地可由土地买卖由井地变旱地，或者由旱地变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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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

  


  如D原为旱地，但如果拥有地块D的地主购买了地块A和灌井A的所有权，则这时地块D就成为井地，地块D的地主在日后出售D时，可以以井地出售。再如地块C原为井地，但是地块C的地主在出售C时，可以以旱地出售，这意味着新地主在日后耕作C时，没有法定的权利可以使用灌井W1244。井地和旱地的地价有显著差别，旱地的地价通常只有井地的地价六成或2/3245。在出售土地时，在地契上必须非常明确地书明出售的土地是“井地”还是“旱地”，即“井地××亩”，或“旱地××亩”246。


  在这种井地确定和井地买卖制度下，无论在最初是一户独有，还是多户共有某灌井（几户联合凿井），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家和土地买卖必然导致若干家农户共有某灌井的局面。访谈材料证实了，在寺北柴村，确实存在着不少若干农户共有某一灌井的情况247。在若干农户共有某一灌井的情况下，就存在着一个井户之间协调使用灌井的问题。根据访谈材料，在两种情况下，在使用灌井上，出现摩擦的概率会比较大，冲突的程度会比较严重。第一种情况是，当出现天旱，需要大量灌水或及时灌溉时，或者灌井的水量减少时，在井户之间，经常就使用灌井的次序，即灌溉时间的早晚发生争执。能够更及时地使用灌井灌溉，意味着提高产量或更大的产量保障248；第二种容易发生纠纷的背景是，当佃户使用地主的灌井时，在佃户和佃户之间出现摩擦的情况更常见，冲突的程度也更严重249。耕作者本身不拥有对灌井的所有权，而只是拥有所有权的地主的代理人，在出现矛盾时，争取自身利益的“合法性”比较弱，这很显然是造成后一种纠纷的一个关键原因250。


  在达成典地交易时，与达成卖地交易时一样，必须在契约中非常清楚地注明出典的土地为“井地”还是“旱地”。井地和旱地的典价存在显著差别251。在出典的土地为“井地”时，耕种该土地有契约约束的可利用某一灌井灌溉的权利。在访谈材料中，没有材料介绍和叙述当其他农户耕种借主所出典的土地时，该佃户在使用灌井时所实际发生的一些情况。缺乏这一实证材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当地，极少有替换借主耕作权的情况。但是从寺北柴村井户和井户之间现存的纠纷状况，我们可以合理地想象，其他农户如果耕种借主所出典的土地，不会具有与借主相同的能力，从其他井户处争取到在更有利的时间灌溉土地。原因有二。第一，作为出租土地的承典主而非地主，贷主对典地的灌溉权的合法性相对较弱。贷主又不居住在村内，不关心佃户的实际耕作事务。这意味着，当新选的佃户与其他井户发生争执时，他既不能从贷主处，也不能从借主处获得有力的支持252。不仅如此，如果此时，借主还有其他土地也使用该灌井，则新选佃户还很有可能要受到借主有意的排挤。第二，当井户和井户之间拥有一种长期关系时，相互的妥协更容易达成。同时，每一次每一方的让步都含有对以前的让步史的承继和为以后的让步辟出讨价还价的条件。而当一个合法性弱，暂时耕作土地的新佃户加入井户之间的协调时，没有井户会愿意向这一新来者和短暂的过客做出让步和妥协。后者争取自身利益的合法性又弱。其结果必然是，很难争取到借主所有可能争取到的更有利的灌溉时间灌溉，即替选佃户不具有与借主相同的能力耕作出典土地。


  在不同的贷主和借主之间，及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这一换佃成本是变动的。（a）一个贷主在村内所拥有的井地越多，灌井资源越丰富，其换佃成本越低。贷主作为出租地主有义务保障佃户在耕种租进的“井地”时，得到充分的供水253。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佃户不能从原所使用的灌井中得到充分的供水，这时，在该土地附近，有另一可供灌溉的灌井。贷主恰又拥有对这一灌井的所有权，则贷主可允许佃户使用这一灌井灌溉254。（b）一个贷主越能在村庄中找到有较强的经济能力和有势力的农户耕种某块典地，贷主的换佃成本越低。这意味着，这时，新佃户可以依靠其自身所拥有的各种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加强其在灌井使用上的谈判或竞争地位，而无需依靠来自出租地主（贷主）的合法支持。（c）一个贷主越能找到对其有信用的佃户，贷主的换佃成本越低。这意味着，如果不能及时地使用灌井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的产量损失，这时佃户会更倾向于独立承担损失，而非向贷主抱怨和借此推诿缴租255。找到有信用的佃户当然还意味着通常不会发生其他各种故意违约的情况。（d）一个借主对某一出典土地左近灌井的控制力越强，贷主的换佃成本越高。如该灌井的其他井户是借主的兄弟或者是同族关系，或者，借主的其他土地与出典土地相邻，这时，新佃户需要与借主合作使用灌井。（e）耕种典地的收益越大，潜在的愿意耕种此土地的佃户更踊跃，贷主的换佃成本越小。在当地，一种突出的竞佃增加的背景是农产品价格上涨，提高了耕作土地的收益。


  在寺北柴村，不同贷主在不同时期换佃成本的差异及竞争激烈的典地市场共同决定了在当地没有形成统一的“不允许借主欠租，否则撤佃”的制度，而是执行现行的欠租制度安排。首先，不同的贷主，在面对不同的借主时，具有不同的换佃成本，在当地，因此不能实行统一的“欠租—换佃”的制度，因为有些贷主可能根本找不到可靠的替换佃户，或者更换佃户的收益小于允许佃户欠租下的收益。其次，在农产品价格平稳或出现严重的市场衰退时，市场竞争决定了，虽然有些贷主具有换佃的能力，但是现时换佃，借主有可能将土地转典给其他换佃能力不足，因此允许其欠租的贷主。贷主这时有可能失去典地，权衡失去典地的成本，这些贷主因此选择允许借主欠租的制度，寄希望于当农产品价格上涨时会得到利息补偿或获得更大的收益。最后，当农产品价格上涨时，拥有更强的换佃能力的贷主会以撤佃相威胁，要求农户改欠租为“坐价”的方法。在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借主虽然也可诉诸转典，但是转典成本这时提高了。一个最重要的成本是赎回权成本。在转典后，在三年之内（典期），借主不能赎回新出典的土地。在借主拖欠地租时，通常是其家计状况不好时，这时借主很可能预期自己在三年之内没有能力赎回典地。后一项成本因此也就不对其构成任何真正的损害。在发生农产品价格和地价上涨时，收入提高和地价上涨均提高了借主赎回土地的能力和预期。这时，转典不但意味着可能被强迫多付出一两期的利息，还意味着可能会付出超额利息。权衡“坐价”制度下和“转典”下的损失，借主因此很有可能会选择接受贷主所提出的“坐价”要求。当在面对某一借主佃户，贷主的撤佃能力比较弱时，他不能以撤佃威胁借主，在这些典地交易中，拖欠地租因此依旧延续“写证书”的处置办法256。


  9.3
私人控制力的发展与典地信贷的繁荣


  从上一节的讨论中，我们应该已经看出，典地制度的选择、契约的执行在贷主最终所能获得的收益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杨家沟地区，在发生灾歉年时，借主虽然没有如约全数缴租，但是贷主的私人控制力（personal enforcement）保障了，借主佃户要比普通佃户缴纳更高的地租，在灾年过后私人控制力还保障了贷主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收缴上拖欠的地租。在杨家沟地区，贷主对借主和地方的私人控制力非常强。在寺北柴村，在村内拥有土地的贷主，拥有更多的灌井资源，拥有可靠的佃户，他们的私人控制力较强，而小贷主在村内没有土地，他们的私人控制力较弱。在本节中，我们简要介绍一下马氏地主家族私人控制力的发展及在当地典地经营中一种重要的管理制度—“伙喂制”。我们同时分析，在寺北柴村，当私人控制力不足时，在契约执行上所出现的其他些问题。通过对贷主的私人控制力的进一步讨论，我们试图引发出以城镇贷主为主体的典地市场活跃的条件和规律。


  （一）马氏地主家族地方控制力的确立


  到20世纪40年代，马氏地主家族在杨家沟地区具有很强的私人控制力。我们下面简要勾勒一下马氏地主家族在地方控制力的形成和确立过程。


  根据家族志材料，大约在18世纪初，马氏地主家族的祖先最早在杨家沟村定居，在18世纪上半期，马氏地主祖先还不过是普通的乡村地主。大约从19世纪早期开始，马光裕堂这支地主族系开始专营典地放贷，1833年，马光裕堂的鼻祖马嘉乐（1773—1851）创办了该族系第一个专营典地放贷的字号“崇盛西”。在马家大规模的和专营典地放贷之前，在18世纪中后期，马家已不再是普通的乡村地主，在马氏祖先中出现了太学生。19世纪中后期，米脂县接连不断地遭受各种罕见的自然灾害和严重的人为灾害的打击。在这一背景下，马氏地主家族积累起了庞大的土地财产。到1851年，马嘉乐去世时，马氏家族已有典地和卖地共七千垧，到20世纪初，马氏地主家族所拥有的卖地达到一万四千垧以上。


  马氏地主家族一直注重进学，与当地官府和一些地方势力建立紧密的联系。根据家族志材料，马嘉乐本人为太学生，其后，在他的5个儿子中有庠生3人，贡生2人；11个孙子中有贡生10人，进士1人；25个重孙中有增生1人，庠生2人，廪生3人，贡生3人，举人1人，秀才3人（共13人）。子孙中有5人出外为官，出任过榆林地区邻县佳县、靖边县的知事。进学入仕是马光裕堂地主家族发展家族地方势力的第一个重要策略，第二个重要策略是联姻。马光裕堂的子孙大多同县内或邻县的名门望户建立婚姻关系。马氏地主注意同地方官府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样当出现一些“危机时刻”时，可以从地方官府处得到支持。根据地方史材料，在1876—1879年及1899—1900年两次大饥荒间，在米脂县各地不断地发生饥民聚众抢粮的事件。灾民蜂拥到县内一些储粮的富户寨前，要求他们开仓放粮。当地官府对于这类事件，一般采取放纵的态度，希望借灾民的力量压迫这些县内的富户拿出部分粮食，以缓解当地的灾情。但是，当饥民屯聚到杨家沟村时，官府则派兵镇压257。


  在马光裕堂地主家族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是“扶风寨”的建立。1861年，马氏地主家族各门集资在杨家沟村兴修了“扶风寨”。扶风寨是一个带有很强军事防卫性质的山寨，包括高大的围墙，易于防守的狭长山道。扶风寨将杨家沟村分为寨内和寨外。山寨建成后，马氏子孙均搬到山寨内居住。建立山寨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抵御回民起义中的一些流窜的武装力量。之后，山寨成为保护马氏地主家族财富的一个坚实堡垒。马氏地主家族在收取租粮后，在出售之前，通常并不搬运到附近的集镇，而是屯放在寨内，在两次严重的灾民哄抢粮食的事件里，山寨都成功地保护了马氏地主家族子孙的利益。山寨内有护兵，有枪支，在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当地出没时，马氏地主家族还曾经雇佣一个连的军队驻山寨防守。


  随着马氏地主家族对左近村庄所有土地的侵蚀，马氏地主家族与左近一二十个村庄建立了庇护关系。这些村庄的村民从马氏地主家族处租进土地耕种，在发生灾歉年时，可以拖欠地租，甚至获得无息贷款，当发生十分严重的荒年时，马氏地主家族有时还会对这些附近的村民开设粥厂，提供赈工机会。对这些附近村庄的村民来说，庇护关系的建立意味着他们可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从而免于背井离乡、出外逃难的毁灭性后果，而对于马氏地主家族来说，则意味着他们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通往附近集镇的运粮通道，很难想象在一个饥民四起的村庄的包围下，马氏地主家族如何在荒年时运粮出寨、售粮。从地方史材料看，两次聚众抢粮的饥民都不是本地的农民，而为远道而来的饥民。


  （二）伙喂制与搬运成本


  在杨家沟地区，从租粮收缴到最后售出，要经过两次搬运。第一次搬运为上门收租，将粮食从佃户家搬运到杨家沟村。上门收租是确保当地地主能够及时地、如数地收缴上租粮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第二次搬运为从杨家沟村搬运到售粮的集镇。马氏地主主要在绥德的吉镇和米脂县城这两个城镇售粮。两地距离杨家沟村均大致为40里。粮食在出售前，储放在杨家沟村的“扶风寨”内，这一方面降低了在集镇存粮的仓储成本，另一方面，存粮的安全性提高了。这两次搬运构成了典地经营中的一项重要成本：搬运成本。根据调查材料，在杨家沟地区，马氏地主家族主要通过两项制度安排，控制和降低搬运成本。第一，通过信贷配给制度（credit rationing）控制搬运距离。在米脂地区，驴是基本的运输工具。一头负重100斤的驴，一天最多只能行80里。根据张闻天调查，马氏地主家族的绝大部分典地和卖地是分布在以杨家沟村为圆心，方圆40里的村庄内258，即从杨家沟村出发，到佃户处收租，在通常情况下，都可一天往返，不必在外留宿，这降低了人工食宿费用、牲畜草料和安全成本。对搬运距离和运输成本的控制是形成市场分割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项制度即我们下面要介绍的“伙喂制”。


  “伙喂制”是发生在地主与佃户之间的一种多重交换关系。在“伙喂制”下，地主出资购驴，之后由地主与伙喂人共同喂养。伙喂人多为地主的佃户。通常，由年初到秋收，由伙喂人用驴喂驴。秋后到新年前，归地主使用和喂养。地主用驴，主要是拉租。通常雇佣伙喂人拉驴去收租。哪家喂驴驴粪就归哪家。伙喂驴一般为母驴。日后生下驴驹，卖驴驹的收入和卖母驴的收入先归还地主预付的驴本，若有盈余，再两家均分。除了账目利润以外，在“伙喂制”下地主还可获得以下好处：


  （1）省去了大约八个月的喂驴费用。


  （2）喂驴期间的驴粪收益。根据调查材料，地主通常将驴粪用于自家的伙种地。


  （3）“伙喂制”提高了自家佃户的生产能力。这不但包括向其提供了生产用驴，而且还包括在实际上负担了部分养驴费用259。


  （4）“伙喂制”有可能节省了雇佣人工的费用。地主通常使用伙喂人拉租。


  （5）在发生灾歉年时，除了收租要用驴外，向集镇大量搬运粮食售粮也需要大量畜力。在灾歉年时，有可能发生牲畜大量宰杀，在市场上雇驴，可能很难雇到驴，或者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伙喂制”避免了在荒年时可能发生的高雇驴成本。


  “伙喂制”这种制度安排因此成功地将一种原本纯支出的成本（搬运成本），变成了一项可能还颇有盈利的投资。如有的伙喂驴，账面收入达到年利率18%260。


  （三）私人控制力与制度选择


  商品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城乡之间的联系，商品农业的发展同时还为整合放贷与土地租佃活动提供了获得更大的收益的机会，这些都有利于典地信贷的活跃。通常认为，在一个狭小的农业社区内，“声望控制”（reputation）构成了约束契约执行的一种重要的社区强制（community enforcement）机制。城镇贷主居住在远离村庄的城内，不能利用各种社区性的强制机制保护其利益。他们在向乡村发放贷款时，面临着严重的契约执行的问题。马若孟认为，中人制度的引进，意味着在交易双方之外引入了一种公众（the third man）的约束力量，通过中人，城镇贷主获得了一种公众的和社区性的惩罚力量的支持。中人制度有效地保障了契约的执行，城镇贷主积极介入，典地市场因此活跃。在前面分析寺北柴村的欠租制度时，我们已经揭示出，契约的执行需要贷主具有一定的私人控制力，私人控制力较弱时，就难免要做出更多的制度妥协。我们下面通过两个个案，更进一步地分析，私人控制力的强弱对典地交易中的一些制度安排及贷主和借主之间的利益分配的影响。


  个案1：林凤栖（城镇贷主）和张乐卿（农户借主）欠租赎回土地纠纷。


  林凤栖为居住在城关的小地主，在寺北柴村共典进60亩土地，其中从张乐卿家典进48亩土地。林家在寺北柴村没有所有土地。张乐卿为在调查期间，寺北柴村最大的经营地主，共有土地87亩，其地块分布见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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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2

  


  出典给林凤栖的48亩土地为东北方的41亩土地加西南方的28亩土地中的7亩土地。西南方的另外21亩土地出典给王赞周。西北方的18亩土地也出典给王赞周。1940年栾城县棉花价格和土地价格出现显著上涨。1940年棉花价格比1938年提高了一倍，比1937年事变前增加了两倍多261，土地价格出现类似上涨，1940年的地价比1938年上涨一倍，比1935年事变前增加了近两倍262。到1940年，张乐卿共拖欠林家地租谷子9石、棉花850余斤，拖欠王赞周家谷子6石、棉花600斤。在该年，张乐卿向林家要求归还典价，赎回全部的48亩典地，拖欠的地租写借据，分五年偿清。林凤栖不同意张的请求，两家发生纠纷。在前一年1939年年底，张乐卿试图以劣质棉花偿还拖欠的地租，林拒收。在纠纷期间，调查员向张、林双方进行了访谈。张认为其要求有合法性。他强调两个理由：第一，在当地有按此办法赎回土地的先例；第二，道德诉求。称财主有钱，而他家庭十分困难，有钱人应照顾穷人，做一些利益让步。林表示不能同意张的要求，称“他不过是遵从当地的习惯”。对张所提出的道德诉求，他没有直接否认，而是回避回答。到1941年年底，纠纷解决。解决办法是张乐卿赎回48亩典地中的24亩。所欠地租分三年偿清。三年后若张乐卿偿清欠租和可归还典价，则可赎回剩余的24亩典地263。


  个案2：李冠正（城镇贷主）和赵春子（农户借主）典期内别卖土地纠纷。


  李冠正为居住在城关的城居地主。在寺北柴村拥有百余亩土地264，40余亩典地，其中，25年前从赵春子（父亲）处典进土地13亩，1939年和1940年这两年又先后从赵春子处典进土地6亩。典期三年。6亩典地的空间位置不详。赵春子共有土地19亩。到1941年秋，赵新出典给李的6亩土地共缴租两年。1941年年底赵春子表示要将这6亩典地卖给亲兄弟赵黑旦，向李冠正提出提前回赎。李冠正不同意提前回赎。如果对方坚持回赎，需要赔偿李一年的地租（按时价折价）及在该项典地交易中，李所支付的一些交易费用。赵春子同意赔偿李各种交易费用，但是不同意赔偿一年的地租。李赵两家发生纠纷。调查员同样在纠纷期间，对双方和其他一些当事人（如中人）进行了访谈。赵在访谈中以“典不压卖”的地方习例证明其要求的合法性。调查员向李询问这一地方习惯，李回答，以前有这样的习惯，但是该习惯现在是否依然有效不明。李表示曾向县公署询问，得到的答复是现在不许在典期前赎回土地别卖。李在访谈中同时强调，地价上涨，有很多土地被赎回，如果再同意在典期前赎回土地，则他的损失太大。调查员又向中人和其他当地农民询问有关“典不压卖”的习惯，得到的回答是，当地有类似的习语和习惯，但是通常是适用于生活特别困难、没钱买粮的农户。调查员又向赵询问赵卖地所得价款的用途，赵支吾含混不能回答（赵44岁，为本户的掌家者）。调查员在访谈材料中注明，此卖地案疑点很多。我们的印象和判断是极似以假卖的方式提前赎回土地。该纠纷在调查员最后离村时尚未解决，最后的解决办法不明265。


  从以上两个纠纷案的起因、协商过程和解决办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共同特征：


  第一，两个纠纷均是发生在农产品价格和土地价格出现暴涨时间。这时，如果按照原契约约定，贷主会获得超额利息收益，相应的，借主则要付出远远高出其他普通信贷方式的高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借主试图采用各种办法违约，以减少损失。


  第二，在这个过程中，中人制度和信誉控制不能发挥有效的监督和保障契约执行的功能。在赵春子案中，调查员也对中人进行了访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人的角色。中人在这时只负责传递双方的意见，他不是贷主的代理人，不负责向贷主传递对情景作出正确判断所需要的信息，如赵家此时是否确实十分困难等，更不会动用自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压迫借主遵守契约。中人同时谨慎地不向外人或者村庄中其他无关的人泄露有关这一纠纷的详情，即不充当贷主在村庄内的舆论传播者的功能。在两个纠纷中，借主均非以“无理”的姿态违约，而是试图援引一些模糊的地方习惯或先例证明自身要求的“合法性”，贷主则援引和强调另外一些当地习惯和原契约约定捍卫其应得的利益，但不能直接否决借主所提出的理由。整个调停和谈判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争夺“合法性”，也即维护自身在公众面前的名声的过程。在乡村，信贷关系中，信誉控制因此是一个复杂的确立和争夺的过程，而非简单地可用单一的和清晰的道德标准判断，然后传播的过程。从访谈材料来看，两个“违约者”都成功地在村内人和外人（如调查员）面前树立起了“有理者”的形象。“违约”无损其在社区内和社区外的名声。


  第三，贷主对借主和在社区内的私人控制力的强弱是在纠纷的最后解决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张乐卿案中，贷主林凤栖在村内没有所有土地，而张乐卿为村庄中有声望和有经济地位的富户。张乐卿的土地大片相连。在这种情况下，林几乎没有可能在村庄中找到一个对其有信用的农户替代张耕种典进的土地。这意味着，如果林完全拒绝张的要求，张在日后刻意违约与林相对抗，如在缴租时以次充好，或者以产量不好为借口，拖延足量缴租，林不具有私人性的手段有效地惩罚张和维护自身的利益。为避免日后的麻烦及可能的更大的损失，林两相权衡，选择做出妥协，同意张的部分要求（部分土地提前回赎）。在同时间，张乐卿还出典给了王赞周两大块土地，一个28亩，一个18亩，张并没有试图向王提出提前赎回土地的要求。可以观察到，相比林，王对其从张处所典进的这两块土地有强得多的私人控制力。王在村内拥有数百亩土地和十数位佃户，邻近其所典进的土地，王拥有一大块所有地，这块井地是在1930年代中期王从张乐卿处购得的。在购进土地后，王剥夺了张的继续耕作权，将这块土地出租给了村内的其他农户266。很明显，如果张做出十分剧烈的违约举动，严重威胁到王的利益，王有可能找到佃户替代张耕种典地。在张的要求对王的利益损害不大时，考虑替代张所可能面临的高换佃成本，王有可能做出妥协。如根据访谈材料，在农产品价格和地价上涨期间，王没有强迫张拖欠的地租转为“坐价”267。


  在第3章，考察中国近代典地信贷市场的状况时，我们发现，城镇贷主积极参与的典地市场很少，城镇贷主向乡村发放典地贷款的数量因此有限。在地方经济环境中，是否为整合典地信贷提供了更大的收益机会，这是决定在一个地区典地信贷是否活跃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们观察到，即使在经济环境适宜的地区，典地信贷的活跃与否，分布亦很不均匀。如在米脂县，经济环境为整合典地信贷提供了巨大的盈利机会，但是四大城镇地主群只集中在县的中部、东部和东南部，在米脂县的西部和北部更广大的区域内，则几乎没有较大的乡居地主。在栾城县，虽然在寺北柴村典地市场非常活跃，但是从全县范围内看，有材料暗示，典地放贷主要还是农户贷主，城镇贷主仍属少数268。典地信贷是一种整合放贷与土地租佃活动的投资方式，中人制度并不能保障贷主如约收缴上地租或其他契约条款的执行。进行典地投资因此需要贷主对借主具有一定的私人控制力，或者更具体地说，具备一定的收租能力。不具备收租能力的贷主，有可能在最初就不选择典地投资的方式。我们理解，这是在绝大多数地区，城镇贷主均很少向乡村发放典地贷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收租能力不充分时，表现在典地制度上，贷主会向借主做一些利益让步。收租能力有一个逐渐确立的过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农业商品化的加速发展，城乡联系的增强，会吸引某些贷主进行典地投资。在这一收租能力确立的过程中，城镇贷主和农户借主之间可能的利益分配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典地信贷时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10章
结语



  典地信贷是在中国近代普遍存在于各地的一种农民获得大额贷款的方式。现有的研究，包含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观点，我们称之为“高利贷”的解释。这种观点认为，典地信贷是一种特殊的农村高利贷。城乡地主和乡村中比较富裕的农户，利用贫困小农出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机会，发放典地贷款，获取垄断的利息收入和趁机掠夺他们的土地。贫困小农是乡村中出典土地的主体。在典地信贷中，利息率被提高到超过这些贫困小农偿贷能力的水平。支付高利息拿走了他们全部的剩余，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的处境。贫困小农生产剩余水平低，抗风险的能力差，商品化进一步增加了贫困小农的经济风险。这样，在出典土地后，再稍一遇经济风险，如产量波动或市场波动，他们便难免要出卖土地。贷主在乡村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和垄断权力是他们强制贫困小农接受这种“高利贷”的基础。在中国近代，有大量贫困小农的土地，通过典地信贷，流到城乡地主或乡村中比较富裕的农户的手中。另外一种观点，我们称之为“信贷保障论”的解释。这种观点认为，典地信贷为城镇贷主提供了更大的信贷保障，典地信贷中的制度安排，如中人制度和书面契约制度，有效地降低了城镇贷主在向乡村发放贷款时的信贷风险和交易成本。城镇信贷资金因此大量涌入乡村，乡村典地信贷市场活跃，供给的活跃起到了稳定和降低在中国近代乡村利率的功能。农民这时可以利用典地信贷进行生产投资、均匀在不同年间的消费，抓住商品化所提供的增加收入的机会或克服暂时的经济困难或短缺。“信贷保障论”的观点相信，在中国近代商品化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当不遭受一些极端的灾害打击时，农民有能力偿还贷款赎回土地。典地信贷因此发挥了有益的金融功能。


  在本文中，我们首先利用中国近代的四套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乡村典地市场的状况。我们发现：第一，在绝大多数典地市场，并没有城镇贷主的积极参与，城镇贷主向乡村发放的典地贷款数量因此是有限的。第二，农户是乡村中典进土地的主体，其中贫农和中农所典进的土地超过了乡村中地主和比较富裕的农户所典进的土地，占到了全部农户典入土地的60%左右。贫农并不是乡村中典出土地最多的阶层，他们所典出的土地不过占乡村中全部出典土地的30%左右。富农经常典出了更多的土地，他们所出典的土地会占到全部典地的50%，甚至70%以上。贫农出典的土地总量不大，可能是由于其所有土地数量有限，为此，我们引入了典地率这一指标，结果发现，贫农的典地率与其他阶层的典地率没有显著差别。


  在有关典地信贷的性质上，一种流行的认识是，典地信贷是一种以让渡土地的使用收益权为基本特征的交易活动。通过考察在中国近代各地的各种典地制度，我们发现，在典地信贷中，经常并没有发生土地使用权的让渡，或者土地使用权的让渡是不充分的，或者贷主只拥有名义上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在实质上没有发生让渡。在典地信贷中，贷主也并不拥有与地主相同的对土地的收益权，一个关键的差别是，找价制度决定了在发生土地收益上涨时，贷主不能享有与地主相同的获取上涨的土地收益的权利。在本文中，我们提出，典地信贷的本质特征是一种整合长期放贷与土地租佃（credit-cum-tenancy）这两种经济活动的连锁式信贷交易（interlinked loan）。这一特征区别了纯粹的放贷活动，也区别了其他各种形形色色的连锁式信贷交易。典地信贷的第二个关键特征是，它是一种无限期贷款（no-duration loan）：它不规定借主必须归还本金的期限，而是限定在某一期限内，借主不能提前归还贷款，赎回土地，即借主必须支付贷主若干期的利息。


  利息率是判别典地信贷是否是一种高利贷，典地信贷所发挥的金融功能的最基本指标。在两个个案研究中，我们首先考察了当地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结果表明，这两个地区典地信贷的名义利息率均显著低于当地同期的长期抵押贷款的利率。这一计算结果与我们对中国当时的流行典地利率水平的推算相吻合。我们紧接着考察了在这两个地区典地信贷的实际利息率。在这一考察中，我们发现：第一，典地利息率并不高。在杨家沟地区，典地信贷的实际利率处于年利率14%或低于14%的水平；在寺北柴村，在没有出现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典地信贷的年利率处于16%或低于16%的水平。对这两个地区赎回规律和卖地规律的考察表明，在这一利率水平下，农民有能力负担利息，同时有能力克服一些后续的不太严重的经济风险。如在杨家沟地区，当出典土地后，又发生了一次歉年和一次连续两年的大荒年时，农民尚可维持家计，不必出卖土地。在寺北柴村，在典地后，出现一些不太严重的产量波动和三年严重的市场衰退时，绝大部分贫困小农所出典的土地也不会转为卖地。典地利息并没有拿走农民的全部剩余，在年景或市道转好时，农民可大量赎回典地。第二，更重要的，我们还发现，在典地信贷中，固定实物地租制度和欠租制度构成了两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它们调节了农民在不同年间的利息负担，降低了农民的信贷风险，这是农民有机会最终赎回土地的一个重要条件。


  整合信贷经营、市场竞争及交易成本这三个因素共同决定了现行的价格水平和典地制度选择。典地信贷是一种整合长期放贷与土地租佃活动的连锁式信贷交易。在本研究中，我们共识别出三种整合经营方式。第一种整合经营方式是整合放贷、土地出租和粮食投机三种经济活动（credit-cum-tenancy-cum-grain speculation），第二种整合经营方式是整合放贷和土地出租这两种经济活动（credit-cum-tenancy），第三种整合经营方式是整合放贷、租进土地和农业耕作这三种经济活动（credit-cum-tenancy-farming）。市场环境、土地出租市场的状况及贷主在其他经济活动中的能力优势（human capital advantages）决定了整合经营制度的选择。通过整合经营，贷主有可能获得比在纯粹的放贷活动中更大的收益，贷主还有可能使拖欠利息从一种绝对的损失变成一种潜在的更大的收益。这决定了在典地信贷中，贷主可以采取更低廉的价格或更和缓的制度，而没有降低其投资收入。市场竞争和交易成本则有力地限制了贷主提高价格或实行更严厉的制度，以从农民手中获取更大的生产剩余。在存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提高价格或采取更强硬的制度会降低贷主的市场份额。在杨家沟地区和寺北柴村，经济环境为整合典地经营提供了获取更大收益的机会，这是存在市场竞争的基础。提高价格和采取更强硬的制度还会诱发借主的违约行为，增加贷主的信贷风险和信息成本与执行成本，导致得不偿失。在这种情况下，两地的贷主均采取了较低廉的价格和较和缓的制度，通过与借主达成某种风险分担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借主的长期生产能力，进而稳定了自身的收入来源。


  典地信贷是一种以整合信贷与土地租佃活动为基本特征的信贷方式。这需要贷主具备一定的收租能力。收租能力与宏观经济环境为典地信贷所提供的收益机会共同决定了一个地区典地信贷供给的活跃。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近代绝大多数地区，城镇贷主没有积极介入乡村的典地市场。在城镇贷主积极介入的地区，农民在典地借贷时可以保留对土地的耕作权，欠租制度为农民调节不同年间的利息负担提供了更大的余地。在与农户达成典地交易时，“租息相抵”的制度虽然意味着在贷主和借主之间形成了一种风险分担的机制，但是这一调节负担和降低风险的作用比较小，在将土地出典给农户时，出典主还要失去土地的耕作权，在土地租佃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不够完善的地区，这暗示了额外的收入损失。城镇典地贷款因此为农民提供了更好的金融机会。根据我们的考察，在商品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产量风险和市场风险存在，但是均不很严重，产量波动和市场波动这时对农民造成的是小额经济风险。在城镇典地信贷中所存在的利息调节的制度安排恰恰有利于比较贫穷的农户克服这种经济风险。贫困小农的土地因此不会通过典地信贷，大量向城镇地主手中转移。对典地制度和典地赎回规律的考察，强有力地质疑了在解释中国土地分配形成上经典的“负债—卖地”模式（debt-saleparadigm）269，它暗示在理解中国土地分配形成时，应该寻找其他可能更主要的形塑过程270。


  典地信贷虽然为农户提供了一种利率较低的长期贷款，固定实物地租制度和欠租制度还调节了农户在不同年间的利息负担，降低了农民的信贷风险。但是我们也观察到，现有的典地利率水平依旧略高于当时农民的偿贷能力，如在杨家沟地区，当在十年内发生一次歉年和一次连年大荒年时，农民便只能支付利息，几乎没有可能赎回土地；在现有的典地制度下，贷主还可在短期内从农民手中拿走很大一部分由商业化所带来的新增加的农业剩余。改善农村的金融环境，因此需要一方面提高农民的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增加信贷市场上的供给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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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
两种典地信贷市场


  一、划分两种典地信贷市场的标准


  一个村庄为一个地方典地市场。如果某村庄有50%以上的典地由城镇贷主典进，我们就将该村庄划为有城镇贷主积极介入的A型典地市场；反之，则划为城镇贷主较少介入，以农户贷主为主体的B型典地市场。如果某村庄总典地数量过小，小于2亩，那么无论这2亩典地由哪一类贷主典进，我们都将这类村庄划为没有城镇贷主积极参与的典地市场。在以农户贷主为主体的典地市场中，农户贷主既可以是本村的农户，也可以是外村的农户。


  二、判别典地市场类型的方法


  （1）在出版的番禺调查数据中，没有单个村庄典地的数据。我们因此不能判别番禺调查十个代表村的典地市场类型。


  （2）判别农村复兴委员会土地调查所调查的村庄的典地市场类型的方法。


  在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中，没有搜集承典土地的贷主身份的数据。我们因此只能采用一些间接的方法推断在某典地市场中，绝大多数贷主的经济身份。我们首先比较调查村庄典出土地和典进土地的数据，如果后者大于前者，或者这两项数据大致相当，我们就判断该村庄的典地主要为村内的农户典进，也即它属于B型典地市场。如果前一项数据远远大于后一项数据，这时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该村典地主要为村外的城镇贷主典进，另外一种情况是该村的土地有大量被村外的农户贷主典进。这时，我们引进典地的使用方式这一变量。如果在土地出典后，出典主继续耕作典地，我们就判断该典地被城镇贷主典进；如果在出典土地后，出典主不再继续耕作典地，我们就判断该典地由附近村庄的农户典进，这些农户贷主在典进土地后收归典地自己耕作。这种推断方法当然难免会有偏差。农户在典进土地后，出于种种原因（缺乏劳力、不便耕种等），也可能依旧将土地留归出典主耕种。同样，在城镇贷主典进土地的情况下，土地也有可能出租给出典主以外的其他农户耕种，这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出典主由于种种原因自动放弃耕作权。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是高估了城镇贷主的参与率。这并不影响本章的基本分析结论，即使在高估城镇贷主的参与率的情况下，城镇贷主的参与率依然十分有限。当发生第二种情况时，我们实际上是低估了城镇贷主的参与率。在判别典地使用方式时，我们是采用整个村庄使用土地增加或减少这一指标，城镇贷主在典进土地后，不但不将土地出租给原出典主耕种，而且还不将土地出租给土地所在村庄的农户耕种的情况会十分少见。因此出现第二种误判的情况会非常少。


  我们通过比较1928年和1933年村庄租进土地数量的变化判断出典土地的使用方式。具体计算公式是：


  [1928年村庄使用土地面积+（买进土地面积-卖出土地面积）-1933年租进土地的面积]/出典土地的数量


  买进土地面积-卖出土地面积是在调查期间村庄新增加的土地使用面积。我们假定所有卖出村外的土地依旧由本村人耕种，同时所有从村外买进的土地，在买进后转为本村人耕种。买进土地面积-卖出土地面积的最小值因此为零。如果该比值大于50%，即有50%以上的典地不再由出典土地的农户耕种，我们就判断该典地市场为农户典地市场；反之，我们就判断该典地市场为有城镇贷主积极参与的典地市场。如果买进土地数量和卖出土地数量的差值为负，且负值相当大（相对典地数量），这时我们前面的假设（最小值为零）有可能严重歪曲最后的判断，则将该村列为无法判别归属的情况。


  具体判别结果见表附录1。


  （3）判别北满和南满调查所调查村庄的典地市场类型的方法。


  在北满和南满调查中，详细给出了承典主的经济身份。当承典主为村外贷主且其经济身份为非农户时，如地主、商人、官吏、工匠，等等，我们就将这些贷主归为城镇贷主。计算这些城镇贷主典进土地的数量占总出典土地数量的比值，便可判断该村庄的典地市场类型。


  具体判别结果见表附录2和表附录3。



  
  表附录1　农村复兴委员会四省土地调查村庄典地市场分类


[image: ]



  
  表附录2　北满调查村庄典地市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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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附录3　南满调查村庄典地市场分类



[image: ]
  a该村贷主身份材料残缺。


  *在该统计表中去除了热河省丰宁县选将营子村。





  附录2
赎回权与找价


  一、赎回权


  在中国近代，有许多土地交易均在契约中规定了交易方在日后具有赎回权。有关赎回权的规定，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为限制交易方不能赎回土地的期限，另一种类型为限制交易方可以赎回土地的期限。在本文中，我们限定了所有第二种类型均不属于本文所要研究的典地范畴。


  在第二种类型中，有一部分交易实质上不过是土地抵押贷款，但是采取了“活卖契”的契约方式。我们看下面这则韩德章在1930年代浙西调查时所搜集的契约271：


  立卖契人×××今因缺用，情愿央中将祖遗某字号水田若干亩若干分若干厘，坐落某处，东至某处，南至某处，西至某处，北至某处，四至分明，仅行出卖于某处。三面议定，当得时价洋若干元。自卖之后，某年回赎，本利交清。倘有拖欠，任从买主上田过户，入册办粮。此系正项交易，不瞒长幼，并无重叠等情。倘有言称，卖主自理，不涉买主之事。言过永不加价，永无异言。二边情愿，各无翻悔。恐后无凭，立此卖契存照。


  某洋当日一并收足，票不另书。


  某粮在某都某户下开除。


  计附借票一纸。


  ××年××月××日


  立卖契人×××押


  中人×××押


  代书×××押


  土地卖价为借款本金和利息合计数。


  另外一些交易，看起来与我们所谓之的典地契约完全无异，只是在这类交易契约中，限定交易方只在某一期限内具有赎回土地的权利。如我们看下面这则契约272：


  立典田契×××，为因正用，今将自己祖遗水田一则，计若干亩若干分，坐落某处，凭中出典与某姓为业。议得时值典价若干元。当日契洋两交，不立收据。自卖之后，任凭买主收粮耕种，言定于某年回赎，悉照本价，并不加息。如延期不赎，听凭买主出卖过户，绝无异言。恐后无凭，立此为照。


  ××年××月××日


  立典田契×××押


  中人×××押


  受典人×××押


  有的该种可赎回土地交易采取了“卖契”的契约方式，如273：


  立绝卖契×××，今因正用，挽中说和，情愿将祖遗某某户名下田若干亩若干分，东至××，南至××，西至××，北至××，时价若干，情愿凭中卖与某某处为业。自从受主过户，管业、纳粮、拔赋，其洋当日如数凭中收讫。日后有亲属人等阻说，买主自行理直，不干受业人之事。此系两厢情愿，各无翻悔。恐后无凭，立此杜绝断根补找卖田文契，永远存照。


  附回赎契：


  立回赎字×××，今价买得×××户下某田，坐落某处，若干亩若干分，四至分明。三面议定某年某月，照价回赎，倘若过期不赎，此据作废。空口无凭，立此回赎字样存照。


  立回赎字×××押


  凭中×××押


  代笔×××押


  对照我们所谓之的典地契约274：


  立典契人×××，今因缺用，情愿将坐落某字某号，民田若干分，东至××，西至××，南至××，北至××，四至明白，并中立契出典与×××名下，三面议定价洋若干元。其田自典之后，任凭受主耕种收花做息。日后不辞早晚，原价回赎无阻。两方情愿，各无异说。恐后无凭，立此典契存照。


  立典契人×××押


  中人×××押


  代笔×××押


  限制交易方可赎回土地的期限的“活契”还有许多变化形式。如限定交易方只能在某一期限内或某一时点回赎，但是当到期交易方不能赎回时，可加价若干，再限定一个新的期限，这样加价和限期可反复数次，直到卖死为止275。


  那么这类我们统称的“活契”与我们所研究的典地信贷有什么不同？是否如一些学者在介绍典地信贷时所指认的，代表了一种更严苛的典地信贷，即规定借主必须在某一期限内归还贷款本金276？我们对此种解释很表怀疑。首先，所有的“活契”交易与我们所研究的典地信贷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在活契交易中，赎回权是同交易的延续不相容的。当交易的一方有赎回权时，现行的交易就必须终止，转为另一种交易（如卖地或者加价再限定赎回权的日期）或者交易彻底终结（土地赎回），而在交易延续期间，出让土地的一方没有赎回权。这种赎回权导致在交易延续期间，受进土地的一方实质上被授予了与地主相同的对土地的收益权；如在交易延续期间发生了土地收益上涨，受进土地的一方可以拒绝另一方的找价要求，因为后者没有权利将土地转让，受进土地的一方因此可以同地主一样享有上涨的土地收益。在典地信贷中，除了在典期之内，在典期之后，在交易延续期间，让渡土地的一方拥有自由的对土地的赎回权。我们已经分析过，在这种情况下，受进土地的一方并没有对土地的收益权，而只有用地租抵付一定数额的贷款的利息的权利。


  其次，我们初步的观察所得到的印象是，在“活契”交易中，交易价格常常非常接近地价，高达80%以上，同时，在“活契”交易中，赎回期常常较长，如五年，十年。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交易价格接近地价有可能是因为当地的土地购买年比较短，如假定贷款利率为二分，当土地购买年低至六年或以下时，典地价格就会高于80%。但是我们怀疑在这一类“活契”交易中，土地交易价格接近地价是否是因为当地土地购买年时间短。


  最后，恶劣的信贷市场状况是贷主能够制定更苛刻的信贷条件的决定因素。贷主必须假定在到期时，借主不能在当地的信贷市场中找到其他贷主，限制借主赎回土地的期限的契约规定才能起到强制借主出卖土地给贷主的功能，否则在到期时，借主大可以将土地再让渡给其他贷主。一个问题是，如果贷主确信借主找不到其他替代的贷主，那么他何不在交易的当初就迫使借主出卖土地，又何必要等到若干年之后？在农村土地交易市场中，存在不少因为找不到愿意典进土地的贷主，直接出卖土地的情况。一个可能的回答是，在“活契”交易期间，“活契”交易价格与土地价格之间的差价及节省的赋税费用增加了贷主的投资收益。但是，当“活契”价格与地价非常接近时，这种收益优势明显降低了。在清代，中国的田赋负担一直并不沉重。该种解释因此很难让人取信。


  我们的判断是，“活契”交易可能是另外一种特殊的信贷交易方式，而非一种更苛刻的典地信贷。需要具备该种交易土地的地性、土地产量、农产品价格、土地价格、当地的租地价格等多方面的信息，才能了解和判断这种交易方式的交换价格。我们因此在研究中排除了这一大类土地交易。


  在这一大类的土地交易中，还经常卷入各种非经济因素。如根据访谈材料，坟地的出卖有时会采取“活卖”的方式277。而在典地信贷中，是经济关系和经济交换规律决定了这种交易方式的各种制度安排。


  二、找价


  区别于赎回权，找价是一种非契约性制度安排。在契约中，通常不明确规定交易方有找价权，常见的情况反而是在契约中约束交易方在日后不能找价，但是在实践中，此契约约束却经常失效，让渡土地的一方有可能不断要求找价，而受进土地的一方也常常同意另一方的找价要求。在理解这种交易发生时，现有的学者通常倾向于从非经济关系，即从交易双方之间的社会关系去寻求答案，诉诸某种地方习惯、伦理压力、交易双方之间的某些特殊的社会关系或者官府的政治保护倾向等278。我们的初步观察和研究发现，应该首先区分两种状况下的找价：一种是有赎回权下的找价；另一种是没有赎回权下的找价。有赎回权下的找价，找价的发生更多的是受制于经济规律，体现了在交易双方之间的一种经济交换关系。在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时，找价会发生：（1）在该期间，让渡土地的一方有赎回权；（2）在当地现行土地交易价格与原土地交易价格之间出现了差额；（3）受主预期如果其拒绝另一方的找价要求，该交易方可以找到另一受主。现受主愿意在新流行价格下，继续该土地投资。没有赎回权下的找价很可能更多的是受制于各种非经济因素。在我们所研究的典地信贷中，找价主要是属于第一种类型，但是也有少数是属于第二种类型的找价发生，如在典期内，当出典主没有赎回权时，贷主有时也会同意出典主的找价要求279。这时，更多的是各种非经济性考虑在起作用。如借主和贷主均为本村的农户，有比较密切的社会关系，借主又确实生活困难，急需钱280，或者村外贷主预计到如果拒绝借主的找价要求，会产生其他交易麻烦（trouble）。


  附录3
寺北柴卖地农户分析


  在惯行调查中，没有系统收集有关寺北柴村卖地农户的农户特征的材料。我们下面采用三组材料推断在寺北柴村，卖地农户的农户类型。第一组材料是继承土地和现有土地的材料；第二组材料是卖地亩数的材料；第三组材料是卖地地块分布的材料。


  一、卖地农户的分析一—从继承土地的减少看


  在惯行调查中，不仅搜集了农户现有土地的数据，而且还搜集了农户在分家时继承土地的数据，通过比较继承土地和现有土地之差，我们可以了解卖地农户的类型。见表附录4。


  观察表附录4，在105个世代中，共有32个世代发生了卖地，其中继承土地在40亩以上的农户，卖地的户数比最大，占到了总户数的89.89%，其次为继承土地在20—40亩的农户，卖地户数占到了该类型总户数的53.33%，继承土地在10—20亩的农户，卖地户数比例显著减少，只有25%。继承土地在10亩以下的农户，卖地户数不过占到总户数的16%（8/50）。继承土地在5亩以下的农户不但卖地户数比例最低，而且土地增加的户数比在五类农户中也最高，达到近40%。我们下面再来看各阶层卖地数量的情况。


  表附录5表明，继承土地在40亩以上的农户，不仅卖地农户的户别比例高，而且卖地数量也很大，该阶层所卖出的土地占到了总卖出土地57%，卖地率高达46%。其次卖地数量大的为继承土地在20—40亩的农户。这一类型的农户所卖出的土地大约占到了全部卖地的1/4，该阶层的卖地率也高达37%。继承土地在10亩以下的农户，不但卖地的户别比例低，而且卖地的数量也非常有限，该阶层所卖出的土地不到总卖地的6%，卖地率也最低，不过10.8%。继承土地在10—20亩的农户，卖出土地的数量在总卖地中所占的比例有限，但是该阶层的卖地率略高，达到20%。


  按照继承土地的数据推断卖地农户，有以下几点不足：第一，寺北柴共有农户140户，其中有调查资料的农户136户，有继承土地和所有土地的材料的农户100户，即有40户农户的土地变动情况未包括在此统计中；第二，在继承土地的数据中，卖地数量仅有490亩，而根据调查材料，在1870—1940年期间，寺北柴村共流失土地700亩左右，其中在1910年以后卖出土地在500—600亩。按照继承土地和现有土地的数据统计，卖地数量不足，这一方面是由于缺少40户农户的土地变动材料，另一方面原因是有一定量的农户（有27户在30年代分家）分家时间离调查时间太近，这些农户在最近一次分家以前的家庭土地财产有变动情况，因此不能列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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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卖地农户分析二—从卖地亩数看


  在租佃关系调查中，村长和不在村地主提供了现不在村地主租出土地，原寺北柴村所有土地，卖出时的材料，包括原卖主（只有姓氏）和卖地亩数，我们利用卖地亩数的数据观察卖地农户的户别特征，见表附录6。


  
  表附录6　每次卖地亩数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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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数量比较多的农户不一定每次卖出土地的数量均比较大，但是一次卖地数量比较大的农户必然是土地数量比较多的农户，观察上表，一次卖地数量在20亩以上的卖地占到了总卖地的61.84%，即所有土地在20亩以上农户为卖地的主体。一次卖地亩数在10亩以下的卖地不过占到总卖地的8.81%，这部分卖地还未必全部都是所有土地在10亩以下的农户卖出的，所有土地在10亩以下的农户因此明显不是重要的卖地者。


  三、卖地农户分析三—从卖地地块分布来看


  在寺北柴村的调查中，调查员绘制了寺北柴村土地空间分布图，标明了每一个地块的大小和现所有者的名字。我们对不在村地主所拥有土地的地块进行了统计，制成表附录7。



  
  表附录7　寺北柴村不在村地主拥有土地地块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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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地块分析的方法涵盖了更大数量的卖地（共873亩）。比较大的地块未必一定是一家农户卖出的，有可能是一两家农户所出卖的土地恰严丝合缝地拼成的，但是这种发生概率应比较低。不在村地主所拥有的地块的大小应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卖土地的农户的户别特征。表附录7的统计表明，地块在20亩以上的土地占到了全部卖地的近60%，即拥有土地数量比较多，至少在20亩以上的农户是卖地的主体。在地块分布图中我们还观察到，不仅卖地的地块亩数较大，而且一些亩数较大的地块又相当规则地相连（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三卷附图寺北柴村所有土地区划图）。如村南部地块19—27这九块土地，除了中心李家坟地和三小块土地以外，几乎可连成一整大片规则的土地；再如地块40—43这四块土地，明显原为一整大块土地，共五十余亩，看来只是由于分家被分成了四小块土地；地块28—33和地块34、35、37又是两大块可连成的整块土地。在寺北柴村所有土地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是土地按姓氏规则分布。这暗示了可能曾存在同姓中比较富裕的农户或经营地主所有地块集中的局面。卖地的地块大片相邻因此很可能揭示出了，在寺北柴村，不仅是拥有土地在20亩以上的农户在出卖土地，更精确地说，是拥有土地数量更大的富农或经营地主在大量卖出土地。


  采用三套数据，得到完全一致的结论，即在寺北柴村是村庄中拥有土地数量比较多的富农和经营地主在大量卖出土地，他们是卖地的主体，拥有土地在10亩以下的农户无论是卖地的户数还是卖地的数量都极少，拥有土地在10—20亩的农户，卖地户数有限（25%），但是这些卖地农户的土地流失可能较严重，卖地率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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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根据惯行调查材料，农民在分家后，如果具有一定的耕地规模，如在10亩以上，在短期内有可能与分家兄弟共用牲畜和水车，但是通常在一段时间后，总会自己配备耕畜（惯行调查III，p.97,103,121）。在栾城县，在灌溉季节，耕畜的使用量很大。一头牲畜一天可灌溉2亩，若遇天旱，灌溉时间还会更长。在棉花生长季节，大约每5天就要灌溉一次。这意味着耕地在10亩以上的农户为了不误农时，最好自己配备耕畜。根据《寺北柴村户别调查集合表》，我们进行了统计，在寺北柴村，耕作面积在8亩以上的农户共有72户，其中只有6家既没有水车也没有牲畜。这6家中，有一家耕作面积在60亩以上，我们怀疑是有统计错误。有3家，耕作面积全部为10亩，2家耕地面积为8亩。有耕作土地，但是耕作面积在8亩以下者有30户，这30户中，只有4户有牲畜。土地分散使用与耕畜增加之间关系的另外一个有力证据是，土改分散了耕地的使用，县志材料表明，在土地改革一年以后，栾城县的牲畜增加了一倍半，而在1950年代后期实行人民公社制以后，全县牲畜饲养量又减少了一半（栾城县志，1995，p.263,318）。


  [128]惯行调查III，p.365。一口井可灌溉的土地取决于灌井的位置。一口灌井最多可灌溉百亩土地。


  [129]惯行调查III，p.366。


  [130]根据1949年的统计，商饮业、运输业和建筑业占到了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的40%左右（栾城县志，1995，p.254）。


  [131]用一个具体的数字来说明。在栾城县，一亩典价大致可买800斤谷子（当地计量单位四石），在当地一个四口之家，一个月大致需要200斤谷子的口粮（惯行调查III，p.330），当地的产量风险不高，农民缺粮的数量不会很大，在寻常的产量波动下，当地农民需要典地买粮的概率因此不会很高。在米脂县，当发生灾歉年时，由于粮价高涨，一亩典价只够买200多斤的粮食（谷子），有时甚至低到只能买100多斤粮食（张闻天，1994，pp.168—169），当地农民粮食短缺的数量又经常大，在发生产量风险时，需要典地买粮的概率因此明显要高得多。


  [132]惯行调查III，p.309。


  [133]惯行调查III，p.121,266,347。


  [134]惯行调查III，p.103。


  [135]惯行调查III，p.323。


  [136]惯行调查III，p.347。


  [137]惯行调查III，p.265,254,347,333,335,121,179。


  [138]安藤镇正（1980，p.72）对这两种制度进行了统计，我们将其统计结果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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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比为笔者计算数。


  根据访谈材料，在1910 年代以前，当地普通租佃关系中主要采用分收制，在20世纪上半期，发生了一个明显的由分收制向固定实物地租制的转变（p.241）。对此，在访谈材料中，有不同的解释。地主方多强调采用固定实物地租的方法于双方均有利（p.174，241），被访谈的农民则有的强调这一转变主要是为了方便地主管理，有的强调采用固定地租的方法是对佃户有损，而只对地主有好处，指农民并不愿意采用固定地租制，因为产量每年有波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有被访谈的农民指出，发生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是在1917 年大旱灾后，本村土地质量提高，产量增加，有些佃户试图隐瞒产量，地主和佃户之间因此发生纠纷，继而逐渐转为固定实物地租（p.217）。如果这一回答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则它恰好与另外一些调查材料相印合，即从1920 年代以后，对灌溉设施的投资增加，产量更加稳定，土地质量提高。


  [139]根据访谈材料，五斗租的土地，每亩典价百二三十元。六斗租的土地典价百五六十元，四斗租的土地典价八九十元（惯行调查III,p.20[0-9],[0-9]41）。


  [140]张闻天调查，1994，pp.195—19[0-9],[0-9]09—210。


  [141]张闻天，1994，p.264。


  [142]张闻天调查，1994，p.204。


  [143]惯行调查III，p.215。


  [144]在杨家沟地区，地主派人上门收租时，佃户有义务提供收租人的饭食和牲畜的草料，但是牲口的草料会在地租中扣除（柴树藩，1979，p.46）。


  [145]张闻天，1994，p.208。


  [146]惯行调查III，p.164。


  [147]惯行调查III，p.21[0-9],[0-9]4[0-9],[0-9]3[0-9],[0-9]63。


  [148]张闻天，1994，p.215。


  [149]张闻天，1994，pp.209—210；惯行调查III，p.17[0-9],[0-9]04—20[0-9],[0-9]1[0-9],[0-9]15—21[0-9],[0-9]2[0-9],[0-9]4[0-9],[0-9]6[0-9],[0-9]6[0-9],[0-9]42。


  [150]张闻天调查，1994，pp.209—210。


  [151]惯行调查III，p.204。


  [152]惯行调查III，p.164。


  [153]惯行调查III，p.21[0-9],[0-9]6[0-9],[0-9]42。


  [154]不同年成典地收租率和买地收租率比较如下：（张闻天，1994，pp.195—19[0-9],[0-9]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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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大荒年选取的是1876—1878 年这三年的平均收租率；荒年选取的是1857年的收租率，根据县志，当年收成降到常年的三成；歉年选取的是1870年和1883年两年的平均收租率，其余设定为常年。b 在计算从1884—1941年这一时间段不同年成下的收租率时，我们首先去除了没有年成资料的十年，1934年、1935年、1939年、1940年和1941年这五年因为政治原因收租率有大幅度降低，我们也去除了这五年的数据，共计算43年不同收成下的年平均收租率。再归类不同收成时，我们尊重《调查报告》中（pp.260—261）的数据归类。c 1902年又为荒年，所以我们选取1903年的收租率。


  [155]如寺北柴最大的城镇贷主就在访谈中指出，在土地为自身的所有地时，他可以挑选更有信用的佃户（p.241）。王赞周同时指出，在出租土地为所有地时，在年成不好时，也会允许佃户欠租。这时，如果估计佃户在来年或一两年内能够偿还欠租，就依旧延续租佃关系，如果判断来年没有纳租能力，就收回土地（p.165）。在普通租佃关系中，贷主有更换佃户的能力，撤佃作为一种有力的威胁无疑可以发挥敦促佃户尽力和尽快地偿还欠租的作用。在调查材料中有一例，某农民同时租种地主的所有地和出典给该地主的自有地，均有欠租，结果地主收回自身的所有地转租给其他农户耕种（pp.204—205）。


  [156]惯行调查III，p.19[0-9],[0-9]66。


  [157]惯行调查III，p.214。


  [158]惯行调查III，p.200。


  [159]同上。


  [160]惯行调查III，p.21[0-9],[0-9]04。


  [161]惯行调查III，p.21[0-9],[0-9]4[0-9],[0-9]66。


  [162]惯行调查III，p.17[0-9],[0-9]6[0-9],[0-9]05。


  [163]柴树藩等，1979，p.95。


  [164]惯行调查III，p.24[0-9],[0-9]86。


  [165]惯行调查III，p.179。


  [166]惯行调查III，p.30[0-9],[0-9]15。


  [167]惯行调查III，p.200。


  [168]惯行调查III，p.360。


  [169]在收缴地租时，为降低运输成本，地主接受和欢迎佃户缴纳小米。2斗谷子可推出1.2斗小米，但是缴租时，折价为小米1斗抵谷子2斗。


  [170]张闻天，1994，p.204。


  [171]张闻天，1994，p.223。


  [172]总利息支付=每期所支付的利息×支付的总利息期数（年数），更早地赎回土地，降低了借贷的期数。


  [173]1845—1883年的数据是典地实收地租量的数据，1884—1941年的数据为买地实收地租量的数据。


  [174]惯行调查III，p.223。


  [175]惯行调查III，p.163。


  [176]“以棉籽、谷秸煮成的粥为食”，“一日只得一餐”（惯行调查III，p.222）。


  [177]惯行调查III，p.222。


  [178]惯行调查III，p.223。


  [179]同上。


  [180]惯行调查III，p.54。


  [181]惯行调查III，p.16[0-9],[0-9]6[0-9],[0-9]5[0-9],[0-9]4[0-9],[0-9]3[0-9],[0-9]3[0-9],[0-9]2[0-9],[0-9]79。


  [182]惯行调查III，p.187。


  [183]当地普通年利率在二分到三分，但是长期贷款利率通常应略低于短期贷款利率。


  [184]在原汇总表中，第一个问题，是明显漏添了1912—1921年及1922—1931年这两个时段典地转为卖地的数量，这从汇总表下对数据的文字解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河地重造（p.528）在对杨家沟的研究中也指出了这一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根据报告中的数据，1912—1921年有84亩典地转为卖地，但是在与调查报告中另外两处有关马维新买地的数据[马维新历年收支比较表（pp.257—258）及马维新历年土地价格变化表（pp.163—166）]相核对后，一致的答案是，在1912—1921年这段时期，衍福堂没有买进土地。在下面计算不同赎回典地占总典进地的比例时，在1912—1921年这一时期，我们因此采用两组数据。第三，我们不采用原汇总表中的总典进土地数据，而是利用报告中所给出的《衍福堂历年典地土地数量表》，重新加总每一时期的典地数量。新汇总后的数据与原数据差别很小。


  [185]张闻天，1994，p.191。


  [186]综合《张闻天调查》中家族发家材料和马氏地主家族后人所撰写的《马光裕堂家族志》，我们推定了马氏地主家族各门财富增长时期，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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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清初，尤其是雍正年间，清政府在当地大兴公共粮仓制度。公共粮仓共分两种，一种称常平仓，另一种称社仓或义仓，前者为官办粮仓，后者为政府要求地方士绅修建的粮仓。雍正年间，米脂县共建常平仓24间，义仓18间（米脂县志，1993，p.305）。回民起义对陕北的公共粮仓制度有毁灭性的打击，回民部队在破城后，往往将储粮洗劫一空。如靖边县在雍正年间曾储粮6万石，回民起义后粮仓尽毁（靖边县志，1993，p.214）。


  [188]米脂县志，1993，p.762。


  [189]何汉威，1980。


  [190]Ho，1959；1874年当地知县上书省宪时称，“自六年（同治六年，1867年）兵乱以后，民亡大半，地多荒芜”（米脂县志，1993，p.762）；又民国初年当地绅士高增爵上书巡抚请求减免赋税时云，“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生荆棘，狼虎为穴……各县粮册空列虚名，实无户口。初由万两减至千两，仍不能依限完纳，民力可想而见。”（转引自米脂县志，1993，p.766）


  [191]盐见金五郎，1942。


  [192]有关转典和部分赎回的材料见惯行调查III，pp.299—30[0-9],[0-9]1[0-9],[0-9]3[0-9],[0-9]26；有关当地找价的材料见pp.181—18[0-9],[0-9]8[0-9],[0-9]13—21[0-9],[0-9]4[0-9],[0-9]47—24[0-9],[0-9]5[0-9],[0-9]5[0-9],[0-9]5[0-9],[0-9]65—26[0-9],[0-9]0[0-9],[0-9]3[0-9],[0-9]4[0-9],[0-9]5[0-9],[0-9]64。


  [193]惯行调查III，p.20[0-9],[0-9]1[0-9],[0-9]15。


  [194]惯行调查III，p.29[0-9],[0-9]0[0-9],[0-9]3[0-9],[0-9]26。


  [195]惯行调查III，p.239。


  [196]惯行调查III，p.348。具体的情况是，张乐卿（三房）的二哥很早去世，二房无子，但不愿过继张的儿子，而希望从娘家领养儿子，二房一直闹分家。这样，当张的二嫂过世时，为恐其娘家人有争执，丧葬费用竟然超过了同年长房长子（张乐卿的大哥）的费用的一倍。


  [197]惯行调查III，p.245。


  [198]根据户别调查材料，在调查年，郝家只耕种24亩土地，当时家中有两个成年劳力，郝苟妮37岁和其儿子19岁。家中同时还配备了一头骡子，一辆水车，这种劳力和生产工具配置，在寺北柴村其他农家，耕种同样规模的土地基本上不用雇佣劳力，但是郝家却雇了一个长工，每年还要雇30—40个短工。


  [199]惯行调查III，pp.342—343。郝苟妮在回答问题时，很支吾，似乎家庭中当时还发生了其他麻烦，但是不便与外人讲。


  [200]惯行调查III，p.336。


  [201]惯行调查III，p.223。


  [202]惯行调查III，p.260。


  [203]人力资本损失性风险对比较贫穷的农户当然也存在，这种风险一旦发生，对这类农户所造成的打击亦将会是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但是有对农民的访谈材料指出，在遭遇该种风险时，比较贫穷的农户的处置方式与比较富裕的农户有所不同。比较富裕的农户有可能会卖地维持习惯的消费水平或进行长期人力投资。而比较贫穷的农户则宁可带着未成年的孩子出去讨饭，也不卖地，目的是为给孩子留下一些资产。孩子稍微长大，即做各种零工，直到可以独立耕种土地。


  [204]根据1940年代的调查，小商贩在集市间贩卖粮、炭，必须在当天赶回，如果遇雨在外住店，就要亏本（柴树藩等，1979，p.19）。


  [205]米脂县志，1993，p.273；通邮地方志，1937，陕西编36页。


  [206]米脂县志，1993，p.277。


  [207]当时的各种棉业调查都显示出，在棉花贸易中，资本规模的大小对商家盈利率有决定性影响（鄂豫皖赣四省之棉花运销，1935；吴知，1936）。


  [208]惯行调查III,p.324。


  [209]棉花价格的季节差价，即使在更高级的市场也不大。在西河棉终级市场中，1919—1926年，西河棉的季节差价不过7%（曲直生，1931，p.219）。


  [210]当时的各种棉业调查都揭示出，在棉花市场中，商人大多采用的是结合短期贷款与商业活动的方式，即“预买制度”（鄂豫皖赣四省之棉花运销，1935；曲直生，1931；吴知，1936；冯和法，薛慕桥，1983）。在栾城县，“预买”制度也很常见（惯行调查III，p.310）。在栾城县的市场环境中，结合商业和典地放贷的利润不大并不等于说，商人就不会偶尔从事典地放贷，但是，它意味着，一个投资者的商业经营能力越强，越积极地在秋后从事棉花贸易活动，那么他越应该倾向于不采用典地放贷这种并存的资金使用方式。


  [211]具体地说，即每降低20斤棉花（利息）的购买成本，到秋后交易旺季便要有至少可购进100斤棉花的资本不能使用（1亩典价大致相当于100斤棉花的价格，该购买资金作为流动资金应还可不断流通使用）。


  [212]调查员曾向寺北柴村最大的城镇贷主王赞周询问如何处置收缴上来的棉花。王回答在收缴上棉花后，直接拿到栾城县的集市上卖掉，如果当年秋天未卖完，再留到次年春天出售（p.328），即王既没有积极地从事向更高一级的市场贩卖棉花的商业活动，也没有积极地从事季节间的棉花投机活动。


  [213]整合信贷与土地租佃这两种活动，并不是说贷主就完全不会从事待价而沽等商业盈利活动，但是这一盈利努力是附属性的和可有可无的，整合利润的主要来源是来自于整合放贷和租佃活动，即地租收益。


  [214]张闻天，1994，pp.142—143。


  [215]Faure，1989.


  [216]惯行调查III，p.164。


  [217]Nagarajan etc.，1992；Floro and Yotopoulos，1991；Adegboye，1972.


  [218]Nagarajan etc.，1992；Floro and Yotopoulos，1991.


  [219]Nagarajan etc.,1992；Floro and Yotopoulos，1991.


  [220]惯行调查III，p.206。


  [221]惯行调查II，p.210。


  [222]惯行调查V，p.578。


  [223]康德元年度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6册，p.41。


  [224]张闻天，1994，pp.149—15[0-9],[0-9]54；柴树藩，1979，p.38。


  [225]Esherick，1998.


  [226]如在杨家沟村，村外土地的佃户变动较小（张闻天，1994，pp.210—216），再如米脂县另一家族地主集团常姓地主，其佃户有百分之八九十均租种土地在十年、二十年以上（柴树藩等，1979，p.45）。


  [227]张闻天，1994，p.15[0-9],[0-9]91—194。


  [228]陕西省农村调查，1934，p.85；柴树藩等，1979，Chapter 5.2。


  [229]陕西省农村调查，1934，p.85。


  [230]惯行调查III，p.163。


  [231]惯行调查III，p.163。


  [232]Stiglitz and Weiss，1981.


  [233]陕西省农村调查，1934，p.85。


  [234]“扎工”一般10个人为一班，5个人为半班。集体同某雇主建立雇佣关系。雇主因为需要的劳力数量大，在当地又很难一下子雇佣到很多的短工，因此接受这种形式（中共西北中央调查局编，《边区的劳动互助》，1944，pp.17—22）。


  [235]柴树藩等，1979，p.4。


  [236]柴树藩等，1979，p.5。


  [237]如在杨家沟村，村外土地的佃户变动较小（张闻天，1994，pp.210—216），再如米脂县另一家族地主集团常姓地主，其佃户有百分之八九十均租种土地在十年、二十年以上（柴树藩等，1979，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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